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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喜见经络飞龙再现

沈邑颖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兴院区中医科主治医师




经络系统是每位中医师必学的课程，中医界有句名言：“学医不懂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可见经络在中医的重要性。中医圣经《黄帝内经》中的《灵枢》载有最丰富的经络内容，阐明了经络对于人体的重大影响。例如：

《灵枢·海论》曰：“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腑脏，外络于肢节。”说明经络联络脏腑，沟通内外。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都是依靠经络系统的联络沟通而保持相对的平衡与统一，完成正常的生理活动。

《灵枢·本脏》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中医认为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气与血，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通过经络系统将气血及营养物质输送到周身，濡润全身脏腑组织器官。

《灵枢·经别》曰：“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灵枢·经脉》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的诊断治疗、药物方剂的归经、针灸临床诊断治疗的辨证、循经取穴、针刺补泻等，皆以经络理论为依据，经络系统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络系统的通畅与否攸关机体的预后、生死。由于医者操人生死，所以明朝的中医师李梴在《医学入门》指出：“医而不知经络，犹人夜行无烛，业者不可不熟。”

中国现代研究经络学者黄龙祥先生指出中医经络的特异性，他说：“古代中国其他民族的医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医学也有类似穴位的概念和类似针灸的疗法，但都没有产生类似经络学说这样的理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疗法主要都是局部刺激治疗局部病症的头痛医头或以痛为腧的疗法。”因此，他认为中医的整体观主要是由经络学说体现的。由此可见，古今医学家一致认同经络的重要性。

虽然经络学说占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中医师每天的诊疗工作几乎都与经络有关，但由于经络无法被具体看见或触及，其存在性在近代备受质疑。因此，经络宛如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飞龙，疗效可见，其理却不明。

身为一位每天以经络为主要诊断治疗准则的临床中医师，我很高兴见到张长琳教授悠游于古今中外历史，从文化、哲学与科学领域，抽丝剥茧地探讨东方与西方医学发展的差异。

并且，张教授以其专业素养，利用大量实验报告、图表等资料解说现代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观点，深入浅出地讨论经络的特质及存在的可信度。张教授指出中国古医学经络系统与印度古医学的脉轮系统两者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可能与电磁波耗散结构有关。有关耗散结构，张教授在书中有非常精辟的说明，请读者尽情欣赏。

本书内容多元、丰富，适合各行各业的读者。对于中医师而言，最关心的仍是经络的相关议题。在第二篇第五章，张教授讨论了许多针灸特有的现象，包括：

一、循经感传现象路线的稳定性及可变性：循经感传又称为气至病所或得气。经由研究发现，感传路线有时会出现大幅变化，甚至会完全离开平时的路线直奔病所。所以张教授认为经络完全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固定的管道。至于针灸教科书中所画的经络图所描写的明确位置，只是为了方便初学者使用，是一种大幅度简化的说明图，其实有经验的针灸师都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见70页）。此项观点，与我们临床应用经络诊断治疗的经验不谋而合。

二、循经感传现象路线的宽度和深度：张教授认为感传路线并不是一条细细的线，而是一条有中间部和边缘部的宽带（见72页）。感传路线所处的深度与肌肉的深浅度成正比，这点也与临床观察相符。

三、循经感传的方向和速度：方向为双向，速度比神经传导慢许多，每秒1～20厘米。

四、温度与药物都对循经感传有所影响：这点也证实了中医的灸法和穴位注射的疗效。

张长琳教授也提出一些自谦为“傻问题”的课题，其实这些都是许多中医师想问而不敢问的问题。张教授所提供的资料恰似暮鼓晨钟，敲开深入研究经络的大门。

例如：

问题一：穴位有多大？经络有多宽？依据资料显示，穴位并不是像针灸铜人身上那样的小洞洞……而是像一座边界不清的小山峰（见85页）；经络就像是一道山脉似的东西，而腧穴则像这道山脉的一座座山峰（见86页）；腧穴是人体内电场强度最高的一些点（见99页）。这些都是对于经络、腧穴形态的新看法。

问题二：经络与腧穴会不会移动？答案是：会！在某些特殊状况下，经络与腧穴的位置都会改变。所以张教授说：经络是活的（见88页）。又说：人体的电导确实是随时间而涨落的……即古人所说的子午流注（见90页）。这些都是非常有启迪性的观点！但是张教授对于阿是穴的定义（见87页），与传统中医的看法有异，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索的角度。

经由现代的皮肤电导测量深入研究，张教授得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人所发现的经络系统，就是对人体内能量分布的一个简单描述（见100页）。由于能量不可见，当然无法用解剖方式找到经络、腧穴。所以，经络就如前所述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飞龙——可用而不可见。

但不可见者，并非不存在，只要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必然可以让此飞龙现身，彩虹满天。张教授引马万里的论述：针灸是对现有科学知识最顽强，也是最活生生的挑战（见64页）。中国与印度古医学是一种能量医学，符合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两者与现代医学应该相互结合。所以，张教授指出东方古医学研究的意义：对这些古老医学的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其意义并不是得到现代科学界的认可，而是对现代科学的一种强大挑战，并且是对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强大压力和动力（见60页）。所以他认为应该如此提问：中医给科学带来了怎样的新问题？中医给科学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怎样从中医的实践中看到现代科学中所存在的不足？如何通过中医的研究，进一步发展现代科学？（见185页）这些观点打破成见，拨开迷思，引导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辟新局。

本书不仅适合中医师，而且适合所有对中西医有兴趣的读者！





古老的东方智慧 VS 最新的科学技术

郭碧松


中医师、 “古典中医基金会”创始人




长琳这本行歌如板的，极有文学、哲学价值的科普书，读起来真让人手不释卷，拍案叫绝。虽然文中的观点，我们曾经多次交谈过、探讨过；然而，再读他系统地阐述这些观点和思想的书，仍旧令人回肠荡气。

他那幽默的文笔，把枯燥的物理学和数学概念，如同史诗般的立体宽银幕电影，又像世界时空交响乐一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和长琳的相识，就是在他书中提及的那一次在荷兰召开的国际科学医学会上。我们碰面就一口气谈了4个小时，我完全忘掉了那些正在开得热火朝天的分组讨论会。从此，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在与他的相处中，我体验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科学精神。我们专业相差甚远，我所练的气功和体验的气功经历和现象从来都难与一般人沟通，更别提科学家了。由于以往的经验，我对科学家总持有一些偏见。然而，在跟长琳无话不谈的探讨中，我的偏见也如冰雪般消融了。他那大科学家的气度，他在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中毫不犹豫的自我否定，以及不受已有的理论框架束缚的、毫无偏见的探索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他那童心般的真诚倾听，他那容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因此而具备的能消化各种不同学科学说和思想的能力，加上他那坚韧不拔地、一点一滴地做好每一处工作细节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吸引着我与他合作一些科研项目。“科学哪辈子才能证明得了气和神？科学这么有限。”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说。

他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碧松啊，气功、道家的内丹修炼是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探测仪器来了解世界的真相，这是一种很高文明层次的探索。而科学家也是在探索，在修炼啊！我们也发愿要认识世界的真相（真理），只是我们的方式是很慢的、一步一步的、实证的、理性的，发现一点，记录一点，承认一点，再用仪器反复验证，再承认一点，再发现新的，再创造新的仪器，然后否定修正以前的问题。真正的科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再验证，再否定，一步一步艰苦地向前推进。这种修炼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并且是前仆后继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艰苦修炼。现在我们的修炼总算有一些希望了，我们也能从理性的角度，比较接近和理解你们几千年艰苦气功修炼所体悟到的那种真实了。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电磁波、驻波、耗散结构以及大量对经络观察测试的结果，不但发现了古人对经络的描述的真实性，而且也观察到经络循行因疾病而改变的特点，这在古书上是没有记载的。所以我们是殊途同归，只是思维方式和验证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我们共同之处是：气功要静心，通过入定来开启智慧。而我们的工作也容不得半点的浮躁，既要有勇气，也得有定力。”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在德国村庄的简单而又干净的小屋子里，吃着他爱人平时烹制给客人的盛餐，即从国内带来的干菜、笋干以及自家院子里种出来的长豆角，再加白米饭。

就是过着这样清贫节俭生活的他，经历了30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东西方各自思维框架下所产生的不同文明，以及以这种文明为精神支柱而产生出来的不同文化、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来龙去脉和多层次的比较。从他的这本书中，我们既能品尝出人类科学进步的足迹和艰辛，又能体会到古老的东方智慧和中医之“道”，它最终将与最新的科学技术聚首，而点亮一片新世界的曙光。于是，人类将随着东西方文化与科学交融的和谐乐章，进入一个新的、灵性升华的时代，在光中跃迁，在光中进化，在光中永生。





聆听身体的声音

哈特姆特·卡普太纳（Hartmut Kapteina）


德国 Siegen 大学音乐教育和音乐医学教授




约翰·拜伦特（Joachim Berendt）是位著名的音乐研究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这个世界就是声音》一书中，他描述了一位禅宗大师上课时的情景。这位大师问他的弟子：“当你把你的发音器官和感觉器官都关掉时，你能听到什么？”坐禅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学习，学会如何排除外界的干扰，从而听到内在的声音。这一来，他就会步入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也有许多不同的层次：在第一层中，他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心跳声、肌肉和骨骼的嘎嘎声；如果他能再关掉这一层，就会进入更深的一层……这样一层又一层，最后他就会听到分子和原子在不断振动的声音。

著名的法国耳鼻喉科专家阿尔夫·托马提（Alfed Tomatis）毕生研究听觉的奥秘。他用“生命的叮当声”来描述这种现象。由于耳毛的厚度甚至可小于大分子的半径，所以，它通过直接感受分子水平的振动，从声波中，也就是从空气分子的振动中，采出信息来。

有一次，一位印度的老妇人应邀参加一个心理学大会，讲述她的治疗经验。她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她的工作：“如果我用我们老祖宗的语言来讲述和理解我的治疗方法，那就要从妖怪、魔鬼、精灵等说起。对于你们无神论者来说，那就是巫术，是迷信，是一派胡言。所以，我就用你们的语言，并请你们重新捡起那种已经被欧美科学界和医学界扔掉的想象力。”于是，她就开始讲她的治疗方法和理论基础。“你们都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而每一颗粒子都按它的本征频率（eigen-frequancy）在振动。然后请你们用上想象力，那么，原子的每一个本征频率就是一种声音。然而，许多原子又组成了分子，于是，这许多声音又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合唱团。而许多分子又组成了细胞，于是，这些小小的合唱团又组成了一个大合唱。而许多细胞又形成了组织、器官等，这一来，所有的原子、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等等，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乐团，演奏着极为复杂的交响乐。而人的精神、感觉、欲望、野心和抱负等，又形成了不同的力量，从而来维持这种音乐的和谐以及不同旋律之间的合作。如果一个人生了病，这种合作就受到了干扰。于是，这个身体内的音乐就会失去旋律与和谐。在我们的文化中，传统的印度医生都已学会了如何阻断自己的某些外在感觉，而专心于捕捉有机体内的声音，就如专心倾听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奏一样。当他学到能听到病人体内的声音时，他就会听出这种音乐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走了调，畸变了，甚至可以感受患者的病痛。当然，他也学会了如何用草药、用歌声、用舞蹈、用瑜伽等等，把病人从干扰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和谐的音乐。”

本书的作者，张长琳教授，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他既受过极为严格的西方科学的训练，尤其是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又非常熟悉这根植于几千年文化的东方传统医学。所以，这本名为《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的书，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前面说到的那个禅宗大师的故事和那位印度老妇人的故事，都曾被看成神秘主义者的经验而不屑一顾。

与那位印度老妇人一样，他也从最简单的物理学事实说起，一步又一步，逐步地让读者看到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复杂的层面，从而把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成果与中国、印度等古老医学中的经验联系起来，从而建立了一个天人相应的整体的世界观，同时也为中国的针灸和德国的顺势疗法找到了科学的基础。

最近，我的一位同事参加了一个心理学的研讨会，讨论人类的存在、精神和身体的起源等问题。她详细地介绍了会议中两种不同意见激烈争论的情景，我感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强烈冲突。听完后，我告诉她，我已读完了《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一书的手稿，所以，对她所描述的身体与灵魂的巨大分裂我已不再感到恐惧，因为我对于人类的存在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所有以物质形式的存在无非都是一种复杂的、编织在一起的波动形式，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基本粒子和基本粒子的振动；而我们所有的思想、感觉和行动等，也不过只是这种复杂振动的表现形式。于是，躯干和精神、身体和灵魂、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生命和死亡、死和复活以及许许多多主宰着我们生活但又困惑着我们的问题，不再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它们都是同样的振动和波，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情景下的表现，它们犹如永不停息的波涛和美丽的乐章，不断地形成驻波和耗散。

张长琳的工作从现代科学的基础开始，然后一步又一步地向前迈进，生动地描述了科学发展的进展和成果；同时，他也揭示了这一进展过程中，科学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烦恼、失落和迷茫。作者看到了这一进展过程中的一种严重的失落和迷茫，那就是：现代物理学中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知识，并没有得到其他自然科学家，尤其是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家的认识。他也发现，现代物理学的许多前沿进展，与古代发达文明中一些看法和记载的联系。就是在与欧洲的古文明之间也有这样的联系。例如，在《圣经》的第一章，您就会惊讶地发现，上帝最先创造的是“光”，很久以后，才又创造了太阳和星球。而我们一般都认为，只有太阳和星球才是光源。也许，正是这个“光”才启动了“宇宙大爆炸”，而这个拱形的波就界定了我们宇宙的秩序，由于这种秩序和能量的效应，才产生了“可以看得见的彩虹”？其实，早在“光”的产生之前，就有“神说”这一个声学事件。而可能这个声学事件就产生了“宇宙大爆炸”，而这一声音直到今天还在振动，印度的神秘主义者把它说成是“Shiva”，佛教把它说成是“Nada Brahma”，也就是说，这个创世的声音在每一个被创造的民族心中回响着。也是从这一拱形的波和拱形的光，又创造了“听不见的音乐”和“看不见的彩虹”。从这一本富有探索精神的书中，您就可以听到和看到它们。





中医临床和教学的有力支持

江丹


英国注册针灸师、中医师

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

英国伦敦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客座高级讲师





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我抽时间读完了张长琳教授的新著《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全书的手稿。可以说，还没有哪一本非医学专业的书籍，尤其是与我自己所学的医学专业实际差距如此之大，且涉及物理学最新的耗散结构理论的书籍，能像本书这样吸引我。

一、全书深入浅出，把相当深奥的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有关内容写得如此明晰、透彻，让我们这些与现代理论物理基本“不搭界”的其他专业的人也能够接受、理解。

二、以前我读过祝总骧（中国科学院）、谢益宽（北京大学医学院）、李志超（中医研究院）等许多学者有关的专著或文章，我认为他们的研究都没有能够将中医经络的实质阐述得如此深入和细致，并且有充分的实验依据。

三、本书有关经络实质的论述对中医的临床和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在西方行医，都要给病人以充分的解释，让他们能够充分理解针灸的机理，他们才会有信心坚持治疗。可是以往中医有关“气”、“经络”的理论又太模糊；而有关“生物电磁波”就是气场的解释又太肤浅。用本书有关经络与人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理论给西方人进行解释，那些有较多科学知识的人会迅速感悟、理解、赞同中医针灸的治疗。这些最新的有关经络实质的科学研究成果，都将给我们在西方的中医临床和教学带来更有力的支持。

我认为，张长琳教授集以往经络实质研究之大成，并做出了突破性研究成果。我相信，这个研究必将会对当前的生物科学、医学科学、生命科学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可能促使许多领域的相关研究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谨祝此书顺利出版！





“变革”才是人类健康真正的引擎

许纳克（Gerd Schnack）


外科大夫、德国预防医学协会主席、德国汉堡大学运动医学教授




在《旧约》的《传道书》中写着：早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设定了生命和时间。从这个力场的任何一极，都可以看到动态的耗散结构。在人体这个有机体的每一个功能系统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正和负、高和低、冷和热、工作和睡眠、紧张和松弛、收缩压和舒张压、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宏观和微观等的不断相互交替。

这就如一对看来完全相反，但却又是互补的，并且是不可分割的弟兄。这种相互消长的运动构成了一种不断上升的螺旋。所有的事物都在运动，所有的事物也都在振动。尽管人的聪明才智早在出生之前就已设定；但只有在这样的运动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变革”才是人类健康真正的引擎。

张长琳教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场”和“波”的角度来证明了这个世界的两极性。他用一种极为杰出的方法，成功地证明整个物质世界完全不可能相互无连接地存在，它们都浸没在一个电磁波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时这又决定了所有生物的生命过程。而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包装在一个巨大的造物过程之中。

他的工作又与现代科学的超弦理论相呼应。超弦理论认为，无论是引力能量、电磁的振动能量，还是原子核中的能量，都可以用小提琴上振动的弦来相比。

从我们外科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不单是心血管在不停地振动，就是骨骼、肌肉等，也都在不停地振动。这些都与张长琳教授的研究工作高度一致。

我不但由衷地祝贺张长琳教授杰出的研究工作，也极为喜欢他的这一本书。对我来说，这书就像一本精彩的小说或侦探书，让人爱不释手。





针灸经络研究的革命性进展

赵保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




中医中药是中国几千年医学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历史的结晶。中医中药为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身体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中药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针灸和经络是中医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根细细的银针，就可以治疗各种疾病，为病人解除各种痛苦。而且令西方人费解的是，头痛不一定针灸头部，脚痛也不一定针灸脚部。同一种病，不同人，针灸部位可以不同。同一人，同一种病，不同时间看医生时，针灸的部位也不同。这都取决于医生对病人的“望、闻、问、切”和“辨证施治”。

由于针灸的有效性，近百年前，中外科学工作者和医学工作者，就开始了对针灸机理和经络结构的研究。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西方的学者，不论是采用多么先进的技术，都没有找到经络的结构。这简直成了“千古之谜”和科学的难题，也是对现代科学的巨大挑战。

张长琳教授经过十几年坚韧不拔的不懈努力，对这一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实验，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认为针灸经络与体内电磁波形成的一种“驻波的耗散结构”密切相关。这就解决了经络结构一直无法找到的难题。原来经络并不是像人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类似于血管、淋巴管、神经纤维的静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驻波结构，或一种能量的场强分布。

这是对中医针灸经络的革命性进展，为针灸经络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必将对针灸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张长琳教授站在科学巨人搭成的人梯上摘取的珠宝。他曾在中国遍访中医和经络研究的前辈，也不懈地求教于德、美、俄等国家的研究经络的大师。他还在伦敦大英图书馆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阅读有关的书籍资料，收集世界各国有关针灸和经络研究的文献。

在这本书中，张长琳教授用形象的语言和浅显易懂的方式，由简到繁、由浅入深地解释了与经络有关的电磁驻波的耗散结构特点，使一个具备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理解。这将对在世界范围普及和推广中医针灸经络发挥重要的作用。

张长琳教授知识渊博，本书涉及的哲学、历史和宗教等领域，每一方面他都有独到的观点和透彻的分析，使人读了有茅塞顿开之感。相信读者读后一定会受益匪浅。





管窥经络的感触

陈国镇


中国台湾东吴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眼睛看见的才真实吗？手指触摸到的才存在吗？其实，我们感官知觉的范围非常狭窄，例如手机所用的电磁波既看不见也摸不着，现代的人应该不会认为它不存在吧！

解剖人体所看到的东西是生命的全部吗？每餐饮食下肚，经过消化分解后变成细碎的浑浆，其中各种物质又如何知道该去哪里落脚？身上伤口该如何修复？修复到何种程度就可以停止？身体怎么知道？外在风寒暑湿燥火的无情侵袭，内在七情六欲的自乱阵脚，人体怎么自我调适？类似的疑问俯拾皆是，现代科学所能解释的非常有限；即使解释了，也还有漏洞有待填平。

过去我们惯用的拆分式机械观，其实早已不能全盘适用了。可是，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生物学、医学，甚至心理学领域，还有许多人坚信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基础，完全无视物理学近百年来早已取得的更深入的认知发展；对于经典中医的经络针灸之术，也是轻率蔑视，甚至论断为不科学或伪科学而力斥之。

早些年，想做这方面探索的人一般不敢声张，生怕会被认为不务正业，以至申请不到研究补助。有些人私底下做此研究也是附带试做，大多没有做出自信的结果来。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唯物观的成见太深，实验的设计脱离不了唯物主义思维引导，甚至连数据的整理分析也一样，变异度纷杂无所归趋，让人看不出其中的规律。于是，尝试了一下就放弃的人多得是；由于做不出结果，就怀疑古人所说的经络虚假不实，进而坚决否定有经络的人也多得是。

然而，针灸医术并非始自近代，数千年来，中医已经利用此法扶危救命，获得了无数成功的案例。这些医疗史案难道都是假的？难道只有我们这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才能看清楚其中的真伪？难不成千年以来的人都受骗了？当然不是这样！

由于受过多年的物理训练，我学会暂时撇开唯物主义的思维，采用整体和波动的观点研究经络。几年摸索下来，终于解开了一些心中的谜团。从电性来看，经络颇像大海中的洋流，在人体内传输物质、能量和信息，不停地循序流动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有许多像涌升或沉降流的位置，它们的导电度都比周围的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在健康的人体上，它们的动态还彼此同步相干；但是在患者身上，其相干度就变差。这些特殊的表皮位置，大约和古人所描述的穴位相符合。

对于经络的研究让我对生命体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感动，我的生命观逐渐脱离了解剖这一唯一认知。我认为经络就像体内主要的无线通信网络，整体经络非常绵密，不仅维系着五脏六腑本身的机能，同时也把它们整合成和谐运作的有机体。生命体的经络系统宛如乐曲动人的旋律，既能将许多音符整合起来，也能感应环境的变动。

其实，打从有胚胎起就有经络，在胚胎发育的过程，它非但没有逐渐退化，而且还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直到主人要走的那一天，它还孜孜不倦扮演着称职的角色，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解剖所看到的东西是阳刚的实体，而蜿蜒若幻的经络却是阴柔的网络，两者刚柔并济，使生命既保有准稳态，也展现极大的可变性。至于古人如何将不对称的脏腑与颇对称的经络逐一关联起来，成为条理井然的经络系统，还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

虽然经络的真面目及功能未能全然揭晓，许多有识之士还是参与了经络或中医学的探究，审慎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知识，钻研这一古人了不起的发现。同时，他们也运用流畅易懂的语言或文字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传达给大家。

本书的作者张长琳教授，以他娴熟的物理知识和思路，娓娓道出正确的物理观念，让读者能借以分辨和解读经络或人体机能的相关问题。张教授的文笔生动，在跌宕的文义中常发人深省，在评断事理时总不失中庸之道，可见其谦谦君子之风。

开卷品读来稿，令我无法半途罢读。那些爱好科学也倾心古道的读者，我相信你们也会被深深地吸引，感受到作者活泼的论理和推想，以及他揭露生命和物质世界的奥秘时闪现的观点所蕴含的动人妙义。





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

张长琳


2012年11月，写于杭州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是一本巨大的书，有无穷多的页数。如果一个科学家能在一生中读上新的两三页，就是非常幸运了。”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我已经是属于这样非常幸运的科学家之一了，因为我已在这本“有无穷多页码的巨书”中读上了新的两三页。正确地说，正是那位写这本“有无穷多页码巨书”的作者，让我看到了这美不胜收、而肉眼又看不见的“彩虹”。而这比五彩缤纷更为美丽的“彩虹”，不单是短短地出现在雨后的晴空，而是时时刻刻常驻在我们的身体里头。

其实，中国古人所“看到”的“经络”，就是这“看不见的彩虹”的一角。而印度古人“看到”的“光轮”即“丹田”，则又是这“看不见的彩虹”的另一角。同时，这“看不见的彩虹”也环绕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有“辉光”，都有“佛光”。或者说，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人人都是某一种“佛”，所以都有“佛光”。从此，“佛光”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纯宗教概念，而是一个可测性很强，并且是应用范围很广的医学、心理学等等的技术测定渠道和科学的评估方法。

而那位作者又让我听到了人体内那动人心弦而又不在音频范围内的“交响乐”。更奇妙的是，他不但让我学会了如何按现代科学的标准，客观地、定量地测量这种“听不见的交响乐”；还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希尔伯特空间”即“无限维空间”中定量地计算这种“彩虹”和这种“交响乐”等的“和谐程度”。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计算“美的程度”。从此，“美丽”、“旋律”、“和谐”等，不再是纯艺术家、音乐家、文学家的专用词汇，而是开始进入了科学的殿堂。

这本书的原初写作动机，是为医生写的。因为，医学中的许多非常古老问题，尤其是古典中国医学、古典印度医学、古典德国医学等医学中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大都是物理学中相当前沿的问题。这会涉及一大串枯涩的物理学术语和数学公式，给医生和物理学家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所以，在许多医生朋友的鼓励下，我就试用科普形式来介绍医学和物理学的一些最新进展。因此，在书中，尽量不用“电磁波的频谱”、“驻波”、“干涉图案”、“耗散结构”等物理学词汇，而是用了“看不见的彩虹”。也尽量不用“傅立叶频谱分析”、“驻波”、“干涉图案”、“耗散结构”等，而是用了“听不见的音乐”。也尽量不用“组合数学”、“概率分布曲线”、“希尔伯特空间”、“广义距离”等数学词汇，而是用了“如何来客观地测量美丽”、“如何定量计算有多少美丽”。

所以，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医生、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对古典中医的科学背景和生命本质等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还有对东西方文化比较、对科学的方法论等有兴趣的读者和青年学生。

本书并不要求读者有很多的物理学知识和数学知识，但希望读者具有大学入学水平的数理化背景，同时也有相当的文史哲背景。

全书分五篇，再加“序曲”和“尾声”。

序曲粗线条地解释了本书书名《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假定我们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能看到所有的电磁波，能看到那“看不见的彩虹”；假定我们又有六耳猕猴那样的“顺风耳”，能听到电磁波的音乐，能听到“听不见的音乐”，那么，我们会在人身上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第一篇从哲学、从认识论的角度来介绍到底什么是科学，以及在科学前沿的探索中，科学家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为了避开枯燥生涩的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这儿用“重评瞎子摸象”这样讲故事的方式，来形象地描述前沿科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再一步一步地进入对世界本原的探索。

第二篇则是从“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这样一个科研的命题开始，来说明中国的古典医学对现代科学构成了怎样的挑战。并用“维多利亚女王研究电视机”来说明这一挑战的强度、难度和可能出现的机遇。事实上，这个“生命系统中电磁场的耗散结构”，就是这一挑战的产物之一。也就是说，正由于中国古典医学对现代科学的挑战，才发现了这种“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所以，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一挑战。因为不同文化碰撞和结合，常常会硕果累累。

“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本书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概念，又是科学中的一个新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才提出来的，所以不但医生、生物学家没有听到过，就是许多物理学家也不知道，因为它还没有写到大学本科的物理教科书中。因此，本书的第三篇就是对“耗散结构”的介绍。

第四篇也是介绍一些物理学的知识，主要是场、波和共振等知识。虽然，这些基础知识已经可以在现有的物理学教科书中找到了，但是，这些物理现象会在生物体内产生怎样的神奇作用，还是鲜为人知的。例如，几千年来，“佛光”（或称为“辉光”，aura），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可是，近几十年来，电磁波的探测技术长足长进，尤其是卫星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看到“佛光”再也不是一个艰难的宗教修炼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在技术上相当可以操作，并且在医学、保健、心理学方面相当有用的项目了。

第五篇是全书的高潮，讨论的是“谐和”与“美”的科学测量和数学计算的问题。从小学开始，大家都学会了1+1=2，1+1+1=3，1+1+1+1=4这样的基本数学公式，并以为这是绝对的真理。其实，1+1=2只是混沌状态的基本数学公式。在高度统一、高度有序的状态下，基本数学公式是1+1=1，并有1+1+1=1，1+1+1+1=1等等。而在“相干态”（coherent state）中，也就是在最和谐、最美丽的状态中，基本的数学公式是1+1=3。如果加以推广，那是1+1+1=7，1+1+1+1=15，1+1+1+1+1=31……从此，“美丽”、“优雅”与“和谐”再不是一些纯文科的概念，同时也逐步进入理科的研究内容，进入了技术上可以操作的层面。

第二篇和第五篇，在科学上，是相当前沿的研究领域。有兴趣对这些数学和物理的学术问题再进行深入探讨的读者，可以简单地上瑞士和英国Inderscience出版社的网站（www.inderscience.com），找到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lling,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Vol. 5, No. 3, 2008 中的“Background of electronic measurement on skin”以及“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physiological background of normal distribution, delta distribution and log-normal distribution”这两篇，然后再步步向前追溯。这样，我们就不用在这本书的后面，再列上好几页的参考文献了。

本书的“尾声”，又回到了哲学和文化的讨论上，尤其是对道家和佛家哲学的讨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深受整个文化的影响。其实，当前的现代科学，只是“两希文化”的产物，即“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结合的产物，既没有包含古老的“华夏文化”，也没有包含古老的“印度河文化”。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华夏文化”和“印度河文化”必定也会与“希腊文化”及“希伯来文化”汇流。事实上，本书所介绍的科研内容，已经是深深得益于“华夏文化”和“印度河文化”中的许多精华。同时，道家和佛家中的许多精华，还将会大大推进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非常深刻的正面影响。

一般作者在前言的结尾，总是要写上所受益的导师、同事、朋友、亲人等的名字，并一一表示感谢。可是我想，要把几十年来我所受益的人名都写上，再加上我所受益的科学前辈，那我就要写上不同国家上百个人的名字，也许是几百个人的名字吧。这实在是太长了。也许，只好请耐心的读者，从我以前的书和文章中去慢慢查找吧！

但是，我还是想借这本与经络有关的书出版的机会，向神州大地上的几位研究经络的杰出科学家表示特殊的敬意。那就是李定忠教授、胡翔龙教授、张仁骥教授、祝总骧教授、李志超教授、孟昭威教授、孟竟壁教授、孙忠仁教授等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文革”那样动乱的日子里，静心埋头苦干，在艰苦的条件下，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人类最古老的问题，做了大量精密细致的实验观察，积累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在经络研究方面，把中国的科学水平推到国际的最前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国内外的实验室，在不断地重复做他们几十年前所做过的实验，并视为珍宝，我看了真不胜惊讶。所以，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们不是战争的英雄，而是和平的英雄，是向未知世界探索的勇士。他们在世界一种最古老的文化中，默默地挖掘出了许多瑰宝，并把它重新献给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平与健康。

我还记得，荀子在《劝学篇》中说过：“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牛顿也曾说过，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从年龄上来说，前面提到的几位中国科学家都是我学术上的长辈，他们也都是我的巨人。正因为站在这许多巨人宽阔又坚实的肩膀上，才让我有可能看到别人目前还没有看到的彩虹，才让我有可能听到别人目前还没有听到的音乐。我对他们有无限的感激之情。也希望读者也都能记住这群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以及他们为人类所作的不朽功勋。





序曲 生命之歌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了。



《创世纪》9：16




如果我们有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能直接看到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紫外线、X射线、γ射线等，那么，我们又会看到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尤其是，如果这样的火眼金睛还可以滤去由分子组成的物质，那么这个相当精神化的电磁场和电磁波世界又会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火眼金睛来看人体，那么，在这个“照妖镜”之下，我们人体的“本相”又是怎样的呢？



“火眼金睛”才能看到的世界

现在假定，我们有了这样的火眼金睛，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我们凡胎肉眼所看不到的，但已经被现代科学所充分认识到的世界。

假定我们能看到红外线，我们就可以像红外线夜视仪那样，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人在走动。如果我们还能看到紫外线、微波、无线电波等，那么，在黑夜里看到的人体，就不像夜视仪中的图像那样单调，而是五彩缤纷的，比我们肉眼在白天所看到的还要多姿多彩、姹紫嫣红。不过，这种用火眼金睛看到的人体的“本相”，与我们凡胎肉眼天天看到的人们的“表相”大不一样。

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人群，再也不是用各种款式的时髦服装包装起来的人群，而是一种半透明的、有光环包围的、有点模糊、似真似幻、虚无缥缈的人影，飘飘然然地在马路上来来往往。人的皮肤，就像包围着身体的玻璃边界，可以看到里面的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等，但它们也都好像是由玻璃做成的。

这种半透明的人体也是五光十色、色彩斑斓的，同时每个人都被一团彩色的辉光包围着。这种辉光有点像佛家所说的佛光，或者像是其他宗教所描写的圣人头上的光环。只不过，即使不是圣人，而是凡人，甚至是恶人，也有这样的辉光。当然，辉光的大小、亮度、密度、颜色、形状等等就大不一样了。这与每个人的生理状态、病理状态、心理状态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看到这种辉光，不但大大有利于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诊断，也许，对于警察破案，也能派上用场。

如果我们再细看这样的人体，我们就不但可以看到透明的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等，在人体的中轴线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七个明亮的光亮点，犹如聚焦的光线，这就是印度医学中所说的“光轮”（chakras），它们分别对应着中医所说的“印堂”、“天突”、“膻中”、“神阙”、“气海”、“关元”、“曲骨”7个穴位。这种光轮的大小、颜色、明亮程度各不一样。其中最大最明亮的3个光轮，在中医学文献中，分别被称为“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因为这些光轮并不在体表，而是在体内，又被中医称为蓄气之处。



[image: ]



电磁场身体（彩图见附录）





除了中轴线上7个大的光轮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肩膀里面、肘部、膝内、手指尖和脚趾尖内等，看到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光轮”，即许许多多的“小丹田”。

在这透明的人体内，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边界清晰的透明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等，还可以“看到”许多边界模糊的明亮彩色线条。同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明亮的彩色线条编织成一张网络系统，与中医所描述的经络系统，有许多重叠之处。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些大小不一的光轮，以及这些边界不甚清晰但却比较明亮的彩色线条，就可以发现，它们的亮度和色彩都在不停地变化，就如大型音乐会上那些随着音乐而不断变幻的彩色灯光。如果我们每刻、每时、每天、每月、每年进行长期耐心的观察和记录，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光轮和线条的亮度与色彩还有长周期的变化，有“时周期”、“日周期”、“月周期”和“年周期”等，对应于中医书上所说的“子午流注”，即现代科学所说的“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s）或“生物节律”（biological rhythms）。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人体内这些明亮的彩色线条与人体四周辉光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这内外两个系统之间有5个主要的联接口。第一个是在人的头顶，相当于中医文献上的“百会穴”；另两个在两手的掌心，相当于中医的“劳宫穴”；还有两个是在脚底心，相当于中医的“涌泉穴”。由于这5个主要的联接口分别在人的头顶心、手心和脚底心，所以又被称为“五心”。除了这5个主要的联接口之外，在10个指尖和10个脚尖上，也有与外界的联接口。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这些联接口，就会发现，原来这些联接口极为美丽，它们好像是美丽的烟火、彩色的喷泉、五彩的火山和太阳的日冕。

如果我们再用这样的火眼金睛去看各种动物、植物、真菌和细菌，我们会“看到”，所有的生物都具有这种美丽辉光，或称为“佛光”；我们还会看到所有的生物体内，都有这些被称为“丹田”的“光轮”；此外，我们在所有的生物体内，都可以“看到”这些边界不甚清晰但却比较明亮的彩色线条，如果我们大胆一点，也可以把这些彩色线条称为动物、植物、真菌和细菌的“经络系统”；同样地，我们也会在这些“经络系统”的边界上，找到许多联接口，它们是这些生物体与围绕着它们的辉光，甚至是与整个宇宙能量的联接口和交换口。其实，不单是生物体，就是许多无生命的物体，例如我们的手机、无线电台、电视台等等，都在发出这些我们凡胎肉眼所看不见的光，看不见的彩虹。

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说，这些凡胎肉眼所看不见彩色光线，都被称为电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s）。而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光线，只是电磁波中非常小的一部分，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我们只能看到从300纳米到700纳米波长的电磁波，又称“可见光”（visible light），不到整体电磁波段的1％；其他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电磁波段，即那看不见的99％，则分别被称为“无线电波”（wireless wave）、“微波”（microwave）、“红外线”（infrared radiation）、“紫外线”（ultraviolet radiation）、“X射线”（X radiation）、“γ射线”（γ radiation）……简言之，对于这广大的电磁波世界，我们就是道地的盲人。

这些波总是在不停地向前飞跑。然而，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又可以形成相对稳定的“驻波”（standing wave）。这种“驻波”是一种动态结构，它需要不停的能量供应才能存在，也就是说它们要不停地耗散能量，所以，这种动态的结构又被称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古印度医学发现的“光轮系统”和古中医发现的“经络系统”，与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电磁场耗散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至于那些既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又没有现代测量仪器的古人，又如何能发现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电磁场结构，至今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难解之谜。



“六耳猕猴”才能听到的音乐

与我们眼睛的有限性一样，我们的耳朵更是有限，我们只能听到20赫兹到20，000赫兹的所谓“声波”，低于20赫兹的，我们就听不见了，被称为“次声波”；而高于20，000赫兹，我们也听不见，被称为“超声波”。更糟的是，对于广大丰富的无线电波，我们不但几乎是瞎子，并且是完完全全的聋子。

所以，如果我们不但像孙悟空那样，有能够看到所有电磁波段的“火眼金睛”，而且还像《西游记》中的“六耳猕猴”那样，有着能够谛听全部电磁波的“顺风耳”，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前面所写的看不见的世界中还充满了丰富的音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顺风耳”，那么我们也就能充分欣赏人体内所发出来的美妙音乐。

当然，这种音乐也是紧紧地随着人的心情而变化。当人健康而平静时，我们就可以“听到”类似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旋律；反之，当人激动或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激励人心的军乐声和扣人心弦的军号声。当人昏昏欲睡时，我们可以“听到”轻软柔和的催眠曲；而当人在苦恼、无奈或绝望中挣扎时，我们就可以“听到”那种类似摇滚歌曲的声嘶力竭的嚎叫声。

如果有了这样的“顺风耳”，我们不但可以听到人体内的这些电磁波音乐，也能听到所有生物体内的电磁波音乐。同时，我们也可以不用收音机或电视机，直接听到电台所播放的声音。此外，我们还可以听到整个世界和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电磁波的音乐，就如一部巨大的交响乐。

如上所述，古人早已从直觉上以及从无数代人的经验中窥知了这种“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并且用很原始的语言进行了一些描述。

中国最古老的医学书《黄帝内经》分成《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所谓《素问》，就是提一些简单的养生问题，回答也是很简单，就是要心态好，要按时起居，要顺应自然等等；只要做到这些，也就自然健康长寿了。

而《灵枢》就神了，说的好像是经络，但却用了一个“灵”字，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spirit”。换句话来说，经络就是一个“幽灵”的交通枢纽，英文可译成“spirit pivot”。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不是没有解剖学，而是有一种在“灵”的层面上的解剖学，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种解剖学，但极为美丽，我们这儿把它称为“看不见的彩虹”。

更有趣的是，在中文繁体字中，“药”本来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音乐的“乐”。换句话来说，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草药就是植物中的音乐，也就是天上来的音乐。这儿不禁使我们想到德国古典音乐的奠基人巴赫说过：“和谐的音乐是从天国来的，不和谐的音乐是从地狱里来的。”所以，真正的好药，就是能带来天国的音乐，把它带到我们的心中。当然，这是一种我们耳朵听不到的音乐。我们这儿把它称为“听不见的音乐”。

长期以来，科学界很难认可经络的客观存在，因为西医的解剖学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最极端的观点是：这只不过是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东西。最温和的观点也只是：经络只是一些生理功能的表达，并不存在特殊的结构。

然而，许多现代物理学家开始用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现代物理学家发现，这种“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比古人描述的要丰富得多，也美丽得多。许多中国人都听到过“佛光”。长期以来，“佛光”一直被认为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迷信或幻觉。可是，近几十年来，物理学技术不但能客观地测量了人体发出的各种光（电磁波），包括肉眼看不见的，甚至包括肉眼可看见的，但是非常微弱的光。而且更有意思的是，物理学家还发现，不但每一个人都围绕着天使或佛陀般的“佛光”，同时每一个人的体内，又有“内在的佛光”。而更出奇的是，这种“内在的佛光”还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物理学家称之为“耗散结构”。而这种“耗散结构”，不但是一种“看不见的彩虹”，还是一种“听不见的音乐”。并且当一个人的身心都非常健康时，身体内的这种“听不见的音乐”就奏出了最美、最和谐的交响乐。

不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重新测度这“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并证实它们的存在，却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因为它远远超过了我们有限的感官能力，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能力。所以，在这本书的开头，我们用一个思想实验，即设想一群盲人世界的科学家研究彩虹所面临的困难，来帮助读者一步步地来理解这种科学探索的难度。





第一篇 盲人的世界





第一章 重评“盲人摸象”


有一天，印度使节送给皇上一头大象。那时，举国上下还没有人看到过这种奇怪的庞然大物。皇帝突发奇想，叫来一群盲人，要他们通过自己的触摸之后，说出大象的形状。那摸到大象肚子的盲人说：“陛下，大象就像一座墙壁。”而摸到鼻子的盲人却说：“哦！陛下，大象就像一条大蛇。”在场的文武百官莫不哈哈大笑。




“盲人摸象”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在世界各国流行，并有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然而，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用来取笑瞎子的无知。其实，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这些盲人的认真态度，就与历史上最认真的科学家们一样，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提出最可能的假说或理论，再用进一步的实验，步步验证，脚踏实地，勇对错误，不断修改，甚至推翻自己的假说和理论。事实上，在前沿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就与这些盲人何其相似，甚至更为艰难。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在前沿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有多么艰辛，他们常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我在这里把“盲人摸象”的故事一步一步地进行扩展。事实上，这就是物理学上常说的“思想实验”。同时，也请读者能充分认真和耐心地与我们一起做这样的实验，并且牢记在心，因为这对于理解全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



“盲人摸象”的第一步扩写：“盲人科学家”研究大象

首先让我们假定，有一个盲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盲人。不过，他们除了在视觉这一点上与我们不一样之外，其他方面都与我们完全一样。并且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他们那个世界也有许许多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同时，再让我们假定，他们那个世界的大象比我们这个世界的大象还要大一点，比方说像一幢大楼吧。当然，大象也是第一次到达他们那个世界，所以，自然成了头条新闻和科学研究的热点。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在那个世界上有三个杰出的研究组对大象进行科学研究。这三个研究组的领头科学家分别是著名的A教授、B教授和C教授。由于这三位教授和他们的成员们有不同的专业训练背景，所以他们就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头大象进行研究，并根据他们不同的实验结果，对同一大象的外形提出了不同的“假说”、“模型”、“解释”和“理论”。

以A教授为首的研究组是从大象的牙开始研究的，他们作了大量的精密测量，又对实验数据做了精细的计算，再从理论上和哲学上对这问题作了反复的讨论，最后，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胡萝卜假说”（carrot hypothesis），或称“胡萝卜模型”（carrot model）和“胡萝卜理论”（carrot theory）。他们认为，大象就像一条巨大的胡萝卜。根据“胡萝卜理论”，他们大胆地预言，在大象的上部，还应该能找到胡萝卜的叶片。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摸到大象耳朵的时候是多么的激动，因为这就是对他们科学预言的有力验证，以及对他们光辉理论的可靠证明。也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世界上也有诺贝尔奖，A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组应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几乎同时，B教授和他的研究组是从大象的腿开始研究的。他们发现，大象好像是一根大树的树干，所以，他们首先提出了“大树模型”（tree model）或“大树理论”（tree theory）。然而，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很快就遇到了另一条腿。于是，根据最新的实验结果，他们就对“大树理论”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新的理论，称为“树林理论”（wood theory），或称为“广义森林理论”（general theory of forest），它在特殊的情况下就退缩成了“狭义树林理论”（special theory of wood）或“大树理论”（tree theory）。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他们发现了第三条腿时，他们全组的成员会有多么激动，因为这个实验结果是对他们理论的光辉验证。

C教授是B教授的早期学生，也是最杰出的一位学生。他从他导师提出的“树林理论”或“广义大树理论”开始，对这四根柱子一样的东西进行了详细的测量。经过长期研究，他和他的研究组发现，一共只有四根大柱子，再也找不到第五根。他们还发现，这四根柱子正好在一个矩形的四个顶角上。更重要的是，他们又发现，这四根柱子之间的温度与外面不一样，似乎有什么东西可以屏蔽从上面来的温度干扰（请注意！他们没有用太阳一词，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太阳）。所以，根据最新的实验结果，他们大胆地修改了“树林理论”，提出了令人吃惊的“大桌子理论”（big table theory）。

为了验证他们的“大桌子理论”，他们自行设计了一台精密的大型仪器：一架超长的梯子。我们不难想象，当他们终于爬上大桌子的顶部（当然，就是大象的背上）时，有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因这是他们光辉理论的决定性验证。

面对这种局面，在他们的世界会出现谁最应该得诺贝尔奖的争论。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由这三位教授一起共享这一大奖。

我们也相信，随着他们这个世界上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会逐步意识到他们所提出的各种不同理论都还是“狭义理论”（special theory），只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况。通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召开了无数次学术会议，进行了无数次认真的讨论、争论、辩论，甚至是吵架……如果他们运气好，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广义理论”（general theory）或称为“统一理论”（united theory）。这个“广义理论”会包含所有的“狭义理论”，当然具有极好的实验重复性。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那个盲人世界中科学家们所认识到的大象，才与我们所看到的大象差得不远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用眼睛一瞟就得到的结果，却花了盲人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

不管怎样，几十年以后，这一“统一理论”终于写进了他们的各级教科书，成了正统的理论。他们的后代再也不用苦苦地去研究大象的形状，只要认真地从老师那儿学习就是了，然后，再以科学权威的姿态把这一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

不过请注意，我们强调了“如果他们运气好”，也就是说，如果这只大象只是一个有限的客体，并且不太大，于是他们就有可能最终得到“统一的”（united）、“终极的”（ultimate）理论。可是，如果他们不那么走运，也就是说，那只大象可能大到像一个地球，大到像个太阳系，大到像个银河系，那么这些可怜的盲人科学家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局面呢？他们还有可能得到“统一的”、“终极的”理论吗？

所以，想建立一个关于无限客体的“统一理论”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美丽，但却是相当天真的理想。



“盲人摸象”的第二步扩写：“盲人科学家”能认识彩虹吗？

事实上，真正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所面对的困难往往比“盲人摸象”还要困难得多，难到像“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一样。

为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写“盲人摸象”的故事，从而来想一想，并试着体会一下“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的难度有多大。因为，如果你能体会到那个世界上的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所面临的困难和艰辛，你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上前沿科学家所面临的诸般困难和艰辛了。

就如我们前面已经假定的那样，在那个盲人的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盲人。所以，在他们的那个世界，没有任何有关光线或色彩的单词，没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单词；也没有“亮”、“暗”、“黑”等单词，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因为祖祖辈辈都没有。

但也如我们前面所假定的那样，在那个盲人的世界上，也有许许多多杰出的科学家，都在认真地、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那个世界上的科学家能不能像我们一样，知道彩虹是那样的五彩缤纷？

如果您认为“能”，那么我们就可再问一个问题：那个世界上的科学家能不能不用任何与颜色有关的单词，来向他们那个世界的人描述彩虹有多么美丽？当然，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事实上，这也就是这本书的任务。

我想，至少我相信，可能你也相信，那盲人世界的科学家们迟早也会知道他们那个世界并不是一片漆黑，而是充满了阳光，并且是五彩缤纷，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能够认识到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微波、无线电波一样。当然，要他们认识到彩虹的颜色，就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这样简单了。这种简单的，在我们的世界里，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很快学会的小事，却是那个世界里只有最优秀的科学家们才关心的大事，并且大而又大，玄而又玄，没有点哲学头脑，大概想都不敢想。事实上，在那个世界里，单单要认识到彩虹的存在，就不知需要他们多少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冥思苦想，多少代科学家的精细观察、大量实验和极为高深、复杂的数学运算。

例如，如果他们在北半球，他们首先会观察到，南墙的温度通常比北墙要高。在早上，东墙的温度要比西墙高，而下午则是西墙温度要比东墙高。同时，他们还注意到，这种温度的差异通常与气候又有关系；一般来说，下雨的日子，这种温差就消失了。不过，不下雨时，这种温度差异也不是一定存在。

他们还注意到，当墙上出现这种温度差时，人体也可在某些地方感觉到这种温度差。而这种温度差只出现在室外，不出现在室内，显然，屋顶和墙壁会很有效地屏蔽这种“未知因素”（unknown factor）。

除了他们自身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的温度测定之外，他们还注意到。动物和植物也会对某些“未知因素”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这样，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他们会越来越感到，在他们那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抓不住、摸不着、听不见、闻不到的“未知东西”（unknown object）。根据各人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爱好和不同的想象能力，他们给这种“未知东西”取了不同的名字。有人称它为“鬼”（ghost），有人称它为“幽灵”（spirit），有人称它为“气”（Qi），有人称它为“能量”（energy），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一样，他们那个世界的科学家也不喜欢不加思考地人云亦云，而是崇尚独立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像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一样，他们也不相信主观的感觉，而是相信客观的仪器测量。所以，他们就发展了许多精密的仪器，对这种“未知因素”进行了各种各样定性的（qualitative）探测和定量的（quantitative）测定。另一些长于理论的科学家，又来对这些实验数据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和分析，然后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假说”、“理论”和“数学表达式”。

然后，又有许多科学家来做进一步的实验，从而来“证实”（verify）这些“模型”、“假说”、“理论”和“数学表达式”，或者是对它们作“证伪”（falsify）的考验。在这一过程中，有些被淘汰，有些被修改，而有些则得到发展，变成为更广义的理论。

通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艰苦探索和无数的实验观察，通过无数的学术讨论和争论，在召开了无数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之后，那些盲人世界中的科学家也会与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家一样，最终认识到电磁波的存在。当然，他们也会对不同地方、不同波长电磁波的分布进行测量。通过这样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也必定会认识到，他们那个世界也是“五彩缤纷”的，尽管他们根本就“看”不到。

基于这样的科学认识，他们也会写出厚厚的教科书来。书名也许被称为《色彩学》（chronology ）。不过，这可不是一本轻松的艺术性读物，或绘画教科书，而是充满了复杂难懂的实验报告和艰深的数学公式。其难度可与当今的“广义相对论”（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或“量子场论”（theory of quantum field）相比。所以，只有最优秀的具有很强抽象思维能力的学生，才能学懂这门知识。

当然，这种知识也不应永远成为象牙塔中的东西。所以，如何向盲人世界中的广大老百姓说明他们那个世界非常美丽，也是那个世界科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简单地说，他们也要努力写一些科普书籍，就像你手上的这一本书一样。说实在，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首先是不能用数学公式，同时还要尽量避免科学术语，然而，最最困难的还是，他们要在不用“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单词的情况下来描写彩虹的美丽。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有多难！

于是，在这种科普书中就不得不使用许多比喻，从而来帮助盲人世界的外行们想象，甚至来感受他们那个世界的五彩缤纷。事实上，为了描写一些我们这个世界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也已经创造了许许多多我们祖辈没有用过的新名词，例如“原子”（atom）、“电子”（electron）、“夸克”（quark）等等新名词。同样地，他们那个世界的科学家也会发明一些新名词来描述这个电磁波的世界，如果碰巧，他们也用了“光”（light）这个单词来描述波长400纳米到700纳米的电磁波；并且用单词“红”（red）来描述波长400纳米到450纳米的电磁波；用单词“紫”（violet）来描述波长650纳米到700纳米的电磁波……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色彩世界就与我们相差不远了。当然，他们对这个彩色世界的直接感受还是要比我们差多了。

这样来改写“盲人摸象”仿佛有点太出格了。然而，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才发现了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电磁波世界，其难度绝不亚于盲人世界的科学家认识彩虹，或聋人世界的科学家认识音乐。



“盲人摸象”的第三步扩写：“盲人科学家”研究聪明的老鼠

作为前沿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我们不但会遇到人类感官能力的限制，还会遇到人类语言的限制，甚至遇到人类思维能力的限制。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有限性，我们把“盲人摸象”的故事发展成“盲人科学家研究大象”，然后再发展到“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再发展到“盲人科学家研究聪明的老鼠”……从而来帮助读者系统地理解那些在前沿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所面对的艰难处境。

当然，我们还是从我们已经熟悉的盲人世界开始。假定某一天，有一位盲人先生碰巧摸到了一只老鼠。他当然大吃一惊，并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朋友，还想让他的朋友们也来摸摸这只奇怪的动物。我们也可以想象，他多半不会成功，因为别人太难重复他的经验了。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实验的“可重复性”（reproducibility）实在是太差了。

这时，他的朋友又会怎么想呢？他们可能会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大概是见了什么鬼，要不就是做了什么噩梦或出了什么幻觉。当然，也有人会想，这家伙想搞点什么恶作剧，骗骗他们，寻寻开心而已。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可怜的家伙绝对提不出有力的“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来证明他自己的清白，除非他能发明一台新仪器，去抓一只老鼠来，让他的朋友们摸个够。当然，发明这样的仪器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可能要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没有人证或物证能证明他是个认真的人，没有人能相信他的故事是个真实的故事。

不过，如果他们那个盲人世界的老鼠很多，那么，这个可怜的家伙就可能不太会名声扫地，因为不时会有别的人来重复相似的故事，所以，这个可怜的摸过老鼠的家伙，多多少少还有些同病相怜的“知音人”。这情况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世界中神秘的“飞碟”故事。尽管谁也拿不出十分有力的客观“科学证据”，但老是有人重复相似的故事。于是，一些谨慎而开放的科学家就把它们称为“不明飞行物”（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简称为“UFO”。

同样地，在那个世界里，也可能会有一些思想比较开放，但又很谨慎的盲人科学家，会对这种神秘的动物进行认真的思考。他们会坦白地承认，这种不明的动物已经不在他们已知的科学知识范围之内。一些更勇敢的科学家甚至会对这种不明的动物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不过，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工作，也许他们中间会有人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更可能的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科学水平还远不足以解决这样困难的问题，所以，这些热衷于研究不明动物的盲人科学家，往往会成为科学中的殉道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他们无力认识老鼠这样聪明灵活的动物之前，老鼠的存在就成了他们科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人会很相信，很着迷；然而有的人则认为老鼠纯属子虚乌有的故事，是荒唐的胡说。不过，更多的盲人科学家则抱谨慎的态度，把这种跑得很快的小动物称为“不明逃跑物”即“Unidentified Fleeing Object”，简称为“UFO”，正巧与我们这个世界一样，用了同一缩写。

也许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通过一代又一代盲人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包括成功的科学家和不幸的殉道者，终于，一台高科技的“抓老鼠仪”造出来了。盲人世界的“抓老鼠仪”可能很大，大到可与美国加州或欧洲日内瓦的高能加速器相比，有几千米的直径。然而，这台高科技的“抓老鼠仪”确实是很成功，几乎能百分之百地抓住老鼠。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实验的重复性”是非常出色的，并且实验报道也是极为客观（objective）。而事实上，美国加州和欧洲日内瓦的高能加速器也就是一种“抓老鼠仪”，用来抓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老鼠们”，即所谓的“基本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

到了这时候，盲人世界中再也没有人怀疑老鼠的客观存在，因为每人都可以去摸摸这种奇怪的动物。同时，有关老鼠的知识也写到了教科书中，成了不容怀疑的科学道理。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并不是老鼠的存在与否，而是有多少人相信老鼠的存在。这就是科学！简单地说，科学就是一个民主系统，即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作决定，然而却不一定代表真理。





第二章 “精神化”的物理学与“物质化”的心理学、生物学


当心理学沿着19世纪物理学的概念发展时，物理学却正向着相反的方向在发展。



Henry P. Stapp，美国物理学家

《精神，物质和量子力学》

（Mind, Matter and Quantum Mechanics），1993





一般来说，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平总是远远落后于当时科学界的认识水平。就是在科学界内部，主流科学家（mainstream scientists）的认识水平与前沿科学家（frontier scientists）的概念之间，也常常有相当大的差异。同样地，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差别也很大。

那么，什么是19世纪物理学的概念呢？在19世纪，唯物主义主导着整个物理学。根据《牛津大辞典》，唯物主义（materialism）一词包括两层意义：第一层是对世界本体论（ontology）的看法，即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并且只有物质才是唯一的存在。物质是与精神相对的概念，而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是有一定的重量并占有一定体积的东西。唯物主义的第二层意义是一种人生观，指对财富、物欲以及肉体享受方面的追求。

唯物主义并不是19世纪才出现的，它早在公元前的中国哲学界和古希腊的哲学界就有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就是古代唯物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唯物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主导的哲学思想。可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和物理学在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物理学中的许多概念就被神化了，变成了神圣的不可以怀疑的概念，这包括被19世纪物理学所强化了的唯物主义。经典力学中质点动力学的成功以及19世纪分子原子论的巨大成功，都证明了世界的本源是实实在在的刚体粒子，而虚无缥缈的精神绝对不可能是世界的本源。这样一来，19世纪物理学的概念就使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整个世界的主流哲学思想。

然而，早在20世纪初，物理学自身已经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事实上，唯物主义在物理学中早已过时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唯物主义只是一种很浅薄的哲学思想。然而，也正是因为它的浅薄，它那眼见为实的实用主义和那种金钱魔力的显见性，才特别容易被广大无产者和劳动阶层理解和接受，从而在短时内成了整个世界的主流思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通过200多年的系统教育，那在物理学中早已过时的唯物主义，却已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包括许多其他学科中大多数科学家的思维方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例如，生物学家正在努力地在用“球和棍子”搭起来的DNA模型中寻找生命的秘密，心理学家也努力在寻找决定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分子基础。甚至许多物理学家，还是在向中学生们灌输那种比较容易想象，但却早已过时的离散轨道原子模型。



物质化的心理学和生物学

显然，在一个唯物的世界观中，是绝对没有“灵魂”、“精神”和“生命”的容身之地的。同时，在用“球和棍子”搭起来的DNA模型中，也绝对不可能存在“灵魂”、“精神”和“生命”。现代的人们，也包括许多现代科学家，都认为，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只是无知古人的冥想，不值得一提。

不过，说来也滑稽，在这个唯物主义统治的科学界中，还是有两大学科，至少在名义上是研究“灵魂”和“生命”的。

第一大学科是心理学。“心理学”（psych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psycho”和“logy”这两部分。前缀“psycho”是指灵魂和精神，后缀“logy”则是指知识和学问。所以，从词源上来说，心理学就是研究灵魂和精神的学问。同时，又如上所说，19世纪的物理学是完全否定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因为当时没有仪器可以测定它们，也没有定量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它们。所以，在这样的概念下，心理学这门学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大学里干脆取消了心理学这种“唯心主义”的学科。

第二大学科是生物学。“生物学”（bi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词根“bio”，意思是“生命”。也就是说，生物学家的使命就是研究什么是生命。近两个世纪来，生物学从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到分子生物学；一层又一层，沿着“还原论”（reductionism）的道路越走越精细；最后，到了“还原论”底部，也就是到了分子水平；这时，除了一大堆用球和棍子搭起来的分子之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被称为“生命”的东西。

那么，现代生物学又怎样来看待生命这个问题呢？193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圣乔其（Albert von Szent-Gyorgyi，1893—1986）是当时生物学界的泰斗。20世纪70年代，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人问他“什么是生命”，与会者都静静地等他作一个重要的、惊人的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握紧拳头，在桌子上狠狠地敲了一下，说：“这就是生命。”

事实上，他已在他的著作《生物学的有序性》中公开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并不存在所谓生命这种东西，因为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它。所以，生命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这一来，“生物学”的处境就很尴尬了。因为，如果根本就没有所谓“生命”这种东西，那么又有什么所谓“生命的学问”呢？或者说，“生物学”要不要改名成“死物学”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这个单词用得越来越少，而是用“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等等来代替了。这倒真是一个体面的解决方法，因为从分子的角度来研究生物学早已不再是一种对“生命”科学的探索，而只是一种化学手段的技术应用了。

心理学的先驱者、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的概念深深地影响着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与精神分析学派相对的实验心理学，更是深受19世纪物理学概念，即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心理学家们一直努力寻找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即心理现象的神经学基础和分子基础。当然，心理现象必定与神经活动不可分割，也与激素的分泌有关。所以，激素分子和神经元必定是喜怒哀乐的表象。但是，激素分子和神经元中真的有喜怒哀乐，真的有爱恨情仇吗？

近年来，有少数生物学家开始跳出刚体粒子的思维框架，开始讨论“形态建成场”（morphogenetic field）和“生物场”（biofield）的概念。有的心理学家甚至开始面对灵界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不过才是一个开端，还在哲学讨论和推测的层面，离实验性的和定量的科学研究，差距还很远。



精神化的物理学

当然，这种“物质化”的生物学和心理学不能不让人们感到失望。那么，物理学自身又是怎样呢？

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更是死气沉沉的物质世界，也就是毫无感情的粒子。事实上，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在许多科学家，包括许多物理学家的心目中，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

记得那是在1995年，我在荷兰文洛（Venlo）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东道主是SMN，是总部设在英国的一个跨学科组织，由科学家和医生组成，主要讨论医学中的一些前沿问题。在那次会议上，一位法国的物理学家作了一个题为《更精神化的物理学》（More Spiritualised Physics）的报告。从题目中就可以看出，这位物理学家也是认为物理学只是研究死物质的世界。当然，这也难怪法国人，中国人干脆把“physics”译成“物理”，也就是“物质世界的道理”，当然更没有“精神”、“生命”和“灵魂”的置喙余地。所以，这位法国物理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精神化的物理学。

在报告后的讨论中，我说，其实现代物理学早已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物质化了。甚至可以说，它早已成了一门相当精神化的学科，只是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人们甚至有点害怕面对这一现实。

例如，如今人们每天都在谈“能量”。尤其是西方人，动不动就喜欢用这个单词。可是，到底有谁真的看到过能量这个鬼东西，谁能真的拿点能量来给我们看看？没有！谁也没有看到过能量，谁也不能把能量拿出来给您看看。

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前面引用过的圣乔其的话，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只是把“生命”一词改成“能量”就行了。于是就有：“并不存在所谓能量这种东西，因为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它。所以，能量根本就不存在。”

事实上，“能量”确实与“生命”、“精神”等一样，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其实，要是我们能非常勇敢和坦诚，我们还真不容易说“能量”与“鬼”之间的本质差别了。如果要能说出一点差别的话，那就是：我们已经有了表达“能量”运动的数学公式，而目前还没有写出表达“鬼魂”运动的数学公式来。当然，我们还有更漂亮的能量守恒定律，而目前还没有写出鬼魂的守恒定律出来。但是，谁能保证，今后也永远写不出来呢？

说得更兜底，物理学从它的开始就是一门相当精神化的学科。早期的物理学主要是天文学，天文学是研究天体的学问，例如太阳、地球、月亮、行星、恒星等。在这些庞大的、死气沉沉的刚体大球之中，好像不可能有什么精神之类的东西。然而，要是我们还能再细细想想，还是有某种像鬼魂、像幽灵一样的东西把这些庞大的、死气沉沉的刚体大球拉在一起。也同样就是这种像鬼魂、像幽灵一样的东西，把跳楼自杀的人从天上拉进了地狱。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把这种幽灵一样的东西称为“万有引力”（gravitation）。而“万有引力”如今已写进了所有的物理学教科书，包括中学的物理学教科书。所以，读我这本书的读者必定早已学过了“万有引力”，同时也并不觉得它就是一种鬼魂或幽灵一样的东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乖孩子，从不怀疑教科书上写的东西。例如，英国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汤姆生勋爵（William Thomson，1824—1907）就曾公开地怀疑“万有引力”。他说：“其实牛顿并没有发现万有引力这种东西，牛顿所发现的只是苹果运动和天体运动之间的相似性。”

这倒真是一个绝妙的看法，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万有引力”这种鬼气森森的东西赶出物理学的伟大圣殿。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把“电磁场”、“电磁波”等等鬼气森森的东西，也统统赶出物理学的大门之外，从而使物理学彻底唯物化。不过，要是真的没有“万有引力”，也没有“电磁场”等鬼气森森的东西，物理学还像物理学吗？

同样地，我们讨论过的盲人世界中的科学家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当有些盲人科学家通过对室内外温度的变化规律中推测有“光线”的存在时，“光线”这种东西的可靠性与“万有引力”、“生命”或“幽灵”一样，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盲人曾经摸到过光线，听到过光线，尝到过光线，或嗅到过光线。

总的说来，“万有引力”、“能量”、“生命”、“精神”和“幽灵”的真正差别只是，我们已经发现了万有引力的数学公式，并且还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但我们还没有找到生命、精神和幽灵的严格数学表达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承认万有引力和能量是科学的概念，而“生命”、“精神”和“幽灵”目前还不能说是科学的概念。

如果我们真能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上许多未知的事物，我们也应该有勇气这样考虑，即像“生命”、“精神”和“幽灵”这些在人类历史上已被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思考过的大问题，迟早会成为科学界中认真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对“生命”、“精神”和“幽灵”的探索，迟早会进入实验科学的领域，物理学家也会努力寻找它们的数学公式、运动方程和守恒定律之类的结论。

当然，要找到“生命”、“精神”和“幽灵”的数学公式、运动方程和守恒定律等，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也许，这已不是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工作了。但是，我深信，这必定会成为我们后代科学家的工作。如果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科学史，尤其是科学家发现像幽灵一样的电磁场，我们就会对此抱更为乐观的态度。



物理学家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场

中文中的“磁石”就是慈爱的石头，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有爱情的石头。其实，古希腊人也认为“磁石”是有生命的，因为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使它们相互吸引。然而，人们在这种哲学性的思辨阶段停留了两千多年。后来，通过许许多多物理学家的不懈努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才逐步逐步地被认识。其中包括杰出的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eal Faraday，1791—1867）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他们在研究这种神秘力量的艰难工作中，跨出了决定性的几步。

法拉第是一位工人出身的实验物理学家，长于动手，善于观察。他对磁石所具有的这种神秘力量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观察和测量，并用定量的数学形式来描述这种神秘的力量。不管人们把磁石周围的这种神秘力量称为“生命”也好，称为“爱情”也好，这种力量从此再也不是文学家和艺术家所独用的语言，而是进入了实验科学的领域。法拉第还把铁粉撒在纸上，再把磁石放在纸的背后，轻轻抖动这纸片，上面的铁粉就会排起队来，并从磁石的南极一直排到北极。用这样的方法，法拉第把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幽灵”，变成为很容易看到的东西。法拉第还把这种用铁粉排成的线称为“磁力线”。

与法拉第不同，麦克斯韦则是一位长于数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假定，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力量是一种与液体相似的东西，并把它称为“场”（field）。然而，麦克斯韦并不停留在发明了“场”这个单词来代替“幽灵”，代替“生命”，代替“爱情”，或代替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功中的“气”一词，而是根据法拉第等先辈科学家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定量地写出了一组“幽灵”的运动方程，这就是物理学中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Maxwell equations）。“麦克斯韦方程组”也借用了许多流体力学中的数学。也就是说，他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液体为模型，来描述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场”。

然而，更有趣的是，从麦克斯韦方程组中可以推出，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像幽灵一样的“电磁场”（electromagnetic field）中，也有像水波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麦克斯韦方程组预言了“电磁波”（electromagnetic wave）的存在，或者说：预言了“幽灵波”的存在。如果我们退回一百五十年想一想，当时的这种预言简直是痴人说梦，完全是天方夜谭。

但最有趣的是，根据麦克斯韦的预言，意大利的工程师马可尼（Guglielmo Marcoin， 1874—1937）真的用这种“幽灵波”作媒介，在1901年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台电报机。这当然是“电磁波”存在的有力证据，也是电磁波通信的开端。为此，马可尼获得了1909年的诺贝尔奖。

时间过得真快，10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磁波了，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的社会是怎样生活的。然而，人们也真是够健忘的，只不过短短的100年，人们就把这两千年来一直猜不透的“幽灵”忘记得干干净净，根本就忘记了电磁波的“幽灵”本性。

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就是那个我们称为“万有引力”的东西，也有过一段漫长而相似的发现历史。“万有引力”的发现也要追溯到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他是第一个指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就如我们用绳子拴一块石头，使劲让石头围着手转圆圈一样。

后来，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John Kepler， 1571—1630），根据他老师第谷（Brahe Tycho， 1546—1601）近四十年所积累的大量实验数据，更精确地计算出了地球以及其他行星的运动轨道，发现它们的轨道并不是像围着手转的石头那样是正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太阳就位于椭圆形的两个焦点中的其中一个之中。

然而，无论是哥白尼还是开普勒，都没有提到，当地球绕着太阳转时，是什么“绳子”把地球系在太阳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用绳子拴一块石头，并使劲让石头围着手转圆圈时，忽然绳子断了，那么石头就会飞走。同样地，如果没有这样一根绳子系在地球和太阳之间，那么地球也早就飞掉了。

为此，英国物理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认为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有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绳子”，就像幽灵一样，把地球系在太阳上，不至于逃掉。他把这根幽灵一样的“绳子”称为“万有引力”。这个“幽灵”倒确实“万有”，因为它无处不在，当你没有把玻璃杯拿牢时，这个调皮的小妖精马上就把杯子拉到地上去摔破。然而，要没有这一位“幽灵”的存在，我们就更惨了，就像太空站的宇航员一样，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好，真正是“坐立不安”了。

说实在，目前科学家对“万有引力”的认识还远不如电磁场。虽然我们可以精确地测量万有引力，但是对“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的预言，至今还没有完全被实验证实，当然更谈不上“引力波”的应用了。然而，正因为“万有引力”的无所不在，以及人类生活对万有引力的高度依赖，科学家还是把这种“幽灵”作为科学的基础之一，像汤姆生勋爵这样对“万有引力”抱完全否定态度的科学家，毕竟还是极少数。



物理学家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子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深信原子的客观存在。不过，谁也没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过原子。同样地，如果我们真的有勇气说真话，我们不能不老实承认，在原子这个世界中，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是“盲人”。

所以，我们对原子的认识，也就与盲人世界中的科学家面对大象一样，几乎一点都不差。原子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我们所观察到的，其实并不是大自然本身，而只是大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一种反应。”

事实上，“原子”这个东西也只是大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一种反应，并不是大自然本身。最初，“原子”这个概念只不过来源于一段聊天，并且好像是非常没有实际意义的聊天，因为这是两个哲学家之间的聊天。这事发生在地中海边一个长满棕榈树和橄榄树的美丽海滩上，树下坐着两位古希腊的哲学家：一位叫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公元前362），另一位叫留基伯（Leukipp）。

这段聊天是从切苹果开始的。讨论我们能不能把一个苹果永远不断地分割下去。他们两人认为，一个苹果是不可能永远分割下去的。到了某一阶段，我们会遇到保持苹果性质的最小颗粒。他们把这种最小的颗粒称为“原子”。在希腊文中，“原子”（atom）就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原初粒子。他们俩还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在这些原子之间，只是虚空。

当然，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臆测，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们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两千年过去了，这段纯哲学的聊天也慢慢地被人们忘记了。到了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伽桑狄（Petrus Gassendi，1592—1655）又重新找出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假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也采用了“原子假说”，但完全没有实验的支持。

然而，由于牛顿在物理学界的声望，“原子”，当时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也就成了科学界的某种“信仰”（belief），而在当时，这种“信仰”与宗教中的“信仰”没有什么差别。基于这种“信仰”，许多科学家都深信“不可分割粒子”的存在，尽管当时只是一种纯假说，是一种比气功中的“气”还要玄得多的东西。

第一个对这种纯假说进行定量科学研究的，是荷兰数学家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他假定，气体是由许许多多原子，也就是许许多多微小的刚体颗粒组成的，这些刚体的微小颗粒在不停地随机运动，相互之间也是不停地碰来碰去。用这样的假设，许多现象，包括温度、压力和气体的膨胀等，都可以找到解释，并可进行定量的计算。

另一方面，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 1731—1810）和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发现，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并不是一种纯净物质，而主要是由氮气和氧气组成的。同时，他们也证明，水是由一份氧气和两份氢气组成的。如果把两升氢气小心地在一升氧气中燃烧，就可以得到纯净的水，并不留任何多余的气体。

1803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 1766—1844）提出了“定比定律”，即所有的纯净物质都是由一定比例的原子组成的。也就是说，这是化学家用的原子理论。事实上，“定比定律”真正奠定了现代化学和分子原子论的基础。根据“定比定律”，道尔顿又进一步假设，不同的原子就如大小不同的刚体球，而分子就是由这些大小不同的刚体球组成的。例如，一个水分子就是由三个刚体球组成的，一个大球是氧原子，两个小球是氢原子。也许，这就是关于这个极为微小的、肉眼看不到的、手也摸不到的“袖珍大象”的第一个“模型”、第一个“假说”或第一个“理论”。然而，道尔顿这种“袖珍大象”的假说就正是19世纪“分子原子论”的起源，并且显然比德谟克利特和牛顿的“原子假说”进了一大步，因为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实验证据。

当然，这些粒子，或者说这些刚体小球，是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不要说德谟克利特，就是牛顿和道尔顿也说不出，分子原子这种“袖珍大象”到底有多大。

然而，就在道尔顿的“分子原子论”提出后才不过8年，也就是1811年，天才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阿伏伽德罗（Amedeo Avogadro， 1776—1856）精确地计算出了这种粒子的大小。根据他的计算，在每立方米的气体中，就有6.02×1023个“袖珍大象”（pocket elephant），即“分子”（molecule）。在现代的教科书中，这数字6.02×1023就被称为“阿伏伽德罗常数”。

又不到3年，也就是1814年，著名的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安培（André Ampère，1775—1836）也独立地算出了同样的结果。于是，道尔顿提出的“分子原子论”就成了19世纪最大的科学成果之一。

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既不是化学家的“定比定律”，更不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计算，而是1945年在长崎和广岛扔下的两颗原子弹。从那两颗原子弹开始，不但再也没有人怀疑这种“不可分割的原子”的存在，而且大家还把它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由于19世纪化学的成功以及20世纪中叶原子弹的爆炸，这种把原子看成是刚体小球的思想深入了科学家和老百姓的心中。

20世纪中叶，美国遗传学家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1916—）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后来的许多生物化学家在这基础上，一步一步解开了写在DNA上的遗传密码（genetic code）。现在，许多教科书、科教电影和博物馆中，都如图2-1一样，用小球和小棍子，来表现出美丽的DNA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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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用小球和小棍子搭成的蔗糖分子结构模型（彩图见附录）





道尔顿是现代化学之父，并且，他所提出的分子模型，也就是刚体小球模型（见图2-1）已成了权威之说，不但非常成功，也非常清楚。同时，用彩色小球和小棍子搭成的DNA结构又是如此美丽。大多数人，甚至许多科学家，都把这种小球和小棍子组成的模型看成是真实的。可惜，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它并不是真实的模型，并且还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它的不真实性。然而，更糟糕的是，这种不真实的刚体小球和小棍子模型，不但统治了整个化学和药物学，也统治了生物学、生理学，甚至心理学，成了整个西方医学的基石。

由于20世纪下半叶分子生物学的长足进展，心理学家们也希望能在这用彩色的小球和小棍子搭成的DNA或其他的分子中去寻找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例如，他们认为“愤怒”是由于肾上腺素分子分泌太多，而“幸福”则来源于内啡肽分子。更有甚者，干脆提出了“意识子”（consciousness particle），试图找出代表“精神”和“灵魂”的刚体小球。所以，难怪当代美国物理学家Henry P. Stapp带着挖苦的口气说：“当心理学沿着19世纪物理学的概念发展时，物理学却正向着相反的方面在发展。”因为当心理学正沿着19世纪的思路，苦苦寻找心理现象的粒子基础时，物理学家早就告别了19世纪陈旧的唯物主义。

事实上，物理学家也早就认识到，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假说并不是真实的，因为“原子”并不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原初粒子；原子之间也不是虚空，而是充满了“场”。而“质能变换关系式”更是表明，实实在在的物质又可以变成虚无缥缈、鬼气森森的能量。



原子并不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原初粒子

尽管“分子原子论”是19世纪科学的最大成果之一，但是，早在19世纪末，物理学家就发现了，这种被科学家称为“原子”的东西，并不是真正“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也就是说，当今化学家、生物学家所喜欢用的“小球和棍子”的分子模型中的小球，并不是真的不可分割的刚体小球，而是具有更深层亚结构的“看不见的微观大象”。

对于原子这种“看不见的微观大象”，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物理学家也与那个盲人世界中的科学家一样，对于大象的形状和内部结构，提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假说”、“模型”或“理论”（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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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原子结构模型的发展（彩图见附录）





1898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生（Joseph J. Thomson， 1861—1933）第一次提出，这种“看不见的微观大象”是有深层亚结构的。就如盲人世界中的科学家对大象的形状和内部结构提出假说一样，他也提出了原子结构的第一种假说。他认为原子是由正物质和负物质组成的圆球，其中正物质是均匀分布在整个球体之中，而负物质则像面包中的葡萄干一样，是离散分布的。所以，汤姆生的原子结构模型在物理学中被称为“葡萄干夹心面包模型”。或者说，杰出的物理学家汤姆生认为，原子犹如一只微小葡萄干夹心面包。

然而，才过了6年，也就是1904年，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rnst Rutherford， 1871—1937）又修改了汤姆生的模型。他假设，在原子的中心有一个核，并且大部分的正电荷都集中在这个核里面，而带负电荷的电子则绕着核转动，就如行星绕着太阳转动一样。所以，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在物理学中被称为“行星轨道模型”。或者说，卢瑟福认为，原子犹如一个微小的太阳系。

可是，又过了9年，也就是1913年，杰出的丹麦物理学玻尔（Niels Bohr， 1885—1962）又修改并发展了卢瑟福的模型。他认为，电子只能在几个离散的轨道中运动，并且不耗散能量，也就是说，只有这些离散的轨道才是稳定轨道。所以，玻尔的原子结构又被称为“离散轨道模型”（见图2-2中的第三幅图）。甚至今天，在老百姓和大多数科学家的脑子中，原子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已是1913年的版本了。更糟的是，尽管这个版本已经相当过时了，但它还是存在于许多人的头脑中，甚至在许多教科书中。

更新版本的原子结构模型，是德国物理学家玻恩（Max Born， 1882—1970）提出的。他认为原子周围的电子并不是像行星那样沿着明确的轨道在运行，而是像云彩一样分布，我们并不能在明确的轨道上找到电子，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找到电子的概率不一样，所以，这种所谓的“电子云”又称为“概率密度云”，玻恩的原子结构模型又称为“电子云模型”。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玻恩模型还不是最新版本，思想非常深邃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1887—1861）对玻恩的“电子云模型”又作了新的解释。薛定谔指出，其实这并不是“电子云”，也不是“概率密度云”，而是电磁“驻波”（standing wave）的图形，这种图形决定了电场强度的分布，而电场强度的分布又决定了我们在某一特定点上可能找到电子的概率。关于驻波，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因为人体内“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也是由驻波组成的。

然而，不管哪一种原子模型是真实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原子”并不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原初粒子”，因为原子至少还可进一步分成电子、质子和中子。于是科学家又把“电子”、“质子”和“中子”称为“基本粒子”，也就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的粒子”。不过，这时，科学家只是把它们暂称为“基本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罢了。到底是不是最基本的，谁也不敢说了。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的粒子”——“真空”才是世界的本原

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个错误假说，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提出的，“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的粒子”的假说，却是推动物理学，尤其是推动原子物理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对这种假说的强烈信仰，物理学家才以义无反顾的精神，用极为精湛的实验，并发展出极为漂亮的理论，来证明这一假说，并且在应用上也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包括那令人敬畏的原子弹。

按照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假说，世界是由“不可再分割的基本粒子”组成，在这些粒子之间，只是虚空。

然而，最最令人惊讶的是：最初200年物理学发展是证实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假说；而后面的100年，也就是过去100年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却又彻底否定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假说。并且认为“真空”才是世界的本原，并认为整个世界的万物也只不过是“真空的涨落”的一种表象，所以，唯物主义根本就是相当浅薄的无稽之谈。

对唯物主义的第一个挑战来源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的“质能转换关系式”。所谓“质能转换关系”，说白了，就是那实实在在、有质量有体积的物质可以完完全全地变成虚无缥缈的幽灵一样的能量，并消失在真空之中；而反过来，真空又可以变成万物。

对唯物主义更大的挑战来源于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Paul Adrien Dirac， 1902—1984）。他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普通的“负电子”遇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上罕见的“正电子”，就会出现“湮灭反应”，这时，两个电子都消失了，都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幽灵一样的能量。不久，实验物理学家就证实了他的惊人预言，所以，年轻的狄拉克荣获了1933年的诺贝尔奖。

后来，物理学家又发现，除了“正电子”之外，还有“负质子”、“反中子”等等。也就是说，还存在一个与我们这世界相反的“反物质世界”。如果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遇上了那个“反物质世界”，那么，这两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些物质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也都会立即消失，都变成虚无缥缈的幽灵一样的能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真空才是宇宙的本源，而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真空的涨落”（vacuum fluctuation）。从这个角度来看能量和物质，我们平时所说的“能量”只是指那些“分散的能量”（dispersed energy），而我们平时所说的“物质”则是指那些“能量的硬核”（hard cores of energy）。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理解“能量的硬核”，例如我们去观察一只电风扇，当风扇不转时，我们可以把一个小球从扇叶之间扔过去；但是，当风扇转得很快时，扇叶平面就变成了一块坚硬的平板。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坚硬“粒子”，只是一个能量密集区。我们之所以会在刚体上感到阻挡，只是因为我们很难越过这个能量密集区。

事实上，只要我们越来越深入地研究物质。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原来所有的物质都是空的。例如，我们面前坚硬的桌子是由许多木头分子组成，多半是纤维素，也就是由高聚葡萄糖分子组成。我们也知道，在这些分子之间还有大量的空间，它们是空的。而这些分子又是由许多原子组成，主要是碳原子、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同样，在这些原子之间又有大量的空间，它们也是空的。而原子内部，空间就更大了。如果我们把原子放大到足球场那样大，那么，原子核只有一个足球那样大，电子就更小了，它们之间，又是广大的空间。原子核又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而这些电子、质子和中子等基本粒子又是什么呢？从正反两种粒子相遇而产生的“湮灭反应”中，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粒子”，其实只是“波包”，也就由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等组成的包包，也是空的。

这一来，正应了佛家的偈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原来这个世界的本源，就是空空如也的。为此，美国高能物理学家Fritjof Capra 写了一本书，名为《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平行关系》，指出了现代物理学与佛家的相通之处。当然，这本书也曾使抱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物理学家们大为恼火。

其实，也不单是佛家发现了这一真谛，《圣经》上也早就清清楚楚地写着：“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

总之，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早已否定两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美丽假说。也就是说世界并不是由“不可分割”的“粒子”组成。所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也成了明日黄花。

据说，当今世界上真信唯物主义的人只有4.3%了。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仿佛人们已经开始从19世纪物理学的陈旧概念中走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4.3%中还包括相当数量受过良好教育，甚至有科学家头衔的人。这说明，要从理性的角度来深刻理解科学自身的有限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需要极高的悟性。

当然，这只是从唯物主义的第一层意义，也就是从世界本源论的观点来分类。如果从唯物主义的第二层意义，也就是从对财富、物欲以及肉体享受方面的追求方面来看，这个比例也许可以倒过来看。并且事实上，这种物欲还是整个市场经济的指挥棒。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看，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唯物主义还是当代最大的宗教，或者说是最大的偶像。当然，这就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了。

本书主要讨论的还是世界的“粒子图像”和“波动图像”的问题。对于西方人而言，“粒子图像”的破灭，或者说是“德谟克利特之梦”的破灭，就如“黛安娜之死”对英国人的打击一样，令人伤心，令人难以接受，也令人难以忘怀。所以，尽管过去100年物理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粒子并非宇宙的本源，但这种过时的“粒子图像”，还是深深地植根在老百姓，尤其是西方老百姓心目之中。更糟的是，这种过时的“粒子图像”不但深深地植根在西方老百姓心目之中，也深深地植根在许多东西方科学家的心中，成了阻碍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严重阻力。这是当今科学发展中最值得注意的。

我们还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这方面，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要更落后一些。因为至今为止，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还是想在“粒子图像”中寻找“生命”，寻找“精神”，寻找“意识”。但是，这可能吗？



从“能量密集核”到“无所不在的弥散能量”

所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都停留在过时的“粒子图像”之中；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开始考虑“形态建成场”（morphogenetic field）和“生物场”（biofield）等非粒子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考虑“能量医学”（energetic medicine）等问题；越来越多的生理学家开始注意到那些对电磁场有特殊敏感性的病人；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考虑到，某些所谓的精神病患者，可能真是与“灵性世界”有所沟通，至少是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一部分世界。

虽然在这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还是相当薄弱，但是，过去20年医学市场的巨大变化是令人瞠目的。这也迫使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开始认真地思考能量分布、能量流、能量结构、电磁场、波、波的传播、波的结构等在生命过程中所扮演的某些角色和作用。

同时，当今全世界各国对灵性经验的追求，也反映了人们对19世纪陈旧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强烈不满。所以，21世纪以来，开始了一种对灵性世界追求的热潮。面对这种热潮，许多心理学家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当然，这与现代科学研究的可行性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不管怎样，还是反映了人们对唯物论世界观的一种反思。

最后，我们还想再说一些公道话。尽管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基本假说，即“世界是由不可分割的粒子组成的，在这些粒子之间，就是虚空”，是一个大错误。但有趣的是，这一大错误的假说还是大大推动了物理学，尤其是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推进了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发展。事实上，还是人类的世界认识的重要一步。是科学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的副产品，或者说是重要的“过渡产品”、“半成品”或“中间产品”吧。

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也只能从“能量密集核”即粒子的层面的认识，逐步过渡到“无所不在的弥散能量”即场的层面的认识。所以，“粒子图像”还是这个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近似描写。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需要让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科学家认识到，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假说并不是真实的，即认识到，世界并不是由不可分割的粒子组成的。只有这样，现代科学和我们的认识，才不会老是停留在一个错误过渡的阶段，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章 我们周围世界中“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


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假定，我们的五官感觉已经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描述了一幅完整的图像。所以，当我们开始考虑许多现象背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五官所不能感觉到的东西时，总有些怪诞的感觉。



Herbert L. King，德国物理学家

《与电物理有关的生物信息》

（Bioinformation-Electrophysica Aspect），1989





正如Herbert L. Ki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假定我们的五官感觉已经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描述了一幅完整的图像。这种假定甚至往往变成一种对世界的基本信仰（belief），即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事实上，这也是唯物论的基本信仰。而这种信仰，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然而很不幸，不要说普通的平民百姓有这种错误的信仰，就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科学家，也常常忘了我们五官的局限性。当然，许多科学家还相信被延长了的五官，如望远镜、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等。于是他们就相信，依靠这些被延长了的五官，我们还是可以彻底认识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细胞。这好像有了一些进步，也更“科学”一点。但是，基本的假定和信仰，还是错误的，因为仪器与我们的五官一样，还是有局限性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分子生物学进入了一个飞快发展的阶段。至今，生物学家相信，他们已经搞清了细胞内的每一个分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生物学家对细胞的了解，要比您对自己房间的了解还要清楚。生物学家对细胞的了解，相当于您对自己房间里的每一个分子都了解清楚了，包括房间里的每一个空气分子，当然更不用说对每一件家具和每一条家用电器线路等细节的充分了解。如果您对自己的房间有这样深入的了解，您一定认为，您已充分了解了自己的房间，一点点未知的东西也没有了。

然而，当您打开自己的无线电收音机时，音乐出来了。显然，这些音乐就在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这些音乐又显然不在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分子之中。如果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无线电波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就只好说这个房间里还有什么“鬼魂”在唱歌了。

当您打开电视机时，您又可以看到，这些“鬼魂”不但会唱歌，还会跳舞，还会演戏，让您感动得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肯定，在我们打开电视之前，这些“鬼魂”早就在您自己的房间里了。同时这些“鬼魂”既不在家具的分子中，也不在空气分子中。

现代人早已不再相信鬼魂了，现代人认为，所谓鬼魂，只是无知的古代人的迷信。现代人只相信科学，并知道收音机中的音乐并不是鬼魂的歌声，而是来自于无线电发射台的信号；并且还知道，电视机中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小精灵，只是从电视发射台送来的信号，及其所组成的图像。

作为科学家，我当然很高兴地看到科学的不断发展，也高兴地看到现代的人们都相信科学。人们对科学的信赖，使得我们这种被称为科学家的凡夫俗子们也戴上了神圣的光环，位处在五百罗汉之上，与释迦牟尼和众先知坐在同一排，成了上帝的代言人，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已登上了上帝的宝座，无所不知了。

不过，如果您相信科学，那么您就不得不相信，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电磁波”，即“鬼魂波”的客观存在，并且您还不得不相信，您的私人房间中充满了这种不请自来的“鬼魂波”。正是这种“鬼魂波”让您的收音机唱歌，也正是这种“鬼魂波”让您电视机中的小精灵在跳舞。

当然，您会反驳说，这些都是来自于无线电发射台和电视发射台送的信号。这也不错，但是，您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鬼魂似的信号也是整天死皮赖脸地躲在您的私人房间里，赶也赶不走；要不然，怎么您只要用一根简单的室内天线就可以把它们叫出来呢？

总而言之，即使您对自己房间里的每一个分子都了解，您也并没有真正了解您自己的房间。或者说，您最多只了解您自己房间的一半，即分子世界的那一半，而对于自己房间里那看不见又摸不着的电磁波还是不了解。其实，这种情况，正是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的现状。

事实上，物理学家早已知道，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世界远远不到一半，而只是电磁波中非常狭小的一段。其实，我们早在中学里就学过了这一点。也许是时间久了容易忘记，所以让我们用图3-1来共同回忆一下，从而更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官是多么的有限，我们感官所能认识到的世界，只是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从而能使我们更谦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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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电磁波的频谱图





图3-1包含了从0.5赫兹到3×1024赫兹的电磁波，也就是从每两秒钟振动一次的电磁波到每秒钟振动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次的电磁波。然而，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只是波长360纳米到760纳米（1纳米＝1×10-9米）的可见光，也就是从4×1014赫兹到8×1014赫兹的一个非常狭小的区域。

所以，事实上，您自己房间里肉眼看不见的那部分，要比肉眼可看见的那部分要大得多。对于这一大部分世界，我们都应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全是不折不扣的盲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本书要从盲人世界的科学家写起的原因，这样可以使我们学得更为谦卑，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事实上比我们所能看到的、所能想象的，要色彩丰富得多，要美丽得多。

还有，这部分被现代科学家称为“电磁场”和“电磁波”的不可见世界，在现代科学发展之前是否也存在呢？当然，即使没有现代科学，它也是存在的，那么古人又会怎样称呼这个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丰富世界呢？他们很自然地会称它为鬼魂世界。对于这一点，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指责他们呢？

当然，“电磁场”（electromagnetic field）世界并不完全等同于“鬼魂”世界。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在这个现代概念和那个古代概念之间，必定有许多重叠之处。



看不见的彩虹：好像是个“鬼魂世界”，却又是更真实的世界

就如我在序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的眼力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要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既是一个有点鬼气森森的世界，也是一个比我们每天看到的更为真实的世界。

从图3-1中的电磁波频谱图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能看到太阳光，即所谓的可见光，只是电磁波中非常狭小的一个区间。而对于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广大的区间，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语言说出一部分东西出来。例如，我们可以像蜜蜂一样，在阴雨天也可“看”到太阳的正确位置，也可以像蛇一样，在漆黑的夜晚“看”到老鼠在奔跑。

这当然是很不错，然而也会有一些很不愉快的经历。例如，您会发现，您所有朋友的脸都变了颜色，不像以前那样熟悉了。更糟的是，您的孩子、您的太太或丈夫的脸也变了颜色，不知您会不会因此感到恐惧。

不过也会有令人非常愉快和激动人心的经历。那就是，您会很高兴地发现，您亲爱的太太、亲爱的丈夫、您的宝贝孩子、您的亲朋好友等等，都如庙里的佛陀一样，围上了神圣的光环，您会惊讶地悟知：原来人人都有“佛光”！

其实，“佛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稀奇，不要说每个人都有“佛光”，即使小狗小猫也有“佛光”，老鼠也有“佛光”，虫子也有“佛光”，植物也有“佛光”，甚至细菌也有“佛光”。

同时，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用仪器来测出“佛光”也不难。图3-2就是俄罗斯科学家用红外摄像仪“看到”的人体周围的美丽的“佛光”。当然，这只是人体发射出的“佛光”的一部分，只是红外线这一部分。图3-3就是德国科学家用电场强度测定仪测出的，昆虫周围的“佛光”。当然，这也只是昆虫周围的“佛光”的一部分。

其实，不但是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昆虫等等有“佛光”，如果我们的眼力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要好，还可以“看到”许多无生命的物体也在发光。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发出明亮的光，当然也可以“看到”每个暖气汀都在发光。

如果我们的眼力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要好，我们还可以“看到”无线电发射台好像被熊熊的大火包围了。并且这熊熊的烈焰还随着电台发出的音乐而起舞。

如果我们的眼力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要好，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汽车再也不是原来的颜色，并且它们还被非常复杂和丰富多彩的“佛光”包围着。事实上，汽车所发出的“佛光”不但有红外线，还有微波、短波、长波、超长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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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人体周围的红外线分布（引自 M. Bischof，彩图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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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昆虫周围的电场强度分布（引自U.Warnke）





如果我们的眼力比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还要好，我们熟悉的蓝天也变了颜色。我们会“看到”宇宙线像瀑布一样从遥远的星空倾泻下来。如果没有臭氧层和大气层的保护，我们都会死在这种可怕的强光之下。在大气的高层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宇宙线的冲击下，各种各样的粒子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湮灭，像是一场巨大而疯狂的舞蹈。好在由于地球磁场的屏蔽，这疯狂的舞蹈主要在地球的两极进行，并产生了大量不同频率的次生电磁波。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在可见光的波段，这就是我们凡夫俗子用肉眼也能看到的“极光”。

然而，如果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非凡的能力，而是我们其中的某一人能“看到”所有的电磁波。那么，他不单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表相”，也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生物体和无生物体的“真相”，也就是佛家说的“法相”。他当然是一个非凡的人了，不但是远远高于孔夫子、韩非子等等的伟大智者，当然也是比释迦牟尼、老聃等等还要了不起的先知先觉者了。

不过，当这样先知先觉者，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愉快，而往往是相反的，尤其是当他们想与普通的人沟通并分享他们的感受时，马上就会感到苦恼。在多数的情况下，他不但不能与别人分享他的经历，别人还会把他们当成疯子，当成痴人说梦，并且常常还要取笑他。

当然，他也有一些相信他诚实性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也很愿意听听他这些非凡的感受和非凡的看法。然而，他又马上会发现另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与他的朋友们沟通，也找不到合适的单词来描述他们的感受，无法描述他在这“鬼魂世界”看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用的语言是从我们这个世界中发展起来的，不是为了描述“另一个世界”的。

从图3-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视力是极为有限的，只能看到从360纳米到760纳米的电磁波，对于其余广大波段的电磁波，我们至少是“色盲”，也许根本就是瞎子。而我们的祖先，也只在这非常狭小的区间里，发明了一些描写色彩的单词让我们使用。

例如，我们的老祖宗把360纳米到430纳米的电磁波称为“紫”，430纳米到455纳米的电磁波称为“蓝”，455纳米到492纳米的电磁波称为“青”，492纳米到550纳米的电磁波称为“绿”，550纳米到588纳米的电磁波称为“黄”，588纳米到647纳米的电磁波称为“橙”，647纳米到760纳米的电磁波称为“红”等。

除了这七个用来描述七色彩虹的单词之外，我们的老祖宗还发明了“白”这个单词来描述这七种颜色的均匀混合物。此外，还发明了“粉红”、“桃红”、“玫瑰红”、“紫红”、“暗红”、“深绿”、“浅绿”、“苹果绿”等等来描写不同颜色、不同比例的组合。这样丰富的词汇，对于写小说、写诗歌、画画、拍电影等，都是绰绰有余了，艺术家们也应该感到满意了。

然而，物理学家却没有充分享受到祖上留下的这份遗产和福分。从图3-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大量单词，最多只能用于从360纳米到760纳米这样一个狭小区间。对于其他广阔的电磁波段，我们的老祖宗们就没有留下多少文化遗产了。

于是，可怜的现代物理学家就不得不自己发明新的单词了。事实上，也确实发明了不少，例如“γ射线”、“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微波”、“短波”、“中波”、“长波”、“音频波”、“超低频波”等等，来描写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电磁波，或者说，来描写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不同“颜色”。

不过，说实在的，这些描写“看不见的色彩”的技术性单词，除了让学生们感到枯燥和头痛之外，丝毫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美感。所以，对于这些技术性单词，艺术家们自然不屑一顾了。

这样看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也比那个盲人世界科学家的处境好不了多少。不过，这一来，我们就更能体会那个盲人世界科学家的苦衷，要向别人描绘彩虹的美丽有多难。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许用“红”、“橙”、“黄”、“绿”、“青”、“蓝”、“紫”和“颜色”等单词，我们又怎样来向那些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色彩的盲人们描写彩虹的美丽呢？

事实上，所有在前沿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都会遇到语言上的问题。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就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语言的问题真是非常严重。我们想尽方法来描写原子的结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原子。”

所以，我恳请我的读者能稍稍调整一下自己的感觉，不要把“γ射线”、“X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微波”、“短波”、“中波”、“长波”、“音频波”、“超低频波”等看成是枯燥乏味、令人讨厌的技术用语，而是把它们看成与“红”、“橙”、“黄”、“绿”、“青”、“蓝”、“紫”一样的文学用词。只不过后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学单词，而前者却是“鬼魂世界”的文学单词。如果您能成功地完成这个感觉上，尤其是感情上的转变，那么，您就可以开始学习欣赏电磁波世界，或者说是欣赏“鬼魂世界”的美丽和五彩缤纷了。



波的“干涉现象”

在波的世界中，还有许多特殊现象。而这些现象，粒子世界中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众所周知，两个小球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有我无它，有它无我”。然而，对于两个波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势不两立、完全敌对的问题。因为两个波完全可以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不要说两个波，就是三个、四个甚至无数多个波都可以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毫无冲突。

同样地，两个人也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不能同时坐在一张不大的椅子中，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然而在古人所相信的鬼魂世界中，两个鬼魂倒是有可能重叠在一起，同坐在一张小小的椅子中。

当然，现代科学家与古人之间的差别还是很不小的。古人是凭他们的主观感觉，甚至是直觉来发现这个“鬼魂世界”，并且用文学的语言来描写这个世界，好像是在描写一个梦幻世界。然而，现代科学家凭的是客观的科学证据，凭的是客观的仪器测量，凭的是理性的分析和严格的数学推导；然后，再用非常理性、严格、定量的科学语言描述出来。虽然，这种严格的科学语言不如文学家描写“鬼魂世界”那样精彩。然而，当科学发展到了技术的层面，并对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时，却不能不让人折服。所以，尽管科学家所描述的电磁波世界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因为当今的人们已经离不开无线电技术了，所以还是很相信这个“幽灵世界”的存在，甚至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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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两个波的“叠加”或“相干”





图3-4是描写当两个不同波长的波叠在一起时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当两个波峰遇在一起时，它们会叠加起来，产生一个更高的波峰；而当一个波峰和一个波谷遇到一起时，它们会相互抵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两个波叠在一起时会所出现的现象，并且还可定量地计算出叠加后的结果。

当然，科学家不会说：这就是两个幽灵叠在一起时的情况；而是说：这是两个波的“叠加”（superposition），或者说是两个波的“相干”（interference），即“相互干涉”。这样的术语词，不但比较精确，而且很能让外行人望而生畏，从而由畏生敬，使得别人更敬畏我们这些被称为科学家的人。

事实上，“相干”是物理学中一种非常普遍又非常重要的现象。而“相干”又可进一步分成“建设性相干”（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和“破坏性相干”（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图3-5表示一束光通过两条窄缝（S1和S2），从而分成了两条光束。然后这两条光束又重新相遇在一起，并从不同的角度叠加在一起，产生了“干涉现象”。在“建设性的相干”区域，出现了明亮带，而在“破坏性的相干”区域，则出现了暗带。

图3-5的实验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内进行的。事实上，同样的“干涉现象”也会在那鬼魂一样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其他电磁波段中发生。

其实，图3-5所显示的实验结果不过只是最最简单的干涉实验。如果您稍稍心细一点，您自己就可以很简单地在自然界中看到美丽的光线干涉图。观察的时间要选在雨后又马上出太阳的日子。这时马路上往往还有许多浅浅的小水坑。如果这小水坑中又有一点油浮在水面上，那么，在日光的照射下，您会在水坑的表面上看到五彩缤纷的花纹，这就是光波的“干涉图案”（interferenc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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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两束平面光波的“叠加”或“相干”





图3-5的“干涉实验”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内进行的。我们在雨后初晴时在小水坑的表面上看到的五彩缤纷的“干涉图案”也只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内。事实上，同样的“干涉现象”也会在那幽灵一样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世界中发生，从而产生许多，虽然是看不见的，却更为“五彩缤纷”的花纹。



在不可见世界中，干涉现象形成的结构

在这儿，我们首先要指出：“干涉现象”不但会产生更为丰富的图案和色彩，还会产生更为丰富的结构。这种由波产生的结构往往是一种动态的结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结构也可以相当稳定。

粗粗看来，要用不停运动的波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是很困难的。但是，正如图3-6所表达的，只要一个波在两个反射面之间来来回回地跑，就会产生一种稳定的“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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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弦上的一维驻波





图3-6所表达的，只是在一根弹性弦上的机械“驻波”。如果这根弦的两边都没有尽头，并且我们不考虑能量的损耗。那么一个机械波就会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越跑越远，跑向无穷。然而，当这一根弦的两端被固定时，波就会在弦的端头上被反射回来，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这向后行进的波与向前行进的波会“叠加”在一起，产生“驻波”。这样一来，尽管波还是在不停地跑，但正如我们可以在图3-6中可以看到的，它们形成了一个纺锤体接一个纺锤体似的稳定结构。

用数学的术语来说，图3-6的驻波称为“一维”驻波，也就是在一根线上的驻波。同样的原理，驻波也可以在“二维”的情况下产生，也就是在一个平面上产生驻波，就如图3-7所示。

在这儿，我们还想再次强调一下，图3-6和图3-7所示的“干涉图案”只是机械波，并且是肉眼可见的（如图3-6），或者用平板上的小颗粒使之变得肉眼可见（如图3-7）。

事实上，这种“干涉图案”往往不是肉眼可见的。不用说广大的电磁波，它的频率比声波和机械波要宽得多，可从0.0000000001赫兹一直到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赫兹，即使机械波或声波，也是肉眼不可见的。而这种肉眼不可见的动态而又稳定的“驻波”或“干涉图案”常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例如，大家都知道小提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貌，也有相当动听的声音，但人们很少想到这美丽的外貌和悦耳的声音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从波的角度来看，小提琴的美丽琴身只是一只“谐振腔”，用来选择不同频率的驻波。或者说，某些特定频率会在这个谐振腔内部形成驻波的干涉图案（图3-8），从而得到强化，而其余的频率，因为不能形成驻波而被衰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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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平板上的“二维驻波”所形成的“干涉图案”





这样，谐振腔形状就决定了哪些特定频率的声波会得到强化，并且持续时间较长；而其余的频率则会被衰减掉许多。于是，谐振腔形状就决定了频率的组合。用物理学家的话来说，音乐家所说的不同“音色”（tone colour， timbre），就是不同的“泛音”（overtone），即“倍频”的组合。简单地说，谐振腔的形状和材料会决定“音色”。所以，小提琴的美丽琴身不是单纯地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得到悦耳的“音色”。

也就是说，音乐家所说的“音色”，的确就是美丽的颜色，即不同频率的组合。但却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颜色。或者说，这也是我们看不见的却是非常美丽的彩虹。

其实，图3-7和图3-8所表达的还是“二维的驻波”或“二维的干涉图案”。在三维情况下，这种“驻波”或“干涉图案”就更复杂了，并且事实上就是一种三维的、动态的、立体的空间结构。



听不见的音乐：电磁波音乐

这儿还值得指出，虽然图3-8中的干涉图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所幸的是，它们还是听得见的，是“听得见的”音乐。所以，尽管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琴身内部那非常美丽并且变幻无穷的干涉图案，但我们还是可以用耳朵尽情享受那悦耳的音乐以及美丽的“音色”（tone colour），也就是说，可以用耳朵来欣赏那看不见的“彩色”（co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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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用干涉仪测出的小提琴琴身内的稳定干涉图案





可惜，我们耳朵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我们只能听到20赫兹到20，000赫兹的声波。我们把高于20，000赫兹的称为“超声波”，我们听不见，但蝙蝠能听见；我们又把低于20赫兹的称为“次声波”，我们也听不见，但许多动物都能感受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动物能预先知道大风暴或大地震的原因。例如，在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的海啸中，二十多万人不幸丧生，但却几乎没有动物死亡。原因很简单，因为沿着地壳传播的次声波远在海啸到达之前就已经到了有关区域，使得动物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跑。

事实上，我们不但对“超声波”和“次声波”都是“聋子”。对于广大的电磁波世界，我们更是“聋子”。所以，对于浩瀚的波的世界，我们不但是“聋子”，而且还聋得相当厉害。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从理性上，我们应该早就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电磁波的音乐，它的频率可从0.0000000001赫兹一直到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赫兹。

其实，不要说是物理学家，就是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知道，电台发射出来的电磁波也是一种音乐，就是一种电磁波的音乐，是一种我们听不见的音乐。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从电台中直接发射出来的电磁音乐，是彻底的“聋子”，唯有通过收音机的帮助，把电磁波转变成机械波，我们才能欣赏和享受这种音乐。

然而，另一方面，不要说是平民百姓，就是许多物理学家也都害怕去面对这一痛苦的现实，即在这个充满美妙音乐的电磁波世界，我们都是无药可医的“聋子”，并且是又聋又瞎。

所幸的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发明了许多方法来帮助我们去欣赏和享受“鬼魂世界”中的音乐，去欣赏和享受“鬼魂世界”中的色彩和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通的收音机就是一种帮助我们听到鬼魂世界中声音的“助听器”，而普通的电视机也是帮助我们欣赏和享受鬼魂世界中色彩和故事的“助视器”。

事实上，医生们也早就在研究和应用这种听不见的音乐了。例如，心电图和脑电图都是人体内电磁波的记录仪。换言之，它们也就是鬼魂世界中的音乐的记录仪。可惜，虽然心电图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每一个医生都知道怎样去使用这种仪器，但是，只有极少数医生会想到，他们正在读的，并不是一种枯燥乏味、毫无人情味的曲线，而是一种扣人心弦的美妙音乐。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心电图和脑电图只不过是人体内交响乐中的很小一部分。只有当我们从理性上理解到人体内有着美妙的交响乐时，我们才能从感性上领会到这支交响乐有多么的美妙、多么的和谐，又多么的扣人心弦。



“鬼魂的结构”和整体医学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单词，例如“能量医学”（energetic medicine）、“振动医学”（vibration medicine）、“信息医学”（information medicine）等等，出现在医学界，并且变得越来越时髦。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医生已经意识到波和能量分布在医学中的重要性。

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单词如“能量”、“振动”和“信息”等，都是描写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与“幽灵”、“鬼魂”等差不多。换句话说，所谓的“能量的分布”一词，几乎就完全无异于“鬼魂的结构”一词。

而事实上，我们从现代生物学和物理学的知识中也早已知道，当人体内组织在振动，以及神经脉冲在传递时，都会发出大量的电磁波，就如心电图和脑电图所记录下来的波。科学家也知道，当组织、细胞、分子等振动时，也会发出大量的电磁波。而在人体这个谐振腔中，也会形成驻波和驻波叠加而成的干涉图案，也就是肉眼看不到的空间结构。这种肉眼看不到的空间结构又决定了身体内和身体周围能量的空间分布。而这种能量的空间分布又反过来影响到身体的生理、生化功能。

所以，这人体内的“鬼魂世界”，即“电磁波世界”、“电磁波结构”和“能量分布”、“信息传递”等，都与针灸、气功等等许多整体医学中的神秘现象紧密相关。但是，我们却很难从现有的医学教科书和生物学教科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

与那看不见、摸不着并与鬼魂差不多的能量相比，西医中的刚体一样的分子和原子就实在多了，容易理解多了，也容易接受多了。所以，分子和原子就成了现代西医的基础。然而，这种认识只是现代医学的第一步。而现代医学研究的下一步，就是对这种弥散能量结构的认识。

当然，古人凭着直观，早已感到所谓“气血”等抽象东西的存在，并且也写在古典的医书之中。例如，《黄帝内经》的下半本，也就是讨论经络和气血循行，用的大标题就是《灵枢》，也就是“灵”界（spirit）的“交通枢纽”（pivot），也就是“幽灵”的结构和运行规律。

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要求来看，这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本书的下一部分，我们将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重点谈谈这种人体内的“幽灵世界的结构”与针灸、气功等古典医学的关系，从而来思考现代医学的未来。





第二篇 两种巨大的变革：外在临床医学，内在基础科学





第四章 医学市场的巨大变化


有一个中国农民，他在一所新建的西方教会医院中做杂务工作。当他退休回到那遥远偏僻的山村时，他带去了一些皮下注射针和大量的抗生素。然后，他也打出了行医的招牌，每当有发烧的病人来，他就给病人注射这种奇妙的药物。尽管这位“西医大夫”对抗生素的作用机理一无所知，但相当大比例的病人确实被他医好了。



Ted J. Kaptchuk，美国医学教授

《一张没有编织工的网》

（The Web That Has No Wea ver），1983





当今的世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许多西方国家的大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认真学习中医。事实上，不但是中医，许许多多古老的医学，如古老的印度医学、古老的德国医学、古老的英国医学都在复活。气功也不再是中国人的专利和特色，而变成了许多发达国家的时尚运动。显然，这是对传统西医医疗市场的一种竞争和挑战，也是对现代科学的一种挑战。现代西方的医生到中国来学中医，就与Kaptchuk教授所说的那位曾经在西方教会医院工作过的中国老农民一样，虽然学会了治病，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病人身上扎上几个洞洞就能治病。

但不管怎样，能治好现代西医看不好的慢性病是最最重要的，尤其是医学市场化后，私人医生要吸引病人，那就只能“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而不能死守西医那一套了。医学市场所面临的这种巨大变化，不单是医生能看到，医疗器材和药品公司能看到，医疗保险公司能看到，老百姓能看到，政府也能看到。

其实，除了这医学市场上的表层变化之外，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物理学，也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一点，只有极少数受过良好训练，并有很深洞察力的科学家才会注意到。因为这是十分内在，但又非常深刻的，是对科学的挑战。而这两场巨大的变革又是相互呼应的，将会对21世纪整个人类的思维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替代医学”一词的含义

虽然，“中医热”在西方的出现十分可喜。然而，在西方，人们往往把中医等非现代西医的东方医学统统称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s）。说实在的，“替代”（alternative）并不是一个褒义的单词。“替代”意味着“非正宗”、“非正品”、“替代品”、“二等品”、“三等品”、“等外品”、“次品”等等。

但是，把这些医学称为“替代医学”真是非常冤枉。因为在现代西医出现之前，这些医学才是“正宗的”（orthodox）中国医学、“正宗的”印度医学、“正宗的”德国医学、“正宗的”英国医学……而且“正宗”了几百年，几千年。只不过到了20世纪，这些古老的“正宗医学”才不知怎么地败在现代西医的手下，从“正宗”的交椅上被赶了下来，沦落成“替代医学”，靠边站了。

当然，这场历史性的失败有着很多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这些古老的“正宗医学”在控制传染病方面远远不如现代西医。而在人类的历史上，传染病往往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尤其在欧洲，“瘟疫”曾经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单词。由于瘟疫，欧洲历史上曾几次出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许多村庄都变成了荒野，伦敦也曾几乎成为一座死城。其实，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和欧洲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十日谈》，都是逃避瘟疫时的产物。

然而，疫苗的发现，尤其是抗生素的出现，使几乎所有细菌性疾病都成了人类的手下败将。抗生素的发明还不到一个世纪，但是，那些当年令人恐惧的单词，如“瘟疫”、“鼠疫”、“霍乱”、“伤寒”、“痢疾”、“天花”等等，都已经被现代人淡忘。人们只有在历史书，甚至是在医学历史书上才能找到它们。在控制传染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确立了现代西医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

第二个原因：基于希腊式的解剖学思维，又有了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现代西医，它的外科手术比任何一种古老的“正宗医学”都精湛，都厉害。而且很不幸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充满了战争，尤其是20世纪，人类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两场战争。在和平时期，外科手术又在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和体育事故中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外科手术的巨大成功，进一步加强了现代西医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名声。有人说笑话，单单靠一把柳叶刀和一瓶抗生素，现代西医就把所有古老的“正宗医学”统统打翻在地了。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功。由于工业革命和近代科学的出现，我们才有了火车、汽车、飞机等先进的交通工具；才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电灯、电话、手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方便的家用电器；才使今日的农业能生产出供全世界吃饱、吃好的农产品和畜产品。事实上，现代科学也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基础。所以，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地位就非常重要了，人们也常说：“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于是科学也就成了可以令人顶礼膜拜的东西，几乎取代了上帝位置。事实上，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也真的把科学看成了全能的上帝。

除了在技术上的成功之外，现代科学还有一套非常美丽、严谨和自洽的理论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理论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建立的最完美、最严格的知识系统，并且成了现代社会中标准化的教育系统。任何人类的活动，只要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相兼容的，就很容易被接受，反之就很困难。而现代西医是完全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兼容，所以就被认为是“科学的”医学。反之，所有古老的“正宗医学”，包括中医，都与这一标准化的知识系统不兼容，所以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能被西方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当然更不能被科学界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用“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s）一词，已经算是相当宽容了。



褪色的光环

不过，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过去的二三十年，世界潮流的发展又好像对现代西医不利了。

首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就没有打过大仗。这一来，外科医生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了，当然也就出不了像白求恩大夫那样著名的战伤外科医生。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工厂中的工伤事故减少了许多，甚至交通事故也少了许多。现代医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已不再是“白衣天使”所肩负的救死扶伤使命，而是如何提高“生活质量”（life quality）的问题。然而，这一方面，却并不是外科的强项。这样一来，曾经非常辉煌的西医外科不但失去了许多市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环。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生活水平、营养状况和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使得细菌性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几乎消失，细菌性的疾病再也不是人类的头号敌人。这样，以抗生素为基础的西医内科也失去了许多荣光。

如今，尽管急性细菌性传染病不再成为人类生存的死敌，但人们还是面临着许多问题。不要说癌症、艾滋病等可怕的疾病，单单是慢性病和功能性紊乱等现代病就够医生们头痛了。现代西医的强项是急性病，而弱项则是慢性病和功能性紊乱等现代病。

在医疗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许多病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头痛或其他一些身体不适去看大夫。如同常规一样，医生用许许多多先进仪器对病人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得到了一大堆化验报告。医生看完了这一大堆化验报告之后，笑眯眯地说：“所有的指标都是OK，您很健康，可以回家了。”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结论，好像是病人在说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设身处地，作为病人，您又会怎么想呢？

当然，这些被西医大夫客客气气赶出来的病人，只好去找一些什么“替代”的方法，如针灸、草药、水疗、热疗、顺势疗法（homeopathy）等等。于是，许多古老的医学又“复活”了。它们尽管失去了“正宗医学”的宝座，却在“替代医学”的旗号下，大举占领西方医学市场。例如，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Eisenberg和他五位同事在1993年《新英格兰医学学报》（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登的文章，在1539个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1/3的人在过去的五年中看过“替代医学”，也就是说，全美国19个人中就有1个看过“替代医学”，根据这篇文章的估算，一共有100亿美元的“私房钱”（pocket money），也就是不在医疗保险系统的钱，流到了“替代医学”的市场中，而只有30亿美元的“私房钱”花在美国的医院里。

对于医学市场来说，100亿美元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其实，这还只是1993年的数据，现在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了。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出现了，许多上百年来一直在咬牙切齿咒骂“替代医学”为“庸医”、“巫医”的大医院和医学中心，也忽然转了180度的大弯，打出了“替代医学”、“传统医学”甚至“心灵医学”的广告。

单在美国，就有75家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或“互补医学”的课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设立了“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国家中心”（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许多地区医院和大学附属医院都设立新的服务项目，例如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开设了“互补医学部”（Division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托马斯·杰弗逊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设立了“整体医学中心”（The Centre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迈阿密心脏研究所（Miami Heart Institute）办起了“替代医学和长寿中心”（The Centre for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Longevity）。在迈阿密这个中心的小册子中，您可以找到“运动疗法”、“生物氧化疗法”、“气功疗法”、“虹膜诊断法”等26种不同的医疗方法。



出于好奇，到东方去

时代真是变了，世道也变了。现在，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故事有了一个相反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不但是真实的，还是活生生的，因为它正在被继续写下去。这个新版本故事就是：成千上万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东方，学中医，学印度医，学藏医。

这支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可以按时间分成两大类。他们带着完全不同的动机奔向东方。早期奔向东方的西医队伍是一群探险者，抱着好奇的心态来探索神秘的东方医学，他们只是来考察考察，没有什么很务实的目标，倒更像科学考察，最多回去写点报道；而近期奔向东方的西医大军则是抱着非常务实的商业目的，为了学一点东方医学，好回到西方国家去吸引顾客，扩大业务，增加收入。

事实上，这也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医学看法的不断改变。就拿针灸为例吧，虽然针灸在中国已有了五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针灸治疗法首次出现在西方医学刊物上还不到200年，不过是19世纪的事。然而，当时写针灸报道的还不是医生，只是一些探险家的猎奇文章。他们在文章中描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神秘的古老的很原始的医疗方法等等。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医生会认真地对待这样的报道。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40名正宗的西医，并且还来自最认真最古板的德国，认认真真地到中国考察中医、中草药和针灸等。可惜，当时还是时机未到。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全世界还是充满了战乱、饥荒和传染病。面对当时的局面，救死扶伤还是第一位的紧急任务，所以，以磺胺药、疫苗、抗生素和柳叶刀为基础的现代西医，还是最最重要的。至于“理气补血”和“调理调理”的事情，还可以再搁一搁。

而如前所述，中草药和针灸等古典医学，除了面对战伤、急性传染病等方面不够有力之外，与现代科学理论不能兼容也是一个大问题。老实说，现代科学不但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也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先进武器的基础。就是冲着当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大，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科学技术的威力。所以就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倡导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是西方的西医界不关心这种古老的神秘兮兮的中医，就连当时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在考虑要不要禁止这种“不科学”的中医。甚至到了2006年，中国大陆还兴起过一阵“告别中医”的浪潮。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立刻就有一批优秀的西方的大夫，认认真真地，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医和针灸，尤其是从电子学的角度来研究针灸。在这方面，德国的科隆大夫（Dr. R. Croon）是全世界的先锋（图4-1），早在1947年，他就发现了针灸穴位与皮肤上低电阻点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又与德国卡斯鲁工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Karlsruhe）的两位教授（Prof. W. Ernsthaus和Prof. H. Rothe）合作，从不同频率、不同电压等角度，对这种测量的可靠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至今，他们的学生C. E. Overhof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毕业论文，还是这方面最好的研究工作报告（见本书第六章的图6-7）。并且科隆大夫的儿子也是子承父业，至今还继续这方面工作。



[image: ]



图4-1德国大夫科隆（Dr.R.Croon，1910—1961）





1950年，年轻的日本医生中谷义雄（Dr. Yoshio Nakatani）也独立地在肾病患者身上发现了肾经上穴位的低电阻现象。可惜，由于他导师的坚决反对，他没有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然而，从1953年起，另一位德国大夫福尔（Dr. R. Voll）把他毕生的精力投入经络电现象的研究之中。与科隆大夫不同，福尔大夫的工作更注重临床。他与他的学生们把大量不同的病例与电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并结合中医和针灸的理论，找出了一系列疾病与穴位电导能力之间的关系。于是，这些关系就成了一系列的新的临床诊断标准。这样一来，他们就把针灸这种古老的纯治疗手段，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诊断手段。

虽然，科隆大夫、中谷义雄大夫、福尔大夫及后来许多对针灸有兴趣的西方大夫和工程技术人员，从不同的角度，把古老的针灸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古老的医疗手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针灸理论已经被科学界承认。事实上，就是在科隆大夫和福尔大夫的故乡德国，针灸治疗也是到21世纪初才被医疗保险公司正式认可。



为了生意，到东方去

其实，医疗保险公司对针灸治疗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迫于市场的压力。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西医大军奔向东方的第二个原因。如前面所说的，慢性病和功能性疾病患者对西医不满，转向寻找“替代医学”，也迫使受过良好西医教育的西方医生奔向东方，学习“替代医学”。当然，市场的压力比出于好奇或纯考察的动力要强大得多了，学习“替代医学”人数也多得多了。

所以，对中医等“替代医学”的态度，不单是西医医生和保险公司在改变，就是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地改变。西方对中医态度的改变开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经过20多年的和平，西方国家已普遍富裕起来，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医疗体系已经健全，所以，细菌性传染病再也不是头号敌人，人的平均寿命也已大大延长。于是，以疫苗、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为基础的西医内科不再像昔日那样光芒四射。同时，“二战”结束以后，战伤也急剧减少。于是，西医外科也不再扮演像天使一样重要的救死扶伤的角色了。

然而，另一方面，也许是人类的天性，那就是贪婪、不知足、不会感恩。所以，一到过上了“二战”以后的好日子，负心的人们马上就忘了当年西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也忘了西医曾经把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倒是反过来指责西医的无能，不能解决他们的头痛，也不能解决他们的腰腿痛。这还不算，这些寡情薄义的人还把他们当初的救命恩人——“现代西医”冷落在一旁，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古老的”、“不科学”的“替代医学”。

不过，要不是“文革”的结束，要不是中国重新打开了国门，那些寡情薄义、背叛西医的西方人，就是想找中医，想找针灸，恐怕也没有门。到了1976年，那些最先钻进中国门缝的美国记者，首先就是写针刺麻醉，并且还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这可让美国佬大跌眼镜。这种神秘的、不用麻醉药的麻醉技术，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不过，当时美国的西医界还努力对针灸保持高傲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针刺麻醉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是，不管怎样，“针灸”这个名词不但在美国，就是在西欧也变得众所周知了。而欧洲又是现代西医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真正打开了，大批的西医开始涌进中国学习针灸和中医。于是，就出现了像那个在西方教会医院中学西医的中国老农民的故事那样的相似但又相反的新版本。成千上万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过多年临床经验的西方西医大夫，纷纷奔向中国，学习怎样在人身上扎洞洞。

新老两个版本的故事是相反的，因为一个是向西跑，一个是向东跑，故事主角的教育程度也大不相同。然而，这两个版本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那个中国老农民不知道为什么皮下注射这种奇怪的药就能让病人退烧，尽管他在老家的村子里开办了“发烧门诊”，还相当成功；同样地，那些西方西医大夫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身上扎几个洞洞就能缓解腰腿痛，尽管他们也在欧美开设了许多“针灸门诊”，生意也不错。

说实在，这种局面真有点荒唐。但不管怎样，针灸倒是真的在西方广泛传播开来了。例如，单单是德国的针灸协会就有4000多名会员，他们不但自己用针灸治病，还办了许多培训班，甚至还办起了针灸学校，教那些英语讲得不太好，或拿不出整段时间到中国去学针灸的大夫。而英国的针灸学校已有了30多年的历史，许多大学都已有了中医课。并且英国政府也在考虑，怎样为中医立法的问题，并打算跑在欧盟的最前头，希望在整个欧盟为中医立法时，用英国的法律来作个榜样。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一来，东西方的交流就大大加强了，中国的门也开得更大了。不但是西方的西医大夫跑到中国学针灸、学中医；而且大批有经验的中国中医大夫也跨出了国门，到西方去行医、去上课、去开药房……到了21世纪初，众多中医大夫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了大气候，也已成为当地西医大夫的可怕业务竞争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已开始考虑建立有关的法律来调节医学市场，控制医生的质量，控制草药的质量和安全使用等问题。同时，不同的医疗保险公司也要考虑如何适应病人的要求，研究在哪些范围内的针灸和草药可以报销，以及报销的价格等财务细节。



“科学”还是“不科学”

可以肯定，医学市场的这种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并且还要进一步向这一方向发展。然而，“替代医学”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它们已经从“不科学的”自动变成了“科学的”医学。西方医学界和科学界对中医的看法，可以很典型地从美国医学教授Ted J. Kaptchuk写的《一张没有编织工的网》（The Web That Has No Weaver）那个中国老农民的故事中看出。

值得注意的是，《一张没有编织工的网》还是一本专门从正面角度介绍针灸的书，并且也是Kaptchuk教授亲自到中国学了多年针灸以后写出来的。显然，他也觉得，虽然目前大批西医大夫到中国学针灸，但他们对针灸作用机理的了解，却与那位老农民对抗生素作用机理的了解何其相似。

尽管医学市场能接受这种奇怪的局面，反正能治病就行，机理的了解可以放在第二位，反正多半病人不会问。然而，对于科学界来说，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奇怪局面。无论是支持的科学家还是反对的科学家，都要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针灸的作用机理？”并且必须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许多西方的解剖学家希望能找出与经络系统对应的解剖结构。他们想，经络和腧穴的位置在古书上写得一清二楚，那么我们应该能像找出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淋巴系统一样，也找出经络系统的解剖结构，并且固定染色，放在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的标本瓶中，给学生上课，可以让他们看看，到底经络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可惜，这样的结构怎么也找不出来，中医药大学的教室里面，一直也没有“经络的标本”。于是，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整个针灸理论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童话故事，就像白雪公主的故事一样，尽管白雪公主并不存在，但几百年来，这个美丽的童话还是在幼儿园中代代相传，小孩子们从不怀疑，大人也懒得去问。同样，针灸理论会不会也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在东方流传了几千年之后，又流传到西方来了？不同的只是，白雪公主的故事是从西方传到东方；而针灸的故事则是从东方传到西方。至于针灸的疗效，那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否则又怎样来解释呢？

所以，随着针灸传入西方，走向世界，对针灸机理的现代科学解释也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一些新的基金会建立起来，支持针灸机理的现代科学研究。例如，英国的“整体医学基金会”（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Medicine）就受到英国皇家的支持，德国的“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Stiftung）则支持了气功等替代医学的研究。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基金会。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也觉得有责任关心和支持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专门设立了一个“互补医学和替代医学部”（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荷兰政府长期支持替代医学的研究。欧盟基金会也拨出大笔款子支持顺势疗法等替代医学的科学研究。至于像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政府更感到，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相应地，许多欧美的大学，甚至包括最保守的大学，例如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哈佛大学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威斯敏斯特大学（Westminster University ）、加州大学（California University）、格林威治大学（University of Greenwich）、亚里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 ）、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等，都纷纷召开学术讨论会和国际会议，讨论如何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

研究工作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临床研究，研究各种替代医学的有效性、安全性，以及各种不同医学花费多少的比较等。相对来说，这种研究比较简单，但也迫切和实用。不管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只要投入人力和财力，总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明确的结果。例如，德国科隆大学在医疗保险公司的委托下，对针灸镇痛是否是“安慰剂效应”的问题进行了大样本睡眠脑电图的测定。最后，实验结果表明，针灸镇痛是真实的，不是“安慰剂效应”。于是，全德的医疗保险公司都开始支付针灸镇痛的费用。

第二方面是基础研究，也就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研究针刺等整体医学的原理。这种基础性的研究，不像第一类那样急切，但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搞清“替代医学”的作用原理。这不单单是为了得到科学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严格的、理性的、精确的理解，才可使得“替代医学”与现代科学理论兼容，使“替代医学”重新回到“正宗医学”的位置上来，并且与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发展，进一步造福人类。

其实，对这些“古老医学”的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其意义还远不在于得到现代科学界的认可，而是对现代科学的一种强大的挑战，并且是对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强大压力和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古老医学”的“复兴”，有点像欧洲15世纪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从口号上看来，“文艺复兴”是在复兴公元前古希腊时代的古文化，仿佛是一场向后开倒车的复古运动。但事实上，“文艺复兴”却是一场向前的、非常积极的革新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导致宗教改革出现，导致工业革命产生，导致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导致现代科学体系的形成。事实上，“文艺复兴”使整个欧洲开始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并且产生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那沉闷、僵化、约束的思维模式的新模式，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前进。



中医向现代科学挑战

与“文艺复兴”一样，这场被称为“中医热”的医学界的“复古运动”，表面上看来，也是一场保守的向后看的运动；事实上，它也是一场向前的非常积极的革新运动。所以，我们正非常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正在目睹这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如我们在这一部分的标题中所指出的：我们正面临两场大变革：外在医学，内在科学，并且这两场大变革相互呼应。而这两场变革又会导致人类思想的大变革。

事实上，还在20世纪下半叶，基础科学自身的发展已经开始把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整个世界观的弱点，一步一步地揭示出来。

现在，让我们从医学的基础研究开始，来看看我们思维方式中有哪些明显的弱点。




医学和生物学中纯“粒子图像”思维的局限性


美国物理学家Henry P. Stapp尖锐地指出：“当心理学沿着19世纪物理学的概念发展时，物理学却正向着相反的方面在发展。”（见本书第一篇第二章）事实上，我们整个医学和生物学还是被19世纪落后的物理学概念统治着。那么什么是19世纪的物理学概念呢？那就是唯物的概念和粒子世界的概念。

正如本书第二章中已讨论过的那样，事实上，早在20世纪的初期，一些物理学的巨匠，如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等，早就抛弃了19世纪落后的物理学概念，也就是抛弃了物质是世界唯一本原的概念，抛弃了粒子是世界本原的概念。

很不幸的是，这种陈旧落后的物质本原概念和粒子本原概念，仍然在生物学、生理学甚至在心理学中占着统治的地位。然而，中医和针灸虽然十分古老，但它们却与有机体内的“能量”、“信息”、“周期性运动”、“波”以及“和谐”等很深刻的概念有关。而许多这类概念，都是粒子世界难以充分涵盖的。所以，如果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不从这种19世纪的落后概念中走出来，倒是真无法理解古代智者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拆分论”、“对抗性”和“征服性”思维的局限性


此外，现代西医、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等的研究，基本上都基于一种“拆分论”的思维方式。所谓“拆分论”（reductionism）就是把一个系统分拆成越来越小的部件，从而找出到底是哪一个部件出了问题，从而清清楚楚地解决问题。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这种“拆分论”的思维方式特别适用于机械修理。同时，这种思维方式，在早期的医学研究中，也是极为成功的。例如，对传染病的研究就是这样，研究人员把病人的大便、小便、痰液等进行细菌学的培养，培养出许许多多不同的细菌，然后，再对这些细菌一分再分，找出单纯的菌落，最后对这些纯系的菌落一一进行筛选，找出唯一有关的病源细菌，同时排除所有其他的细菌。找出这种病源细菌之后，再想办法消灭它们。

事实上，几乎整个现代西医的成功都建立在成功地“拆分”、“对抗”和“征服”的思维模式上。所以，现代西医又被称为“对抗性学”（allopathic medicine）。如今，这种“拆分”、“对抗”和“征服”（conquer）的思维方式还是相当成功地用在遗传性疾病和基因的研究上，因为它们还是黑白分明，敌我分明。

但是，众所周知，中医的思维则完全不同。整个中医几乎找不到“拆分”、“对抗”和“征服”这类概念；反之，“平衡”（balance）、“和谐”（harmony）、“调理”（regulation）等等概念却贯穿着整个中医理论。所以，如果现代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等，不能走出这种有很大局限性的“拆分”、“对抗”和“征服”思维方式，又如何来研究像中医这种富于“和谐”思维的“整体医学”呢？

所幸的是，物理学在这方面又先走了一步，从而为整体医学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美国物理学家开普拉（Fritjof Capra）、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中国物理学家李克学（Ke-hsueh Li ）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哈肯基于“整体大于部分”的思想发展了“协学”（Synergistics）。开普拉指出：整个宇宙就是由不同强度相互作用构成的一个巨大网络。普里高津发现了“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李克学证明了“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不但适用于微观世界，也适用于宏观世界。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很少数的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知道物理学的这些最新成果和重要的变化。所以，只有让更多的医生、生物学家、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知道物理学界的这些重要变化，并把这些新思想和新进展引到医学科学的研究中来，才有可能面对中医等古典医学中的整体论思想，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

所以，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在介绍科学历史的同时，一步一步地引进和介绍物理学中的这些重大变化，以及它们在“替代医学”的基础科学研究中的意义。

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我们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因为早在医学市场产生巨大变化之前，早在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的发展早就已经为“替代医学”的基础科学研究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科学的这场变革还稍稍早于医学市场的变化。也就是说，最前沿的现代物理学研究，已经为“平衡”、“和谐”、“调理”等等整体医学中重要概念的定量化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所以，这场科学中的大变革，不但会提供一个和谐的、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把许多古典医学和现代西医和谐地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更好地造福人类的统一医学；更重要的是，这一场在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发生的大变革会导致整个人类思维的一场大变革，从“拆分”、“对抗”和“征服”思维变到“平衡”、“和谐”、“调理”等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会比“统一医学”的建立，更为重要，更为本质，更能造福于人类。





第五章 盲人科学家寻找彩虹：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


针灸是对现有“科学”知识最顽强也是最活生生的挑战。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且根植于一种身心统一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世界观。但这个老古董居然不在现代科学面前自然消亡，反在不断成长。如果经络和气这些东西真的存在，那么，有关身心关系的现代观点，显然都要修改。



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

为《活生生的经络》

（The Vital Meridian）所写的序言，1991





“功能”与“结构”：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

在当今世界“中医热”的浪潮之中，自然而然地，在科学界出现了所谓的“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这样很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从表面上看来，“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针灸的机理。其实，这只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并且建立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上。所以，在深层的意义上，所谓“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的命题，就是要努力从西方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出发，来理解这带有强烈东方神秘色彩的古老医学。

那么，到底什么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别呢？那太多了，即使单在医学领域，也是写很多书都说不完的大题目。所以，这儿只好长话短说，在针灸的实践和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巨大差别。那就是：东方人看重“功能”（function），而西方人更看重“结构”（structure）。东方人有一种很务实的信念，只要这种方法能治病，也就是具有治病的“功能”，就是好医学。事实上，整个中医的诊断都是基于“症”，并且对症调理，并不强调是哪一个部件出了问题。所以，在中医中，解剖学并不占主要地位。反之，西方人却特别重视“结构”，不要说是当医生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达·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他的解剖学知识也是令人倾倒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Lamettrie 1709—1751）写了名著《人就是机器》（Man Is Machine），更加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根据《人就是机器》的观点，医生就是机械师。一个好的机械师，当然要非常熟悉机器的结构。所以，解剖学就成了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甚至可以这样说，组织学、细胞学以及整个分子生物学都是解剖学的延伸，都是基于“人就是机器”这样的信念发展而来的。西医和生物学家深深地相信，只要我们把所有小部件（即每一个分子）的结构都搞得清清楚楚了，我们就会对人体无所不知，也就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了，因为“人就是机器”，哪个部件出了毛病，换一个就是了。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就是机器”这种深刻的信念，的确是推动现代医学和生物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基于这种强烈的信念，生物学家把人体分解成不同的器官，再把器官分解成组织，把组织分解成细胞，把细胞分解成细胞器，把细胞器分解成分子，最后再搞清分子的结构。这样精细的工作，为现代西医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当西方的医生和科学家遇到中医，尤其是遇到奇怪的针灸和经络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问：“针灸和经络的解剖学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经络的“结构”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问这种问题的西医和西方科学家并不排斥针灸，他们已经承认了针灸的疗效，也就是承认了针灸的“功能”，但是他们还希望能进一步了解经络的“结构”。

寻找经络所对应的“结构”的工作开始得很早，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了。在这儿，我们可把过去半个多世纪对“经络结构”的探索分成几个阶段。不但使我们对过去探索的道路有一个清醒的回忆，也有利于我们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有更清楚的认识。



第一阶段：解剖学研究——维多利亚女王研究电视机：电视机里面是不是躲着许多小精灵？

最初，科学家们想得很简单，因为在古人留下的经络图上，经络的路线和腧穴的位置都画得一清二楚，所以，只要拿把解剖刀，按着这张图，就一定可以在身体中找出相应的管道之类的东西。然而很不幸，就是偏偏找不到这样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家马上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方来理解科学家们的处境。让我们假定，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意外地从外星人那儿得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并且这台彩电就与您家里的那台一样，也就是说，有与您家里的那台电视机一样的“功能”和“结构”。现代科学家当然十分清楚电视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但是那时候的科学家并不知道，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电磁场和电磁波的存在。

众所周知，维多利亚女王是位很开明的君主，也相信科学。于是，她就邀请了许多当时的科学家，一同来研究这只奇怪的箱子。最初，那些科学家的想法也很简单，他们想，在这只箱子中，一定躲着一群小木偶或小精灵，他们会讲话，会唱歌，会跳舞，还会演戏。所以，只要设法打开箱子，把这群小家伙抓出来，献给女王陛下就是了。然而很不幸，他们没有成功，这一来，就不好向女王陛下交差了。

现代科学家开始研究针灸和经络时，情况也差不多，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间里。他们想，针灸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管道。那么这种管道可能是与血管、淋巴管或神经纤维差不多的东西。所以，一解剖尸体，马上会真相大白。同时，他们还可以把这种“经络管道”拿出来，浸在防腐液中，放在解剖教研室的标本瓶中，让学生们好好看看，好好学习。

1963年，朝鲜生物学家金凤汉在英文版的《朝鲜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长达20多页的论文，宣布他已经在人体内找到了与经络对应的管道，以及与腧穴对应的小体，并分别命名为“凤汉管”和“凤汉小体”（图5-1）。

这当然是重大新闻，不要说是整个朝鲜，就是中国所有的报刊，都在显著的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卫生部也发了贺电，并且还组织了许多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去朝鲜访问学习，交流经验。当时正值冷战期间，所以，不单是朝鲜和中国，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以十分骄傲的心情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而金凤汉不但成了朝鲜的民族英雄，也成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英雄。当然，这样重大的消息也传到了西方国家，十分令人振奋，因为不管怎样，如果这一发现是真的，那确实是对医学，对科学，甚至对整个人类的一项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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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朝鲜生物学家金凤汉以及“凤汉小体”和“凤汉管”





a. 金凤汉 b.“凤汉小体”的外观 c.“凤汉小体”的内部 d.“凤汉管”与“凤汉小体”的连接





按照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每一个发现都必须能在别人的实验室中，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出来。于是，全世界的科学家，包括中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科学家都试图重复金凤汉的实验。可惜，重复的情况并不理想。著名的奥地利组织学家G.Kellner非常细致地重复了金凤汉的实验，然后发表了与金凤汉一样长的论文，题为《皮肤的结构和功能》（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kin），他指出：金凤汉所发现的“凤汉管”，其实是在胚胎发育中没有闭合的残留毛细血管，而“凤汉小体”就是残留血管的“末端小体”（end body）。这种“结构”确实存在，也会对针刺起反应，但并不具有经络的“功能”。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让人尴尬的处境。有传言说，金凤汉为此自杀了，但也有人说后来还看到过他。不管怎样，金凤汉成了针灸研究历史中一段不堪回首的丑闻。

然而，我们应该为金凤汉说句公道话，他毕竟是“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中的一位先驱者。就如探险队员一样，虽然他走错了路，但这条错误的路总是要有人去试一试。试过了，才知道，想用传统的解剖学研究针灸和经络是行不通的。如果不试，就永远也不会知道。

另一方面，金凤汉事件也大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国对经络的研究，也包括中国。事实上，中国国内对于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就是从金凤汉事件之后才开始的。

其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错误是很常见的。金凤汉事件之所以搞成这样，也与当时冷战的历史环境和过分宣传有关。所以，金凤汉不但是“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中的一位先驱者，也是在这一场极为艰难的科学探索中的一位殉难者。



第二阶段：现象学研究——会不会所有的针灸医生都是骗子，所有的针灸病人都是疯子？

金凤汉的悲剧，不但对“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是一大打击，就是对整个针灸界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金凤汉的失败，几乎把整个针灸和经络的名声都毁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经络系统是否真的存在？”而当时科学界对针灸和经络的看法就更糟了，他们认为针灸是“不科学的”、“荒唐的”、“神秘的”、“不可靠的”、“不可能的”、“纯属虚构”等等，不一而足。

简单地说，当时科学界普遍认为整个经络理论都是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故事，完全没有实验证据。至于针灸的疗效，也只是与海市蜃楼一样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

所以，不管针灸有多长的历史，也不管针灸有多好的疗效，更不管针灸学说有多么美丽，如果不能找到解剖学的证据，就无法证明它的真实性。就如白雪公主一样，虽然也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并且也非常美丽，个个孩子都相信她是真的，也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说她是假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白雪公主就是真实的。

这种论点，说得再坦白一点，也就是认为，所有的针灸医师都是骗子，所有接受针灸的病人都是疯子。例如，在1977年的第一届全国针灸大会上，当针灸大夫表演“循经感传”时，有人提出要对这些受试者进行心理学的检查，看看是否有精神上的问题。

显然，这种怀疑派的论点，实在太伤害针灸师和所有中医师的感情了。同时，“循经感传”又是针灸操作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循经感传”只是病人在骗大夫，而且骗了几千年，实在是匪夷所思。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组织了一个史无前例，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研究大项目，称为“循经感传的研究”，由福建中医研究所胡翔龙大夫主持，从南到北，共有28个单位参加，甚至还包括中国支援非洲的医疗队，共调查了63，228人，包括不同的民族和人种。终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仪器测量表明，针灸并不是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童话故事，而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尽管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所谓“循经感传现象”，是指在针灸操作时，病人的一种主观感觉。当针刺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起了作用时，病人会感到一种特殊的感觉沿着对应经络路线在走动。这种感觉常常是酸、胀、麻、热、冷、痛或电击感。偶尔这些感觉中的某一种会单独出现，但在多数的情况下，是酸、胀、麻的混合感觉。在针灸的古书中，这种感觉称为“气感”或者是“得气”。如果针刺“得气”，就说明成功，“得气”时，不但病人有酸、胀、麻等感觉沿着经络路线爬行，大夫也会感到针被“吸住”了，很“涩”，不易转动，也不易拔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循经感传现象”有一点像民意测验，是对某种主观感觉的调查，在这种调查中，虽然也有人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说同样的谎话，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是允许的。

同时，这一项目中的调查方法也按现代科学的标准进行了标准化。这种“气感”是用低频电子脉冲来诱发的。仪器用的是3～5毫米直径的银质电极，放在“井穴”上，“井穴”一般在手指或脚趾尖上；或放在“源穴”上，“源穴”一般在腕或踝的关节处。在调查中，大多数大夫采用这种标准化的电刺激方法，但也有些大夫用手压或用普通毫针来刺激穴位，还有些既不选用“井穴”也不选用“源穴”，而是选用其他的穴位。

除了刺激方法之外，“气感”的级别也设法标准化，从而便于统计学处理。调查结果表明，在这63，228人中，78%的人受试者出现了“循经感传现象”。也就是说，有40，000多位受试者有了这种感觉。显然，要说40，000多人都是骗子或傻子，实在有点困难了。同时，根据医学和药物学的经验，“安慰剂效应”的有效率最多只有25%，而78%是远远高于“安慰剂效应”所能达到的效果的。



第三阶段：超越古人的局限性，问古人没有问过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循经感传现象”项目的结果远远超过了预期的目标。许多参加这一项目的大夫和研究人员，都趁此机会问了许多古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自己在实验中进行考查，得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果，澄清了经络理论中许多不够清晰的概念，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包括找到人体内这一“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而铺平了道路。


古书的记载是否有错误？


有些“循经感传现象”项目的研究人员，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古书所记载的经络位置是否完全正确？”

从许多“循经感传现象”的观察结果来看：在人体的四肢，感传线基本上与经络线一致；但是在躯干部，就可以观察到感传线与经络线之间的不一致；而在头部，两者之间的差别就相当大了（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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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00例受试者膀胱经上感传线路的叠加（胡翔龙，1990）





还有，虽然多数人的感传线路很相似，但有时个体差别可以很大。


“循经感传线路”的稳定性及可变性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经络线是否是像血管和神经一样有固定不变的位置？

观察表明，当有些人生病时，“循经感传”的线路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有时感传会完全离开平时的线路，直奔病灶所在的地方（图5-3）。

其实，这种现象早就被记载在古书上了，并称为“气至病所”，而且很容易在临床上观察到。另一方面，“气至病所”现象也表明，要想通过解剖学的方法，找到像血管或神经纤维那样固定的管道系统，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然而，许多经络研究人员却偏偏忘记了这一点。

在某些特殊的病例中，甚至可以观察到经络线路的大幅度变化（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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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循经感传线路”直奔病灶所在地（李定忠，1994）


a. 脾脏疾病患者 b. 肝脏疾病患者





所以，经络完全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固定的管道。至于针灸教科书中所画的经络图，所描写的明确位置，只是给初学者用的，是一种大大简化了的说明图。其实，有经验的针灸师都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至于“气至病所”和“阿是穴”等经穴位置的移动，更是每一个针灸师都知道的。可惜，教科书上的这种简化图解和说明，还是误导了许多对针灸很感兴趣，甚至想从事这方面研究，但又对此情况了解不深的科研人员。当然更误导了那些本来对针灸就是雾里看花的西方科研人员。所以，他们才天真地想“按图索骥”，按照针灸书上的图，去找出里面的管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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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感传线路的大幅度变化（李定忠，1994）





“循经感传现象”这一研究项目对这个问题还作出了定量的描述。这个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86.7％的感传线路是与教科书上的经络图一致的，而其他人或其他情况下，即使在同一人身上，重复刺激同一穴位，一般都有1～2厘米的漂移。

从“循经感传现象”研究这一项目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首先，经络不是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神话，它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有“功能”，即使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它的“结构”基础是什么。第二，通过这一项目，我们知道了，古书上所记载的经络图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不是绝对没有错误。第三，经络的线路有可变性，并且在一些特殊的病理条件下，会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所以，经络就不可能像血管或神经那样，具有固定的解剖结构。


“循经感传线路”的宽度和深度


在古书中，并没有记载经络线的宽度和深度，只是画了一条细细的线。所以，许多科研人员和大夫就借“循经感传现象”这一研究项目，对感传线路的宽度和深度进行了观察。

对大多数人来说，感传线路并不像古书经络图上画的那样，是一条细细的线，而是一条有中间部和边缘部的宽带（图5-5a）。中间部是比较窄的，为1～2毫米；而边缘部则比较宽，为2～5毫米。感传路线所处的深度则随部位而有所不同。在肌肉丰厚的地方位置较深，在肌肉浅的地方似乎就在皮下。

另一个可观察到的有趣现象是：当我们把毫针离开穴位中心点刺激时，感传线路也会作相应的平行漂移（图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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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沿着肺经的实际感传线路（刘澄中，1985）






“循经感传”的方向和速度


与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不一样，“循经感传”是双向的，针刺激之后，“气感”同时往向心和离心两个方向爬行。“循经感传”的爬行速度也相当慢，只有每秒1～20厘米（图5-6）。比每秒2～120米的神经传导要慢得多了。所以，“循经感传”也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神经传导。


耳针和“循经感传”


在“循经感传现象”这一项目中，有的研究人员也用耳针来刺激感传。也就是说，如果要诱导一条经络的“气感”，并不一定要在这条经络的井穴、源穴或这条经上的其他主要穴位上进行刺激；而是可以刺激耳朵上的相应穴位。当刺激耳穴时，气感首先在耳郭内循行，然后跨过耳郭，进入对应的经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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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循经感传”的速度分布






温度和药物等对“循经感传”的影响


在这一项目中也观察到，许多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循经感传”的出现频率和强度。例如温度，尤其是热水浴，可以大大增加“循经感传”的出现频率和强度。此外，三磷酸腺苷（ATP）、辅酶A（Co A）、细胞色素C和某些中药都能增强“循经感传”的出现频率和强度。气功也有相似的效果。

“循经感传现象”真的是在身体中，还是只在大脑皮层里？

通过这一大项目的研究，很少有人再怀疑“循经感传现象”的真实性。然而，这种感觉到底是真的发生在身体内、在经络内，还是只在大脑内呢？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学派：一种是“中枢假说”学派，另一种是“外周假说”学派（图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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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循经感传现象”的“外周假说”和“中枢假说”





“中枢假说学派”（图5-7右）认为：“循经感传现象”只是大脑皮层的一种活动。当针刺在身体的某一个穴位中时，在大脑皮层的对应点上就产生了一个兴奋灶。而这个中枢兴奋又扩散到邻近的区域，这个受扩散影响的区域就是所谓“气感”所能到达的线路和区域。

虽然由于大脑实验的困难，这种说法不容易证实，但毕竟是一种美丽的假说。生理学家W. J. S. Krieg为此画了一张很美丽的图，把人的体表分成了12个区带，对应于12条重要的经络和相应的大脑皮层（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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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大脑皮质性躯体感觉分布 （引自 Krieg，1974）





然而，这种美丽“中枢假说”却面临严肃的挑战。例如，就足三阳经的感传路线来看（图5-9），兴奋在其扩散的过程中要跳越宽阔的上肢代表区，也就是要跳越大脑皮质性躯体感觉区的40％，这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此外，许多身体表面的物理测量，如电测量、声测量、光学测量、同位素示踪，以及经络线上肉眼可见的生理和病理变化等等，都是比较难以用“中枢假说”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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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与“足三阳经”对应的大脑皮质性躯体感觉区





但另一方面，认为循经感传现象是真实地存在于身体有关部位的“外周假说”（图5-7左）倒有相当多的实验证据。

例如，经络线上电传能力的改变，也就是在穴位和经络表面上测到的低电阻现象。这种现象早在1947就首先被德国科隆大夫（R. Croon）发现；1950年，又独立地被日本的中谷义雄大夫（Y. Nakatani）发现；从1953年起，德国的福尔大夫（R.Voll）进行了40多年的系统临床研究，从而在针灸这一纯“治疗手段”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诊断系统”。而这种“诊断系统”，完全是基于“经穴”上电导能力的变化。有趣的是，这种新的经穴“诊断系统”不但传遍了全世界，并且被重新引回中国——针灸的故乡，被中国人称为“福尔电针”，从而使得针灸完成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出口加工，再转内销”过程。福尔大夫发现的穴位和经络上低电阻现象，显然就是在经穴皮肤区域的某种客观变化，也是对“外周假说”的一个重要支持。

另一种重要的测定技术称为“高频高压放电摄影技术”，是俄罗斯电工科里安（Kirlian）在1926年发明的，所以又称为“科里安摄影技术”。通过该技术，可以在暗室中清楚地看到古书上所记载的经络（图5-10）。显然，这也是对“外周假说”的一种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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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沿着经络的“高频高压放电照片”（胡翔龙，1990）





经穴上的低电阻现象显示，经络是某种电通道。中国的科学家和医生们又发现：经络不但是某种电通道，也是某种声通道（图5-11）。更有趣的是，这种未知的“电通道”和“声通道”不但在人体的经络中，也存在于动物（图5-12）和植物（图5-13）的“经络”之中。这是“外周假说”更重要的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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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声音信号沿着经传导 （孙忠仁，1990）





[image: ]



图5-12兔子身上的“低电阻点”（蓝色）和“高声强点”（红色）（祝总骧，1989，彩图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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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西瓜表面的“低电阻点”（蓝色）和“高声强点”（红色）（祝总骧，1996，彩图见附录）





此外，许多用“软激光针灸”技术的西医医生发现：经络也是一个光通道。中国物理学家张秉武则发现：经络还是一个良好的微波通道。还有，同位素示踪技术表明：经络还是一个化学物质通道（图5-14）。另一方面，流体力学技术的测定显示：经络又是一个液体的低阻通道，这与同位素示踪的结果相互呼应。所有这些通道方面的实验都是对“外周假说”有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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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沿肾经的同位素示踪图（孟竟壁，1990，彩图见附录）





第四阶段：对新知识的寻找——是不是还有超越我们现有知识的东西？

这时，“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真正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解剖学表明，并不存在所谓“经络”和“穴位”的结构；但另一方面，“循经感传现象”的研究又表明，确实是有某种未知的东西可以沿着经络慢慢地爬行。许多其他实验又表明：经络是“电通道”、“光通道”、“微波通道”、“声通道”甚至“化学物质通道”等，可是我们偏偏又看不到通道样的结构。简单地说，经络的“功能”是肯定有，但偏偏就是找不到对应的“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医生和科学家，尤其是生理学家，就采用鸵鸟政策，只承认那些能用目前生理学知识，如用神经系统等能解释的那一部分，而对无法用目前生理学知识解释的那些实验，例如对“电通道”、“光通道”、“微波通道”、“声通道”、“化学物质通道”等实验，统统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

此时此刻，我们真的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本章开头时，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说过的那段话：“针灸是对现有科学知识最顽强，也是最活生生的挑战。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并且根植于一种身心统一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世界观。但这个老古董居然不在现代科学面前自然消亡，反在不断成长。如果经络和气这些东西真的存在，那么，有关心身关系的现代观点，显然都要修改。”

事实上，此时此刻，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科学家们所处的局面，就与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盲人科学家们一样。看来，要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找到对应于经络的“结构”，其难度无异于盲人科学家找到彩虹。

于是，也与那个世界上的盲人科学家们一样，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们也开始绞尽脑汁，苦苦思考，并且与盲人世界中那些研究大象的科学家一样，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假说。不过，这方面的假说实在太多了，有至少不下三五十种，并且也不都是同样地有价值。在这儿，我们只介绍两种最有意义，并且是完全超越现有生理学框架的假说，可以说是“先知型”的最有预见性的假说。作为中国人，更值得骄傲的是，提出这两种假说的两位杰出科学家，都是中国人。


第三平衡系统假说


1983年，中国生理学家孟昭威指出，“循经感传现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感传的速度。这个速度在每秒 2.7厘米到每秒8厘米之间。中医古书《黄帝内经》中《灵枢：五十营》记载有“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及“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其速度相当于每秒2.8厘米到每秒3.6厘米之间。较已知的植物神经的传导速度至少要慢十余倍，而且也不是血液的速度。因此，不得不承认，经络是不同于目前任何已知调节系统的，是一个未知的人体内调节系统。他把它称为“第三平衡系统”（表5-1）。

孟昭威并没有对这“第三平衡系统”的细节说很多。但是，他是第一个明确地指出现有生理学知识的不完备性的生理学家。并且他明确地指出，生理学中还有一个我们目前所不知道的新章节。




表5-1人体的四种平衡系统及速度




	
平衡系统的名字


	
速度的数量级


	
主要功能





	
第一平衡系统：躯体神经


	
100米/秒（传导）


	
快速姿势平衡





	
第二平衡系统：植物神经


	
1米/秒（传导）


	
内脏活动平衡





	
第三平衡系统：经络


	
0.1米/秒（感传）


	
体表内脏之间平衡





	
第四平衡系统：内分泌


	
0.001米/秒（扩散）


	
整体平衡








事实上，孟昭威所预言的“第三平衡系统”，就相当于本书重点讨论的“人体内电磁场的耗散结构”，就是对应于经络“功能”的新“结构”，也就是本书的标题“看不见的彩虹”。


经络波导假说


然而，当我在阅读过去中国经络研究的文献时，又发现了一个比孟昭威更早的先知型科学家，那就是青岛医学院的张秉武（图5-15）。他早在1959年就指出，现代医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物质代谢”方面，而把太少的注意力放在“能量代谢”方面；同时，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分子、原子等“粒子”方面，而把太少的注意力放在“波”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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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中国物理学家张秉武（1920—1992），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电磁波在针灸和其他整体医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





他在他的“经络波导假说”中指出，在人体内，有许多在光学方面非均匀的管状结构和片状结构。这些结构对可见光的反射、折射系数及偏振能力方面都是不均匀的。同样地，这些结构对红外线和微波的反射、折射系数及偏振能力方面也是不均匀的，所以它们就可能在人体内形成电磁波的波导系统。

相应地，他认为中医理论中的“内气”就是指人体内的电磁波。他还认为：经络和腧穴的关系、腧穴和对应脏器的关系等，都可以用波导现象来解释。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循经感传现象”的慢速度来源于波导的“群速度”。

说实在的，当我在1994年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时，真正感到震惊了。因为，我对人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的认识，只是1991年在德国研究电磁场信息混乱程度评估时的偶然发现，并没有想到要去追索已有的针灸文献，并且德国也不是追索中文文献的好地方。所以，对针灸文献的追索工作，是1993年回国后才开始补做的。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张秉武所提出的“经络波导假说”与我们提出的“人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一样，都是从电磁波的角度来认识经络的实质，包括对人体中许多经络结构的看法，以及用电磁波的“群速度”（group speed of waves）来理解“循经感传”的慢速度等。

虽然，张秉武没有能从“耗散结构”的角度来更深地看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而普里高津提出“耗散结构”却是70年代的事，比他晚了20年。所以，张秉武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知型科学家。

世界上的事，常常是知音难得，当我看到他的文章时，我的第一冲动就是想去看他。可惜，他已在1992年过世，未能见到。然而，在青岛医学院的帮助下，我终于得到了他的遗像（图5-15），放在这本书中，让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

现在，通过半个多世纪无数科学家和医生的不懈努力，和大量实验资料的积累，针灸和许多整体医学的神秘面纱，终于一步一步地被揭开来了。





第六章 盲人科学家发现了彩虹：电磁波的干涉图


一条鱼对另一条鱼说：“在我们这个海洋的上面，还有一个海洋。在那个海洋中，也有生物在游动，它们住在那儿，就像我们住在这儿一样。”另一条鱼说：“别说傻话！你知道，任何生物，只要离开水面一寸，就会死掉。再说，你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有另一个海洋和其中的生物？”



纪伯伦（Khalil Gibran）

《先知》（The Forerunner）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又非常像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所说的“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要从科学的标准，来重新认识人体内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确实是极为艰难的工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在科学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的前沿研究领域，这种局面已不罕见。例如，当年物理学的先辈们，寻找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时，以及研究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子和基本粒子”时，其工作之艰难，也与“盲人科学家研究彩虹”差不多。只不过，今天轮到研究针灸机理的科学家来过这种苦日子罢了。

回顾“经络现代科学研究”过去五十多年苦难历程，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1）“解剖学”（anatomy）研究阶段。试图用解剖刀找出对应于经络的管道结构。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朝鲜的金凤汉，但没有成功。不但结果是负的，还差点让整个针灸名誉扫地。

（2）“现象学”（phenomenology）研究阶段。暂时回避对经络机理的讨论，只是集中观察经络现象。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主持20世纪70年代“循经感传现象”研究和90年初“八五攀登计划”项目“经络研究”的中国科学家——福建中医药研究院的中医专家胡翔龙。其结果是正的，不但为针灸正了名，也为后来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生理学”（physiology）研究阶段。这是前两个阶段正负两种对立结果的产物。一方面，找不到对应于经络的解剖“结构”；但另一方面，经络的“功能”不但被上千年临床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也被“循经感传现象”研究的大量结果所证明。于是，有不少人，尤其是生理学家认为经络“现象”只是某些“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是“九五攀登计划”项目“经络研究”的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生理学家谢益宽。他的基本思路就是认为经络系统只是神经系统的一种表象。其中最有力的实验证据是对人体背部沿膀胱经穴位的刺激。众所周知，人体背部膀胱经上的穴位大多在神经结上，所以最容易用已有的神经系统知识来解释。

沿着这样的思路，当然没有什么新意了。正如谢益宽在“九五攀登计划”结束时所说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在西方已经充分发达了，不会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于是，曾被列为国家“七五攀登计划”、“八五攀登计划”和“九五攀登计划”项目的“经络研究”就在中国——针灸的故乡，被否定了，偃旗息鼓了。当然对于经络的电现象、声现象、磁现象、全息现象以及循经感传的慢速度和动物、植物、微生物上的等等实验结果，更要紧紧地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

（4）“前沿科学研究”领域（frontier research）。其实，这一阶段并不是在第三阶段结束以后的产物，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科学家在研究的目标。这种类型的科学家，兴趣并不在于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去“解释”某些经络现象，用已有的科学知识去“证明”经穴的存在；而是反过来，力图通过对针灸机理的研究，去“发现”现有科学知识的不足，不断地“拓宽”我们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并不是放在现代科学“能解释”的那一部分上；而是主要放在现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那一部分上。人们常把这种类型的科学家称为“前沿科学家”（frontier scientists）。



问“傻问题”

前沿科学家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问“孩子气”的“傻问题”，并且从这些问题中，发现现有知识系统存在的弱点和错误，从而来发展、追求真理。例如，单单对于经络，我们就可以提出一大堆非常“孩子气”的“傻问题”。


第一个“傻问题”：“穴位有多大？经络有多宽？”


说来不好意思，这个非常“孩子气”的头号“傻问题”，也是我曾经常常问的问题，并且往往搞得许多懂事的、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大人们很为难。因为我就是个针灸的外行，尤其是我偶然卷入针灸研究的最初几年，几乎是每遇到一位针灸大夫，就问一遍。不单是中国的中医大夫，也问西方学过针灸的西医大夫。

答案当然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像黄豆那样大，有的说像绿豆那样大，有的说像指甲那样大，不一而足。不过，最有趣的是，我得到了两个非常典型的答案。一个来自于东方大夫；另一个来自于西方大夫。

这位东方大夫来自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当时正在欧洲讲学，有五十多岁了。因为当时我是他的接待人，又与他年龄相近，再加上是私下聊天，所以就比较自在。听了我那问题之后，他不禁失笑，悄悄地对我说：“张老师，不瞒您说，您这个问题我当学生时就问过我的老师了。”我听了很高兴，赶紧问：“你老师怎么说？”他说：“被我老师狠狠地骂了一顿，于是，这辈子我就再也不敢问了。”这好像不是一个答案，但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答案。两千年来，中国人在孔先生的教导下，学会了尊重权威，学会了不让老师为难。从那之后，我也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许多，再也不向中国大夫们提这个“孩子气”的“傻问题”，免得老是让别人为难。

然而，从另一位西方大夫那儿，我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非常自信的答案。这位西方大夫是德国人，年轻时受过良好的西医教育，又是医生世家，父亲还是电子针灸的发明人。当我问到腧穴的形状和大小时，他面无难色，立刻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哦！腧穴是正圆形的，直径为2.5毫米。”他的自信让我有点吃惊。不过，后来当我看他的电针仪时，就明白了，那电针仪探头的顶部是平的，正圆形，直径就是2.5毫米。这真是典型的德国风格。

显然，这两个答案都不是好答案。真正让我停止问这个“傻问题”的，还是一位名叫贝克（R .O .Becker）的美国大夫，也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不但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已经问过了这个“傻问题”，并且还自己设计了专用仪器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他也做了至今最漂亮的实验结果（图6-1）。这个实验结果不但回答了我的“傻问题”，而且告诉我，我的问题不单是个“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错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我这个傻问题，错问题，到底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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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腧穴的形状和大小：腧穴周围的电导等值线（R .O. Becker，1960）





图6-1a是大肠经上合谷穴的电测定记录；图6-1b是三焦经上的阳池穴电测定记录。记录纸上写的数字是相对电导值。每张记录纸中有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腧穴的中心，它的相对电导值定为100%，也就是定为1.0。围绕这个中心，可以看到圈圈的电导等值线，分别标为0.9、0.8、0.7、0.6……也就是分别具有90%、80%、70%、60%……的相对电导值。

如果我们把这种电导等值线看成是地形图上的等高线，就可以看出，原来穴位并不像针灸铜人上的小洞洞，具有清楚的边界和明确的深度；而是像一座边界不清的小山峰。

所以，我的那个问题“穴位到底有多大”不但是个“傻问题”，而且是个“错问题”。就如我们不应该问“山顶的面积有多大”，因为山顶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学点，没有面积。反之，如果我们一定说一个山顶的面积，那我们就首先要明确，我们打算选择哪一条“等高线”，然后才能算出面积来。

同样地，如果我们一定要问“穴位面积到底有多大”，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明确，到底打算选择哪一条“等值线”。例如，在图6-1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选择0.9线、0.8线、0.7线、0.6线或0.5线，我们就会对同一合谷穴，算出完全不同大小的面积。

不过，让我很高兴的是，问“经络有多宽？”这个“傻问题”的人还很不少。除了美国纽约大学的贝克教授之外，还有中国北京大学的张仁骥教授。有趣的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测出了经络的纵切面，一个测出了经络的横切面。真是东西合璧，把整个经络的形状表达得清清楚楚（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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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用电导测量得到的经络形状


a. 经络的纵切面（R. O. Backer，1960）

b. 经络的横切面（张仁骥，1990）





图6-2的结果表明，经络并不是像针灸铜人身上或古书上画的那样，是一条细细的线；也不像现代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经想象过的那样，是像血管、淋巴管或神经纤维那样边界清晰的管道；而是边界模糊的一个条状区域，中轴线上的电导最好，从中轴线走向边缘时电导逐步下降。从图6-2a的电导记录曲线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经络就像一座山脉似的东西，而腧穴则像这条山脉上一座座的山峰。

这就是经络电测量的结果，相当客观，重复性也极好。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结果比针灸铜人或古书更客观，更为可靠。当然，电测的结论是有点奇怪，这结论就是，经络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小山脉，而腧穴就如这座小山脉上一座座肉眼看不见的小山峰，穴位的中心就是小山峰的山顶。

其实，也不单是电导测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声测量（见图5-11）、同位素测量（见图5-14）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循经感传现象”的研究（见本书第五章）也表明，感传线也不是一条边界清晰的细线，而是有2～5毫米的中间部和2～5厘米的边缘部。1986年，具有流体力学背景的中国科学家张维波测定沿经络的低流阻通道时，也得出了经络中间带流阻最低，走向边缘部时流阻逐步升高的结果。

所以，这许许多多实验都表明：经络就像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小山脉，而腧穴就如这座小山脉上一座座肉眼看不见的小山峰。这不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也是非常决定性的一步，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


第二个傻问题：“经络和腧穴会不会移动地方？”


显然，这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常“孩子气”的“傻问题”。因为，不论翻开哪一本针灸教科书，所有腧穴的位置，所有经络线的走向，都用图画得一清二楚；书上不但用图，还详细地用文字描述了如何用“同身寸”测出腧穴的正确部位。对于这样清清楚楚的事，还有什么可问的呢？

当然，这个“傻问题”还会让人联想到一些武侠小说，例如像金庸写的《射雕英雄传》中的西毒欧阳锋，练功走火入魔，全身的穴道都错了地方。不过，人们也会想到，那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编造出来的故事，怎么可以当真。如果把这些当真，那不但一点没有科学态度，也真是太孩子气了。

不过，在这儿，我还是请读者再翻到本书第五章。其中的图5-4可不是从武侠小说上抄来的，而是中国著名的针灸研究专家李定忠教授观察得来的，其可靠性是不用怀疑的。而从图5-4中可看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经络可以大幅度改变路线，当然，腧穴的位置也会随之大幅度地改变。看来，小说家们也不完全是胡诌的，用艺术家的话来说，那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就是说，是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再添上了他们的想象和艺术加工。

其实，不要说是艺术家们可能有一定的生活基础。每一个有经验的针灸大夫也都知道“气至病所”（见图5-3）这一常见现象。说穿了，所谓“气至病所”就是当人生病时，经络已经自动改变了线路，当然，腧穴的位置也不得不相应改变，就与西毒欧阳锋走火入魔一样。还有，所谓“阿是穴”，也就是在某些病理状态下，临时出现的腧穴，也就是穴位临时变换了地方。

除了针灸大夫经验之外，“循经感传现象”这个项目中的大样本调查也表明：只有86.7％的感传线路是与教科书上的经络图一致，而其他人或其他情况下，即使在同一人身上，重复刺激同一穴位，一般都有1～2厘米的漂移（见图5-2）。

当然，无论有多少人的观察和经验，像我这种搞惯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还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不管有多少人说，我也不信，只有用仪器测出来，我才信。于是就出现了图5-10、图5-11、图5-12、图5-13、图5-14、图6-3、图6-4等这样的记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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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正常人手掌上的电导分布图（彩图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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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病理或异常生理状态下手掌上的电导分布的变化（彩图见附录）





图6-3和图6-4中的彩色并不是真彩色，而是所谓的“伪色彩技术”，就是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测量数据（见图6-3下方和图6-4下方所标的测量值），基本上颜色越深，电导值越高。如前面所说过的，腧穴的中心就是电导值最高点，经络的中间线也是电导最高线。所以，从图6-3可以看出，掌心中的“劳宫穴”电导是非常之高的。此外，手指肚上的“十宣穴”，电导值也是相当高的。

而图6-4则是在各种病理或异常生理状态下，手掌上的电导分布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十宣穴”是比较稳定的，而其他的穴位，都是可变性很大。

现在看来，第二个“傻问题”，即“经络和腧穴会不会移动地方”好像不算太“傻”。其实，这个“傻问题”的答案也解决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我们用西医研究中最拿手的方法——解剖学研究经络没有成功”，因为经络是“活的”（vital）。


第三个傻问题：“皮肤上的电测量数据到底可靠不可靠？”


与中医师正好相反，西方科学家对仪器的信任远远超过对人的信任，因为他们认为，人会说谎，而仪器不会。说来也不好意思，像我们这种从小就受西方科学教育并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人，也染上了这种坏习惯。所以，我们都很看重仪器的客观测量结果（objective measurement），远远超过看重“循经感传”这种主观感觉（subjective feeling）的问答记录。

不过，仪器也有仪器的问题。即使仪器不说谎，并且假定用仪器的人也不说谎，但仪器会出毛病，用仪器的人也会犯错误。这一切，也影响了仪器测量的可靠性。所以，即使用仪器测出来的结果，也要在别人的实验室中能重复做出来，也就是可重复的（reproducible），才比较可靠。

例如，从1947年发现经穴电现象开始，经穴电测量早已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和使用。但是，这种测量技术是否绝对可靠呢？其实这并不能算是一个“傻问题”，而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标准问题。要是经穴电测量技术是不可靠的，那么，不要说这一本书全错了，全世界几十万用电针技术的医生和科学家都是在骗人骗己，瞎胡闹罢了。

德意志民族是个很有哲学头脑又极为认真的民族。所以，既出了科隆大夫、福尔大夫这样发展经络电现象的先驱，也出了许多极为认真的科学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反复推敲，这样，才能为一项全新的工作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例如，德国凯撒斯劳滕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个电子学专家，对于针灸等东方医学的看法也很开放，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想亲自试试经穴的电测量，也就是德国人所称的“皮肤电阻”测量。可惜，他实验室里的仪器实在太好了，也就是太灵敏了。所以，测量结果就把他搞糊涂了。他发现了电针测量中存在几个大问题：

首先是，在皮肤上测量时，探头所受到的压力对测量结果影响极大，所以，这种测量，可靠性就有问题。

其次，即使把压力稳定下来，测量数据还是不停地变。并且，测量仪器的灵敏度越高，精度越高，所测数据就越不稳定，而且数据波动幅度很大，根本就得不到可靠的数值。

说实在的，一般临床大夫，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不太会注意到这种测量的技术问题。但所幸的是，中国也有这样极为认真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电针测量技术的可靠性，进行了严格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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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探头压力与所谓“皮肤电阻”之间的关系（张世仪，1990）





例如，从张世仪的实验中（图6-5），我们可以看出，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皮肤电阻”值差异大到十倍之多。虽然，加在探头上的压力会影响测量的绝对值，但是，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差值，几乎与压力无关。

于是，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地说：福尔电针采用的所谓“皮肤电阻测量”是可靠的。虽然，从电子技术的角度来看，其测量精度并不是很高，但是从临床实用的角度来看，已经是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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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测量电压与所谓“皮肤电阻”之间的关系（胡翔龙、张世仪，1990）


带有尹符号的是低电阻（穴位点），其他的都是对照点（非穴位点）





同时，在“循经感传现象”研究项目中，胡翔龙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又研究了测量电压与所谓“皮肤电阻”之间的关系（图6-6）。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测量电压会影响测量的绝对值，但是，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差值还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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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测量电流的频率与所谓“皮肤电阻”之间的关系（C. E. Overhof，1954）





其实，经络电现象的发现者，德国的科隆大夫（Dr. R. Croon），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与德国卡尔斯鲁技术学院（Technique College Karlsruhe）的两位教授Prof. W. Ernsthausen和Prof. H. Rothe合作，对皮肤上电测的可靠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由这两位教授的学生C. E. Overhof对探头压力、测量电压和测量电流的频率与所谓“皮肤电阻”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见图6-7）。从实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测量电流的频率会影响测量的绝对值，但是，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差值还是十分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另一些实验结果还解决了那位老教授的另一种担忧，也就是电测数据的随时间涨落问题。其实，对于针灸理论来说，这早已是个老问题了，并且有专用的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称为“子午流注”。中医认为“气血”是按季节、月相、时辰在体内循行的，所以本来就是动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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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与“子午流注”有关的人体电导慢变化





固定在同一点上进行的连续电导测量也表明，人体的电导也确实是随时间而涨落（图6-8），这种随时间的涨落与现代人说的“生物钟”、“生理钟”等有关，也就是古人说的“子午流注”。所幸的是，这种电导的变化是全身性的，所以，并不严重影响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差值，也就是不影响临床的电导测量。

除了与“子午流注”有关的人体电导慢变化之外，还有人体电导值的快速涨落问题，这一点好像并没有在古书中出现，但却被那位德国凯撒斯劳滕大学物理系的那位老教授还观察到了。他认为，所谓“皮肤电阻”的测定值是高度不稳定的。如果把人体看成一个“电阻器”的话，这个“电阻器”的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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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生物体电导的快变化（K.Zioutas，1996）





当然，人体不是一个死的“电阻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不但有“子午流注”这样在季节、月相和时辰级别的“慢变化”，还有分、秒、毫秒、微秒、纳秒等等级别的“快变化”。在日内瓦欧洲高能加速中心工作的希腊物理学家K. Zioutas用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观察了生物电导在纳秒级别上的涨落（图6-9）。所以，我们用的仪器越精密，人体电测量的数据就越不稳定。

实际上，测量数据涨落问题，并不像凯撒斯劳滕大学物理系那位老教授所想象的那样糟糕。首先，没有一个医院能买得起Zioutas教授所用的仪器。就是凯撒斯劳滕大学物理系用的仪器，也是过于高级了。一般在临床上使用的仪器，远远没有这样高的精密度，所以，完全看不出这种人体电导的快速涨落。所以，从临床的角度来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电导数据的涨落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事实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人体根本就不是一个死的“电阻器”，我们所测的也不是所谓的“皮肤电阻”，而是在测定一个高度动态的“电磁场耗散结构”的电场强度。关于这一点，本书的后面还要详细讨论。



所谓“皮肤电阻测定”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技术用语

在整个西方，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把经穴电测量称为“皮肤电阻测量”。这是种相当有西方特色，尤其是有德国特色的名字。德国是首先发现和发展经穴电测量的国家，这显然与德国人长于哲学思维有关。但是，德国人又是以认真和古板出名的民族。所以，为了给这种技术取一个名字，他们就选用了“皮肤电阻测量”。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测量是在人体的皮肤上进行的，所以就要提到“皮肤”，又因为从电子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测量技术与“电阻测量”技术完全一样。所以，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一个极为客观且相当务实的名字。

事实上，几十年来，别人也想不出更妥当的名字来代替它。例如，人们都知道，人体体液的电阻是非常低的，与海水的电阻一样，所以，在临床用仪器的精密度范围内，这一点电阻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体液的电阻在测量中完全不起作用，那么，电阻测量值的唯一来源就只可能是皮肤，没有其他选择。

然而，在本书中我们不得不指出，“皮肤电阻测量”这一名字的错误选择严重地阻碍了对经络本质的研究。

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皮肤电阻测量”这一名字，就会发现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并会发现许多矛盾。不过，如果我们能认真并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就会发现，原来经络这个千古之谜的谜底，就在这个错误名字的背后。




解剖学不支持“皮肤电阻测量”这一名字


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电测量数据差别通常有10倍之多，并且有的还更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电阻测量”，那么又如何来解释，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皮肤电阻差别会大到十多倍。如果我们用“皮肤电阻测量”这一名字，那么，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皮肤结构就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差别：要么就是两者之间的厚度差别有十倍以上；或者是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皮肤质地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是，显然没有这样的解剖学证据。




如果没有皮肤，情况又怎样呢？


日本人真有点武士道精神，为了研究“皮肤电阻测量”这个难题，日本的一位生理心理学家本山大夫（Y. Motoyama）干脆用粘胶带把皮肤的角质层剥掉进行测量，这显然是很痛苦的实验。他发现，只有30%的读数来自于皮肤，而70%的读数则来自于皮下。所以，在经穴的测量中，真正的信号来源于皮下，而皮肤电阻只是对测量的一种干扰。




体液不可能是测量的数据来源


如果经穴电测量的数据并不是“皮肤电阻”，那么，穴位上和非穴位区的这种巨大的电阻差来源于皮下的什么地方呢？是不是来源于体液呢？或者说，我们所测的，是不是“体液电阻”呢？

但众所周知，所有的体液，包括血液、淋巴液、组织液、细胞液等等，导电能力都是好得不得了，就像海水一样。所以，在临床用的仪器中，可以完全不考虑“体液电阻”的影响。




神经、血管、肌肉等也不可能是测量的数据来源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生理学家和医生猜测，经穴电测量的数据是否来源于神经活动、血管活动或肌肉活动。这种猜测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是说不通的。众所周知，神经、肌肉、血管、淋巴管等，都浸在体液之中，于是，测量电流就可以轻易地绕道而走。这情形就如浸在海水中的水草等生物一样，丝毫也影响不了海水的电阻和电导。




植物没有神经，但也有经穴


许多生理学家，就像“九五攀登计划：经络研究”中的首席科学家谢益宽那样，一直企图把经络现象归结成神经活动。但是，作为认真的科学家，是不能采用鸵鸟政策，对许多重要的实验视而不见。例如，植物上的低电阻点和高声强点的存在（见本书第五章的图5-13），又应怎样解释呢？

更重要的是，新疆森林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家和匈牙利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首先在树上测出了低电阻点，之后再把毫针捻入低电阻点中，就如给人扎针一样。同时，他们又用红外线摄像仪测定该树的温度。10分钟后，这棵树的温度升高了0.3～0.4℃。两星期之后，这棵树的生长速度明显快于对照的树木。这实验表明，植物表面的低电阻点，也有穴位点功能。

而众所周知，植物是没有神经系统的。所以，这也是把经络现象都归结为神经活动的难点之一。




“测谎仪”的困境


“二战”以后，由于人权的问题，“测谎仪”已经很少使用了。其实，“测谎仪”的工作原理，也一直是个未能解决的难题。长期之来，人们认为“测谎仪”测的也是“皮肤电阻”，当被测者说了谎，手心就会出汗，于是皮肤的电阻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手心出汗的问题，当被测者说了谎，也出了汗，那么电阻就会一下子下降，不会在短时间再升上去。

可事实上，当被测者突然面对一个棘手问题时，电阻值并不是单调下降，而是急剧上下波动。这样，就无法用出汗来简单地解释，因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飞快地出汗，又飞快地把汗吸收回去，如此反复。

虽然“测谎仪”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然而，当我们对针灸的背景，尤其对背后的电磁场的耗散结构有了充分的认识，“测谎仪”的原理也就变得很简单了，因为在情绪波动时，电磁场的耗散结构会出现大幅度的涨落，从而导致身体电导能力的大幅度波动。至于什么是“电磁场的耗散结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作详细的讨论。




最大的挑战：经穴的“全息现象”


其实，在“经络现代科学研究”中，对现代科学，尤其是对现代医学和现代生物学的最大的挑战，还是经穴的“全息现象”（holographic phenomena）。所谓“全息现象”，包括针灸大夫所熟悉的耳针、鼻针等等。因为在一个小小的耳朵区域内，就有反映全身所有脏器的腧穴。在鼻子也是这样，在脚掌上也是这样，在手掌也是这样，甚至在每一个小小手指节的区域内，也可以找到反映全身所有脏器的腧穴。

那么，又怎样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呢？这是从事“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面临的另一巨大挑战。

幸运的是，经穴的“全息现象”不但可以在古书中找到，可以在临床中证明其有效性。同时，经穴的“全息现象”也得到了经穴电测量技术的支持。也就是说：当某一脏器出现病变时，不但在14条主要经络上的主要腧穴上的电导能力明显升高，而且在耳朵、鼻子、脚掌、手掌甚至每一手指节上的“微腧穴”上的电导能力都相应大大升高了。这样，就为科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客观的测量方法以及从物理学的角度来思考的可能。

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对“全息现象”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和独特的实验。20世纪的70年代，数学家从数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数维”（fractal）的概念，大大促进了对“全息现象”的研究。从新的角度再来深入研究古老针灸理论中的“全息现象”，就可以这样理解：经穴的全息就是“大人”之中还套着许多“小人”（如在耳朵中、在脚掌中……），并且在每一个“小人”之中还可以套着许多更小的“小小人”，而在每一个“小小人”之中又可以套着许多更小的“小小小人”……不一而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是从测量的角度来看，全身的每一点都是“微经穴”。

而这一思路又得到了经穴电测技术的证明（图6-10）。图6-10最左面的一栏是表示人体表面上的一块皮肤，并且在不同的尺度上一步一步地放大。中间一栏和右面一栏都是电导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也就是把上百个测量数据按大小排队，再算出每一数值段中实测数据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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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人体电导测量数据的“同步”和“全息”变化（彩图见附录）





因为假设全身的每一点都是“微经穴”，所以就采用“随机测量”。“随机测量”（random measurement）是个美丽而吓人的科学术语。简单地说，就是拿着探头，闭上眼睛，不用寻找腧穴，点到哪儿就测到哪儿。再简单一点说，就是闭上眼睛瞎测一气。因为根据全息思想，全身每一点都是腧穴，所以，不论怎样“瞎测”，总是测在某一“微经穴”，想错也错不了，因为它是“全息”的。

有趣的是，实验结果还真的证实了科学家的推测。不论在身体的哪一个区域进行测量，电导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都是相似的；不论在哪一个层面上进行测量（见图6-10左面的一栏，表示的是一块被测皮肤，共有四行，每下面的一行，表示的是上面一行中被测皮肤中的一个小区域），电导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也是相似的（见图6-10的中间一栏），这一种现象，我们称为“统计分布的自相似性”（statistic self-similarity）。

更重要的是，当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改变时，全身任何区域以及所有层面上电导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都出现了相似的改变（比较图6-10的中间一栏和右面一栏）。这种“统计的自相似性”现象，为最终揭开经穴的奥秘，最终找到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这种电导数据的“统计分布的自相似性”现象，也为人体“谐和度”的测定（见本书第五篇），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技术基础。


不要忘记，经络还是“电通道”、“光通道”、“微波通道”、“声通道”、“化学通道”等


其实，“皮肤电阻测量”这一错误的说法，只不过是我们现有医学和生物学知识难以解释的许多现象之一。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还提到，许多实验表明，经络不但是古书上所说的“气血通道”，还是可以用现代技术测定出来的“电通道”、“光通道”、“微波通道”、“声通道”、“化学通道”等。

对所有这些现有医学和生物学知识难以解释的一系列经络现象，任何认真从事“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都不应该闭上眼睛，采用鸵鸟政策。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所有现有知识无法解释的经络现象，才有可能真正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到了此时此刻，其实，我们只要再问一个非常孩子气的“傻问题”，就可以揭开这一千古之谜的谜底。



最后一个“傻问题”：到底什么是“电阻”？

对于“到底什么是电阻”这个“傻问题”，大多数成年人会马上回答：“哦，傻孩子，电阻吗，那就是某种物体对电流的阻力。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甚至多数的物理学家和电子工程师，也会不假思索地作出同样的回答。

然而很不幸，我们不得不指出，面对这个“傻问题”，孩子的怀疑是对的，并且非常重要，而成年人的回答不但是错的，并且严重地误导了经络电测研究的方面。

许多人都很熟悉“电阻仪”了，并且常常是“万用表”功能的一部分。如果再仔细想一想“电阻仪”的工作原理。就可知道，其实，“电阻仪”测的并不是“电阻”，而是“电流”，是在一定电压下能够通过被测物体的电流，这种电流通过仪表内的线圈，产生的相应的磁场，从而使仪表的指针转了一定的角度。这个角度是与电流成正比的，然后再用欧姆定律R=U/I，从测量用电压和测出的电流值，间接地算出电阻值来。

为了对“电阻”这个怪东西有更好的认识，我们再引入另一个重要的物理量，那就是“电导”。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电导”（J）只不过是“电阻”（R）的倒数，也就是：


R=1/J或J＝I/U


然而，重要的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电导”（J）是与“电场强度”（E）成正比，即：


J=σE


这儿的σ是与物质有关的一个常数，可以不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测到的“电导”（J），就是“电场强度”（E）表现。

这一段对于不学物理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累。不过，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即“电阻”这个词是不合适的，因为“电阻仪”所测的并不是某一物体对电流的阻挡，而是这个物体可以让多少电流通过它。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而是说明：甚至我们每天所说的“电阻”（R）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名字，它只不过是“电导”（J）的倒数，即R=1/J。而“电导”才是一个合适的名字，因为它表明了被测物体可以让多少电流通过。所以，如果“电阻”本身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所谓经穴上的“皮肤电阻测量”更是错上加错了。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问题最关键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在经穴上测量的，并不是什么“皮肤电阻”，而是“身体电导”。而根据公式J=σE，即：“电导”（J）是与“电场强度”（E）成正比。于是就得出了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在经穴上测量的，就是身体内的“电场强度”（E）。



身体内的电场强度分布

那么，从这儿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经穴上所测量的其实并不是什么“皮肤电阻”，而是身体内的“电场强度”分布。但这又有些什么意义呢？

为此，我们把在经穴上所进行的电测量过程简单化和理想化。首先，我们用一个理想化的“人体”，没有头，没有手脚，也没有手臂和腿，这就简单多了。这还不算，这个理想化的“人体”还是方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长方形（图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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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经穴上电测量的背景





这还不算，我们所用的电极也要理想化，不是像电针仪上常用的圆筒形自由电极，以及针形的探头；而是把探头和自由电极夹在这长方形“人体”的两侧，就像两块平板。因为测定电压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简化也是允许的。从图6-11中我们可以看出，原来，所谓的经穴“皮肤电阻测量”，测的是人体的内电场强度分布。

然后，再让我们把图6-11与本章前面的图6-1及图6-2比较一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络像山脉，腧穴像山峰了。从图6-11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体内电场的分布本来就是高高低低，像山脉一样，沿着经络测定是这样，其实，不在经络上的测定数据也是这样高高低低的，因为人体内电场强度的实际分布就是这个样子。而电导最高的地方就是腧穴，也就是说，腧穴是人体内电场强度最高的一些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图6-1和图6-2就很容易明白了。



电导的测量单位

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非物理学家，大家对“电阻”（resistance）这个名词都很熟悉了。并且也都知道，电阻的测量单位是“欧姆”（Ω）即“Ohm”，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格奥尔格·西蒙·欧姆（Georg Simon Ohm，1787—1854）而命名的。同样，大家也都很熟悉欧姆定律R=U/I，熟知其中的“电压”（U）和“电流”（I）。并且熟悉电压的测量单位“伏特”（V），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Count Alessandro Volta，1745—1827）而命名的，以及电流的测量单位“安培”（A）是为了纪念法国伟大的物理学家安培（André Ampère，1775—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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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德国电子工程师和企业家恩斯特·维尔纳·冯·西门子


（Ernst Werner von Siemens，1816—1892）





那么，“电导”（J）的测量单位又是什么呢？与哪一位科学家有关呢？其实，电导的单位，或者说是这个人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那就是“西门子电器公司”的创建人、德国的电子工程师和企业家西门子（图6-12）。也就是说，电导的测量单位就是“西门子”（S），即“Siemens”。

在本书的第五篇，我们还要谈到，对人体电导的测量，也就是用“西门子”为单位的测量，在心身和谐程度的度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经络结构的研究为生理学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对所谓“皮肤电阻测量”的深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经穴的电测量，其实并不是对电阻的测量，而是对电导的测量。而电导又是与电导场强度成正比，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结论，那就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中国古人发现经络系统相当于是人体内能量分布的一个轮廓性的描述。

人体内的能量分布是肉眼不可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用解剖刀找不到，所以我们称它为“看不见的彩虹”。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已经描写了这个彩虹的形状。

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就是本书的第三篇，我们将讨论这种能量分布的形成。其实，这也是一种“结构”。现代物理学把它称为“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的概念在物理学中也是比较新的，它产生在20世纪70年代。“耗散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结构，它要依靠不断的能量供应才能存在。而人体内的这种能量分布是由电磁波形成的“耗散结构”。对这种“耗散结构”结构的认识，会使我们对针灸中的“全息现象”、“循经感传的慢速度”、“经穴的低电阻现象”、“经络是光通道”、“经络是微波通道”、“经络是声通道”、“经络是同位素通道”等等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所有这些现象，又都是难以从现有生理学中找到答案的。所以，“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单单是对中国的这种古典医学作一些现代科学的诠释。其意义还要深远得多，事实上，这一研究的结果已经开辟了生理学的一个新篇章，会使整个生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重点介绍“耗散结构”这一新概念。







第三篇 “结构”概念的发展





第七章 科学中的“新大陆”：耗散结构


哥伦布跪吻土地，感谢上帝。然后，海军大将站起来，宣布发现了到印度的新航线。




人人都知道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重要的发现，也就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没有墨西哥，没有巴西，也没有阿根廷……因为它们不在欧洲，不在亚洲，也不在非洲。它们并不在这些古老的大陆上，而是在当时还不知道的“新大陆”上。

同样地，如果科学家没有发现“耗散结构”这一种新的结构，也就不可能找到与经络系统“功能”有一些对应关系的独特“结构”。



到处都可以看到“耗散结构”

虽然“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这个名词很新，并带着很重的学究味，但其实早在科学家发明“耗散结构”这个名词之前，我们就看到过这种“结构”，并且还几乎是天天看到（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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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三种常见的“耗散结构”：瀑布、龙卷风、火焰





例如，瀑布就是典型的“耗散结构”。瀑布是一种动态结构，它只有当高水位的水不停地供应时才能存在，一旦高水位的水流停止，瀑布也就消失。瀑布这种结构存在的先决条件就是不停地耗能，所以称为“耗散结构”。

蜡烛上的火焰也是典型的“耗散结构”，因为也只有不停地耗能，火焰才能存在，一旦能量供应停止，火焰也就马上消失。

天然的泉水、人工的喷泉、河中的旋涡、龙卷风以及天上美丽的卷云都是“耗散结构”。转瞬即逝的闪电也是“耗散结构”。闪电耗能太快，所以寿命也短。

与“耗散结构”相对的是“静态结构”（static structure）。“静态结构”当然包括那些不会运动的房子、山脉等，但也包括那些跑得很快的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等。因为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也与房子、山脉等一样，在没有能量供应时也不会自动消失，并且在封闭环境中反而保存得更好。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耗散结构”根本就不能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不论是瀑布、火焰、泉水、喷泉、旋涡、龙卷风，还是闪电，都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存在，一旦环境封闭，这种结构马上就会消失。

所以，“耗散结构”是一种活的结构，而“静态结构”则是一种死的结构。尽管这种活结构就在我们的眼皮下，天天可以看到，但科学家们却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才清楚地、理性地认识到它。这中间凝结了好几代科学家的心血。



美丽的“永动机”之梦

“耗散结构”的发现可追溯到工业革命的初期。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能量守恒定律。所以，许多发明家就想造出一种机器，不需要能量，但却能不停地工作，并称这种机器为“永动机”（perpetual motion）。那时，发明“永动机”还真是一种潮流，人们提出了上千种不同的设计方案。现在，发明“永动机”已远不像当年那么时髦了，但是美国专利局每年还是能收到几份“永动机”的专利申请。

当然，多数“永动机”的发明人都是聪明人，他们所提出的设计方案也都是聪明透顶的。看着设计图，您就会相信，这台机器一定会永远转下去。可惜，就是没有一台机器真的会这样不花能量并永远地转。经过了上百年无数次的失败，科学家终于总结出了“能量守恒定律”。至今为止，人们还找不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例子。



寻找“第二类永动机”

认识到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许多发明家放弃了对不耗能“第一类永动机”的寻找，转而寻找“第二类永动机”。所谓“第二类永动机”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只是利用低能区的能量，而不利用高能区的能量。

例如，如果我们能让全世界的海水温度降低0.5℃，那么所得到的能量就足够让全世界的机器运行3000年。这样，也就是造出了事实上的永动机。

可惜，就是这种“第二类永动机”也行不通。通过无数次的失败，科学家又总结出了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好几种不同的表达。

最容易理解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为：“热不能自动地从低温热源流向高温热源而不耗能。”这就如同我们把两杯50℃的水放在一个盒子内，会不会有这样一天，当我们打开盒盖时，发现一杯水正在沸腾，而另一杯正在结冰。请注意，这种情况下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

最学究气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为：“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值恒增。”这儿涉及两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重要概念是“封闭系统”（isolated system）。所谓“封闭系统”就是一个与外界既没有物质交换，也没有能量交换的系统。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系统，但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系统，并且也是科学研究中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长期以来，对将来要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都要进行这样的训练：如何把一个系统从它所处的复杂环境中“孤立”（isolate）出来，进行研究。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熵”（entropy）。“熵”是“混乱程度”的度量。“混乱”（disorder）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却很成功地把它计算出来。所谓“熵值恒增”，就是指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值总是越来越大，也就是整个系统的混乱程度是越来越大，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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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熵值恒增的一个实例





在图7-2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四周有矮墙的平板，里面有50个小球。在平板的中间，又用矮墙把平板分成两部分。开始时，所有的球都是在平板的左半部（图7-2a），并且不管怎样摇动，小球总是在左面。然而，当我们把中间隔墙的小门打开后，再继续摇动，那么一部分小球就会跑到右面来（图7-2b），直到两面的小球数差不多。这就是“熵”增加。

现在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再继续摇动平板，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所有的小球又重新回到隔板的左面去？

从纯数学来看，这倒还是有可能的，只不过概率很小，小到（1/2）50，或者说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是0.00000000000000089。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每秒钟摇动平板一次，摇上35，702，052年，并且运气不太差，就有可能碰到一次。显然，这就是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不可能所有的小球又自动回到隔板的左面去。这就是所谓的“不可逆过程”或“熵值恒增”，即“混乱程度的不可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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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当“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时，一颗炸弹爆炸后，会发生什么事？





图7-2所讨论的还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只有50个元素。如果要出现“熵”减少的情况，就要花上35，702，052年。对于元素更多的系统，这个概率就更低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力分校主编的著名的物理教科书《伯克力物理学》上，有一张漫画（图7-3），说的是当“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时，这世界将是怎么样的。

这张漫画表明，当“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成立时，当您在垃圾堆上扔一颗炸弹，这个垃圾堆就会自动变成一幢可爱的小房子，您什么力气都不用花。



“热寂”和“世界末日”

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推论是相当悲观的。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热能只从高温热源传向低温热源，不能倒过来。也就是说，太阳等高温物体会越来越冷，而地球、月亮等低温物体会越来越热。最后，整个宇宙的温度就会一样，虽然能量没有消失，但不能做功了。这时，整个宇宙死气沉沉，进入一个“热寂”状态，也就是熵值到了最大。这时，大概也就是世界的末日到了。

当然，这个世界末日还远得很，至少我们这几代人完全不用考虑，因为那还不知道要等多少亿年。但是，请看看我们自己这个地球，天哪！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的煤和油被烧成二氧化碳来破坏我们的大气层。丰富的矿产变成了金属，再变成一堆堆的垃圾，变成越来越均匀的混合物。水和空气也由于污染而变得越来越与各种物质均匀的混合。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这个地球本来就是“熵值恒增”，也就是混乱程度越来越高，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瞎胡闹，熵值就增加得更快了。这样下去，离“熵”的最大值好像是真的不远了。这当然不好说是世界的末日，但至少是地球的末日。

这种悲观的观点，就是有名的“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观点，好像是在吓唬我们。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人倒是很可爱的。记得十几年前在意大利的火车上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位女学生。她对于我们这个星球，这个荒漠寒冷宇宙中小小绿洲的前途十分担心。我说，我倒是对我们这个星球的前途相当乐观，不过，我的乐观主义就是因为看到了你们，看到你们正在不断地提醒人们，要多多关注我们这个星球的前途和命运。

另一方面，“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后，科学家又发现了一条有点相反的定律，这条新的定律，使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熵”的恒增，甚至可以使“熵”减少。这倒有点像“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这个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哥伦布”，开辟了一条新航道，发现了一片新大陆。



现代哥伦布：伊利亚·普里高津

那是20世纪70年代，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已经接近完美。也就是说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这时，物理学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算建立一个“大统一理论”，那样，物理学就可以十全十美了。

所谓“大统一理论”就是把四种最基本的力，即万有引力、电磁作用力、强作用力和弱作用力，统一成一种力。在这个“大统一理论”中，宇宙中所有的现象都可以找到解释，都可以计算。也就是说，对于理论物理学家来说，宇宙中就再也没有未知的东西了。

当然，一旦完成这个“大统一理论”，全世界所有大学的“理论物理系”，通通可以关门了，因为物理学理论已经十全十美了，不需要再发展了。物理系工作只是解释世界，以及不断找找新的应用而已。

与此同时，生物学好像也快要十全十美了。从20世纪50年代DNA双螺旋结构的解读开始，分子生物学长足进展，到了70年代，虽然还没有搞清细胞内的每一个分子，但好像也只是时间与经费的问题，也没有原则上的困难了。等到细胞内每一个分子的结构都搞清楚了，全世界大学的“生物系”也可以通通关门，留下的只是“生物技术系”、“生物工程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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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伊利亚·普里高津（1917—2003）





换句话说，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现代科学的新思想好像已经枯竭，科学也不必再发展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科学界出了一个哥伦布，他又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这位当代的哥伦布叫普里高津（图7-4），他在科学中又跨出了革命性的几步。


第一大步：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


普里高津跨的第一大步是从“封闭系统”的研究到“开放系统”的研究。与“封闭系统”相反，“开放系统”是不停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换句话说，外界可以向“开放系统”输入“负熵”，从而使系统内的熵值减少。

“负熵”这个单词听起来很学究气，有点吓人，其实很简单。例如在图7-2那个实验中，其实有个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那就是只能闭着眼睛摇这块平板，不能做任何其他的动作，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能动手动脚。至于其他的观察者，更必须是“观棋不语真君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熵值增加”，越来越乱，毫无办法。

但是，在“开放系统”中，那就大不一样了，您不但可以发表意见，还可以动手动脚。这样一来就简单了，不用35，702，052年，只要一分钟，您就可以把所有右边的小球都拣到左边去，马上使“熵”回复到最小值。用学究性的语言来说，我们这种动手拣球的行为，就是向这个系统输入大量的“负熵”（negative entropy）。

原来，“输入负熵”是这样简单，每个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说来也奇妙，发现新大陆也是同样的简单。据说，当年哥伦布航海回来，根据葡萄牙女王当初的许诺，一点战功也没有，就当上了海军大将，有人就不服气，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原来是向东驶到印度，现在是向西驶到印度，每个人都会。哥伦布听到了这种流言，就在一次宴会上请在场的人做一件事，那就是把一个鸡蛋的尖头向下竖在桌子上。大家都傻了眼，摇摇头，这怎么办得到。于是，哥伦布就拿起一个鸡蛋，尖头向下，轻轻地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竖在桌子上了。这也真的很简单，但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的。

“开放系统”也是一样的简单，然而却让全世界无数极为聪明的科学家花一百年才想到。所以，如果我们把“封闭系统”称为科学中传统的“旧大陆”，那么，“开放系统”就是科学界中的“新大陆”。

更重要的是，许多生命现象都与这片“新大陆”有关。其实，早在1944年，量子力学的祖师爷，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就指出生物体可以通过饮食和呼吸引入“负熵”，从而保持高度的有序状态。

薛定谔不但是个天才的科学家，还是一个先知型的科学家，他写的“薛定谔方程”，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量子力学最大的基石，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他所预言的“非周期晶体”，在20世纪60年代，导致了DNA中三联体密码的发现；他所讨论的“负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在“开放系统”的研究中被重新发现，也是成就“耗散结构”的基本条件。可惜，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生物学家还不知道“开放系统”、“熵”和“耗散结构”这些非常基本的概念。


第二大步：从“平衡态”到“远离平衡态”


普里高津跨的第二大步是从“平衡态”的研究到“远离平衡态”的研究。所谓“平衡态”就是一个系统已经达到了“熵”最大，也就是处于一个极为均匀的状态。





[image: ]
[image: ]



图7-5从“平衡态”到“远离平衡态”





例如图7-5a中的锅子里的水就处于温度均匀的状态，也就是处于“平衡态”。

然后，我们把锅子下面的电炉打开，但只是微微加温（见图7-5b）时，锅子里的水就自下而上，一层一层地升温度，每层都保持温度均匀，也就是说，每一层还是处于小小的“平衡态”，我们称这种状态为“准平衡态”。

在这种“准平衡态”，我们还是可以应用“平衡态”的方法，一层一层地计算每层的温度和熵等参数。这就是普里高津工作之前物理学的状态。

然而，如果我们把电炉的温度开得很高，锅子里的水就会沸腾，（见图7-5c），这时，就称为“远离平衡态”。这时，仔细看去，沸腾的水好像是万马奔腾，毫无规律而言，也就是好像处于极端的混沌状态。多年来，科学家都对此望而生畏。然而，普里高津确实是与哥伦布一样勇敢，闯进了这个可怕的“远离平衡态”，发现了一片新天地。他发现，在“远离平衡态”时，并不是越来越乱，而常常会出现一种新的“结构”，一种动态的“结构”。

例如，如果我们从这只锅子的上面向下看，就可以看到水面上有很规则的花纹。只要能量的供应是稳定的，这种花纹也是稳定的。所以，普里高津发现，在“远离平衡态”时，一种新的“秩序”（order）会从“无序”（disorder）中出现。


第三大步：从“静态结构”到“耗散结构”


普里高津跨的第三大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从“静态结构”的研究到“耗散结构”的研究。事实上，这也就是“结构”概念上的一次革命。而这一对“结构”认识上的飞跃，最终会导致医学上的革命，即发现经络系统的功能所对应的结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结构”，而是一种“耗散结构”，并且是电磁驻波形成的“耗散结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耗散结构”又不是新的了，不但中国古人在发现经络系统时就发现了它，而且像瀑布、火焰、泉水、喷泉、旋涡、龙卷风、闪电等等“耗散结构”，也是我们常常能看到的。

所以，“耗散结构”的发现真的很像发现所谓的“新大陆”，即今天的美洲。事实上，早在哥伦布之前，地球上早就有了美洲这块大陆，并且也是一块古老的大陆，只是没有美洲这个名字。而且，今天被我们称为美洲印第安人的民族，早就居住在那儿，对他们来说，美洲怎么也不能说是“新大陆”。

然而，“新大陆”的发现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因“新大陆”被欧洲文明重新发现了，才使得这块古老的大陆得到了新生，成了“新大陆”，并且反过来大大地丰富了古老的欧洲文明。

这样，也许我们就可以明白，“耗散结构”这一“新大陆”的重新发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中的重大意义。

事实上，只有“耗散结构”这一“新大陆”的重新发现，科学家才有可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经络”这一古老而又神秘的医学。并通过对这种古老医学的现代科学研究，使生物学和生理学揭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也因为“耗散结构”这一“新大陆”的重新发现，西方的现代医学和东方的古代医学才可能真正融合成一体，扩展成一种具有整体观的全新的现代医学。而这种整体性的世界观，不但会深刻地影响医学的发展，也会影响到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第八章 驻波和波的叠加


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幽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诗篇》92：2-3




有趣的是，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到死也不认为他所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他只认为他发现了到印度去的新航线。而给美洲命名，以及对这片新大陆进一步探测的工作，则是由其他人来完成了。并且，这进一步的探测工作又花了几百年。

也许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比哥伦布幸运一些，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所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但是，对这个新大陆的详细探测，则又要花许多年了。在这儿，我们将介绍一种很特殊的耗散结构，就是物理学中早已知道的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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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驻波就是一种耗散结构


a. 一条弦上的驻波 b. 供能的马达





图8-1a是最简单的驻波，也就是在一根弦上的驻波。粗略看去，好像是3个头对头的纺锤体结构，并且也相当稳定。但是它却并不是一种像纺锤那样的固体结构，而是由一根弦上下振动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这种结构，就如瀑布、喷泉等一样，一眼粗粗看过去，仿佛是很稳定的结构。但是，我们看得越细，就越会发现它们不稳定。如果我们看得非常仔细，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纺锤体，只不过是一根弦在飞快地上下摆动。

更重要的是，这种动态的结构需要能量的不断供应（图8-1b）。在这儿，能量是靠一个小马达来提供的。只要这个小马达转速稳定，这个驻波的结构也就相当稳定。但是，一旦能量中断，小马达停下，这个纺锤形的结构也就很快消失了。换句话说，这个结构是在不断地消耗能量，所以叫“耗散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能量是以声能的形式耗散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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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由弦长决定的“基频”和“泛音”





弦上驻波的频率是由弦的长度决定的（图8-2b），从而也决定了相应声波的波长。其实，这就是所有弦乐器的工作原理。而弦长一般是由演奏者的手指来控制的（图8-2a）。演奏者不断地移动他的手指，改变弦的有效长度，在不同的时间，产生不同的频率，从而奏出悦耳的旋律。

一般来说，一根弦上会同时存在好几种不同频率的驻波（图8-2b）。这儿最低的频率f1称为“基频”，也就是乐谱上音符所代表的频率。而f2，f3和f4等称为“泛音”（overtone）。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泛音组合，于是就有了不同的“音色”。由于各种乐器的“音色”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演奏同一音符，也很容易听出吉他与钢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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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管子的有效长度决定了驻波的基频





事实上，管乐器的工作原理也是一样，也是用手指来调节驻波的频率（图8-3）。管乐器的管子就是一个谐振腔（图8-3b），在里面会形成肉眼看不见的驻波。而这些驻波的频率，就是由管子的长度决定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演奏者在演奏管乐器时，要不停地用手指打开或盖上不同的洞洞（图8-3a）。事实上，他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管子的有效长度，也就是改变谐振腔的长度，从而得到不同频率的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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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谐振腔的尺寸决定了驻波的基频





打击乐器中驻波的基频，也是由谐振腔的尺寸来决定的。然而，打击乐器谐振腔的尺寸不容易快速改变，所以，常常就用一系列不同尺寸打击乐器，从而得到多变的音乐（图8-4）。



驻波的叠加

众所周知，两个粒子不能同时占据同一个位置。然而波却不一样，两个波完全可以占据同一个位置，并且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波；或者会相互抵消，两者一起消失。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叠加”（superpose）在一起。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它们“相互干涉”（interfere），形成新的“干涉波”（interference wave）。


两个波的叠加


首先，让我们看看两个波叠加时的情况。图8-5是表示两个同波长、同相位的波的叠加。这样叠加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新的波，这个新的波与原来两个波的波长及相位都一样，但是振幅却是两者之和（见图8-5第三行）。

看来，波世界的算术与粒子世界的算术不一样。在粒子的世界里，1＋1＝2，连小学生也知道。可是在波的世界里，却可以是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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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两个同相位正弦波的叠加典型的“建设性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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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两个相位相反正弦波的叠加典型的“破坏性相干”





但这只是两个波叠加的结果之一。另一极端的例子是两个同波长但相位相反的两个波叠加（图8-6）。用数学的语言来说，两个波的相位差是1π，即18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波的振幅一样，叠加的结果就是相互抵消，出现一个根本就没有振幅的波，或者说没有波了（见图8-6第三行）。所以，这儿的算术就更奇怪了，1＋1＝0。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两个同相位正弦波的叠加称为典型的“建设性相干”（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图8-5）。而相位相反的两个波叠加，则称为典型的“破坏性相干”（destructive interference，图8-6）。

当然，这只是两个极端的例子。多数的情况下，两个波叠加的结果，可以看本书第一篇第三章中的双缝干涉实验（见图3-5），有时两个波相互增强，出现亮带，这时就是“建设性相干”；而有时则相互抵消，出现暗带，这时就是“破坏性相干”。同时，还有许多中间的过渡情况。

本书第一篇第三章中的图3-4则表示一种更复杂的情况。即两个波长不一样的波叠加在一起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波，即所谓的“拍频”（beating frequency）会出现。在本书的第五篇，我们还要对“拍频”出现的条件，以及它在对心身和谐程度的客观测量中的作用进行详细的讨论。


许多波的叠加


事实上，波叠加并不只限于两个波的情况，也可以把许多个波叠加在一起。多个波的叠加不但可以产生新的周期性函数，也可以产生非周期性的函数（图8-7中最上面的曲线）。

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回忆本书第二篇第六章中所讨论的皮肤电测量的背景，以及那张用来说明测量背景的理想人体图（见图6-11）。

现在，让我们把人体表面电测量的结果（图8-8a，该曲线同本书第六章图6-11）与几条正弦曲线叠加成的曲线（图8-8b，即图8-7中的第一条曲线）进行比较。采用这样的比较，使我们较为容易想象复杂的电场分布可以来源于电磁波的叠加。

当然，现实的情况要比图8-7及图6-11复杂得多。但这只是一个起点，然后让我们一步一步地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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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三条正弦波叠加成的一条复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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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人体表面电测量曲线（a），与三条正弦曲线叠加而成的曲线（b）进行比较





二维和三维情况下，驻波所形成的干涉图案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还只限于一维波的叠加。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一般的波都是二维或三维的叠加。

从原则上来说，在二维和三维的情况下，波的叠加也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计算上更复杂一点（图8-9），有时候，计算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不过，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实验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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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两个二维圆形波的相干和计算





对干涉图进行干扰

当我们知道身体内的能量非均匀分布主要是由电磁驻波决定的，也就是说，身体内的能量非均匀分布主要就是一张立体的电磁驻波干涉图纹，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来定向地干扰和改变这张干涉图纹，从而改变能量分布，帮助病人恢复健康。事实上，这也就是上千年来针灸医生一直在做的事情。只不过在中医的理论中，没有电磁场、电磁波、波的群速度、干涉图、电场强度分布、耗散结构等现代科学概念，而是用气血循行、子午流注、得气、补法、泻法等另一套理论框架和语言系统。现在，我们试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框架和语言系统来重新理解一些中医中的问题，尤其是为什么一根小小的毫针，不带任何药物，就能对人体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改变波的频率（frequency）


事实上，现在很流行的许多所谓“理疗技术”：如热疗、红外线治疗、频谱治疗、电针治疗、软激光针灸治疗、微波针灸治疗等，也都是把一些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引入人体内，从而干扰和改变人体内的这张干涉图纹，改变能量分布，帮助病人恢复健康。

经过几百年的科学发展，西医中的化学治疗，即所谓“化疗”，已有了很好的理论支撑。像“为什么打这种针？”、“为什么要吃那种药？”等问题，都可以从现代生物学、生理学和化学的角度，说出一个头头道道来。这甚至包括新药的研制和生产，都有理论可循。

可是“理疗技术”，也就是“物理治疗”，却并没有这样坚实的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撑。所以，严格地说，许多“理疗”方法只是纯经验的，只是基于许多聪明的大夫，不断地从临床中总结经验而发展出来的。

当然，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人的认识本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的，从经验再到理论。事实上，现代科学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的。所以，“理疗”理论基础的缺乏，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要是没有全世界这么多聪明的大夫从经验中发展出这么多不同的“理疗”方法，科学家也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

有趣的是，许多“理疗”方法，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引用针灸理论作为指导理论，许多电疗、磁疗仪器，都把电磁波引入点放在穴位点上，至于刺激什么点能治什么病，更是根据针灸理论来进行。

说实话，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针灸理论成了“理疗”理论基础，我心里真是很高兴，甚至为自己聪明的祖先感到骄傲。不过，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现代科学训练，又对所谓“经络现代科学研究”的现状深有了解的生物物理学家，我很难忍受这种混乱的状态，也很难接受这种理论上的“拿来主义”。例如，前些年看到对“哈磁杯”及“频谱仪”的大量广告词和理论上的胡乱解释，我真是背上阵阵渗出冷汗。

不过不管怎样，现在这“看不见的彩虹、听不见的音乐”的神秘面纱总算揭开来了，这种可怕的状态就有望结束了。虽然，在这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细节工作要做，但原则上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改变谐振腔的边界条件


除了引入外源性的电磁波来改变体内电磁场和能量的分布之外，另一个改变电磁驻波干涉图纹的方法，就是稍稍改变一下谐振腔的边界条件。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而西方人百思不解的大秘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针灸的针并没有把药水打进身体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这样也能治病！”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无数中外科学家也都绞尽脑汁，按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提出了许多解释。例如，“针灸可能是安慰剂效应”、“针灸是对神经的刺激”等。当然，这些解释都有对的一面。不用说是针灸，所有的化学药物也都有安慰剂效应。一些针灸穴位，尤其是膀胱经上的穴位，就是处在神经结上面，或者是在神经密集区。但是，这些解释都在针灸理论的外面转圈子，没有一个能与针灸理论真正相关联。

然而，如果我们能认识到，金属的毫针可以有效地改变谐振腔的边界条件，可以有效地改变电磁驻波干涉图纹。那么，体内的电磁驻波干涉图纹的改变，也就是改变了体内的电场分布和能量分布。从而来调节整个生理功能的运行。这样，我们对“针灸的针并没有把药水打进身体里去，但不知为什么，这样也能治病？”这一问题，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为了了解什么是“改变谐振腔的边界条件”，让我们先看一些比较直观的例子：

在本书第一篇第三章的图3-7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干涉图纹的形状不单是由频率决定的，也是由平板的形状所决定的。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驻波干涉图纹的形状不单是由波的频率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谐振腔的边界条件决定的。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另一个肉眼可见的在水表面上的驻波干涉图纹（图8-10）。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我们把一个喇叭放在一只平底锅的下面，平底锅内放水。当喇叭放出某种单调稳定的声音时，水面上就会出现稳定的驻波花纹。

在图8-10的左面，我们在平底锅中放了一个大环；而在右面，我们则在平底锅中放了三个大小不一的环。这就很容易看出边界条件的改变对驻波干涉图纹的巨大影响。而我们还要强调指出，在左右两种情况下，喇叭放出的频率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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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边界条件与驻波干涉图纹之间的关系（彩图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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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大钟上的一条小裂缝，就会大大改变它的声音和内部的驻波干涉图纹





事实上，谐振腔的边界条件改变往往并不需要像图8-10那样大。往往谐振腔一点点微小的改变就会导致驻波干涉图纹和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y）的大幅度变化。我们都知道，一个大钟上，往往只要有一条微小的裂缝，就会使大钟的声音变哑（图8-11）。

德国的马堡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学，已有480多年的历史，但又一直保持学术上的活力。物理系是马堡大学的强项之一。在物理系内有一个“量子混沌”实验室。该实验室由斯朵克曼教授（Prof. H. J. Stoeckmann）领导，从机械波到电磁波，从理论到实验，广泛研究各种驻波的形成条件。图8-12是他们实验室中所做的两个有趣的实验。

他们所用的实验设备，与本书第一篇第三章中图3-7中左图的仪器很相似，不过仪器上的振动平板是长方形的（图8-12）。图8-12左边的两块平板是没有打洞的，而右边的两块平板则分别打上了小洞。洞很小，但对驻波干涉图案的影响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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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在振动板上打一小洞洞，就能大大改变驻波形成的干涉图纹





当然，小洞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小洞打在关键的位置上，才能引起驻波干涉图案的大幅度变化。而这种位置一般是在能量密度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许多驻波的波峰集中的地方。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针灸的毫针不能乱扎一气，这个洞一定要扎在关键性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就是穴位，而穴位又常常是电导最高点，也就是电磁驻波的许多波峰集中的地方。

为了说明为什么要把针灸毫针扎在电导最高点上（也就是腧穴的中心点上）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又回到一维的、最简单的情况下（图8-13）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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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当毫针插入驻波的某一波峰时可以最有效地破坏这一驻波





一般来说，当一个脏器出了问题，它的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y）就会改变，而产生一个异常的频率，并形成异常的驻波，这种异常的驻波使得某些点上的能量异常升高，也就是相应腧穴点上的电导异常升高，技术上就测到对应腧穴点上的电阻异常降低。于是，我们就要把毫针扎到这一电阻异常降低的腧穴点里面去。其结果，毫针是扎到了这一异常驻波的某一波峰上了（见图8-13），从而最有效地破坏了这一异常的驻波。这样一来，不但是有效地破坏了这一异常的病态驻波，从而帮助有病的脏器恢复正常；还大大地改变了体内电磁驻波的干涉图纹，也就是大大地改变了整个人体内的电场分布和能量分布。

所以，当毫针扎到正确的关键位置时，并非简单地刺激了某一神经，而是大大改变了干涉图，导致全身电场分布和能量分布的大幅度改变。图8-14就是当毫针扎入足三里之后，在外关区域观察到的所谓“皮肤电阻”，即“电导”或“内电场分布”的变化。图8-14中的一系列图片，就是表明扎针之后20分钟内，内电场分布一步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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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毫针插入足三里之后人体内电场分布的一步步变化（彩图见附录）





在这儿我们还要注意到干涉图纹的变化速度相当之慢，这也使我们回想到“循经感传”现象中的慢速度问题。众所周知，电磁波传播速度非常之快，最快可到每秒钟30万千米。然而，循经感传的速度每秒钟不到10厘米，而干涉图纹从一个状态变到另一个状态则要花上几十分钟。怎样来理解这一奇怪的现象呢？

其实，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就提到的，早在1959年，中国的物理学家张秉武先生就指出了“波的群速度”（speed of group waves）现象，也就是说，在波导管内或谐振腔内，许许多多的波一起运动，相互干涉，相互叠加，产生了一些因叠加和干涉而形成的宏观信号。这些宏观信号的传播速度就比单个的波要慢得多。并且波越多，这种宏观信号的传播速度就越慢。而在人体内，电磁波数目是上亿的，甚至是几十亿、几百亿的。所以，这种宏观信号的传播速度就变得非常之慢了。





第九章 人体内的无线电通信


当我们把实体的物质放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些所谓很实体的物质并不那样实在，主要是由不停振动的真空一样的场组成的。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



班多夫（Itzhak Bentov）

《走在狂荡的钟摆上》

（Stalking the wild Pebdulum），1977





所有的生命系统，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在这种有机体中，需要极为良好的通信系统，才能维持这一复杂系统的稳定、和谐，并抵抗外界的干扰等。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通信系统分成三大类。



邮政通信系统：通过化学物质的通信

有机体内的第一类通信系统就是生物学和医学讨论最多的，即通过化学物质的通信，例如激素和受体的通信、抗原和抗体通信、药物受体的通信等都是这一类。

这种以化学物质为基础的通信很像传统意义上的邮政通信。这类通信与邮政通信有些共同的特点，例如通信的载体都是很实体的东西，如激素、抗原、抗体、药物等，就如信件、明信片、邮包等一样。同时，在这些通信的载体上有明确的收件人地址，生理学上称为“受体”。

也许，邮政通信是人类各种通信系统中最古老的一种。同样地，以化学物质为基础的通信系统，也是科学家们最早在生物体发现的通信系统。

当然，这种邮政通信的地址不是用中文写的，也不是用国际上通用的英文或其他文字写的。在这儿，科学家认为，发信人和收信人的关系就与锁和钥匙一样，也就是教科书上常用的“锁和钥匙模型”（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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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有机体内的邮政通信：经典的化学物质通信的“锁和钥匙模型”





根据“锁和钥匙模型”，某些“发信人”（sender），如分泌激素的腺体、产生抗体的淋巴细胞或DNA分子等，含有某些特殊的信息，作为原始的模板。再从这些原始的模板上，产生出了一些信息产品，如激素、抗体或信使核糖核酸（mRNA）等等。这些信息产品又可称为“信使”（messenger）。在这些“信使”上面，写有“收件人”（receptor）的地址。当然，这些地址不是用中文，也不是用英文写的，而是有点像钥匙上的齿纹。有了钥匙上的齿纹，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锁了。

这种“锁和钥匙模型”，不但适用于内分泌系统，也适用于免疫系统、蛋白质合成系统等。也就是说，适用于所有的以化学物质为媒体的通信系统。

这种“锁和钥匙模型”是一种纯机械模型，但简明易懂。这种简明易懂的模型是每一个学医的学生都必学的。它统治了每个医学生的脑袋，也统治整个西医行业和整个药物工业。



有线通信系统：通过神经纤维的通信

自从美国人摩尔斯（Samuel Morse，1791—1871）发明了两百多年来国际通用的“摩尔斯电报码”（Morse code）以来，尤其是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人贝尔（Alexander Graham Ball，1847—1922）发明了电话以来，人类社会中又出现了第二种通信系统。这种通信系统不需要信啊、明信片啊等实实在在的纸张作为信息载体，而是用电缆线内肉眼看不见的电流作信息载体。并且这种通信速度更快，更方便。拿起电话，就可以与另一城市的朋友愉快地聊天，不用写信，也不用苦苦地等待回信。

相应地，科学家也在人体发现了第二种通信系统，即有线电通信系统，并把人体内的有线电通信系统称为“神经系统”（图9-2）。神经系统与电话一样，信息是在绝缘的电缆内传送的，电缆的两头连着发话人与受话人，非常明确，不干扰别人，别人也不太好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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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人体内的有线电通信系统：神经系统





无线通信系统：通过“幽灵”的通信

然而，自从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hese 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发明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以来，人类社会的通信又进了一大步。于是，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三类通信系统。它既不需要用第一类通信系统中那样的笔、信笺、信封等信息载体，也不要用高度绝缘的电缆。它的信息载体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幽灵，或者说就是幽灵波。

也正如我们第三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电磁场与幽灵并没有实体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只是古人还没有写出描写幽灵的数学方程，而物理学家写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可以定量地描述和计算电磁场和电磁波的运动。于是，我们就有了严格的技术标准来处理这种幽灵一样的东西，从而让这种“幽灵”为人类干活。

电磁场和电磁波是看不见、听不见的“幽灵”。但通过一些电子技术，就可以让它们变成看得见也听得见的东西。这种化“幽灵”为实体的神奇技术就是我们天天看见的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等。

如今，这种以“幽灵”为信息载体的通信是越来越普及了。手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大老板和大经理的象征，今天却已成了众多中小学生的通信玩具。所以，在社会上，以“幽灵”为信息载体的通信也是越来越不足为奇了。事实上，现代社会中无线电通信的工作量和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邮政通信和电缆通信的总和。

然而，科学家对生物体内“无线通信”的认识，却不如对体内的“邮政通信”——“化学通信系统”和“有线通信”——“神经通信系统”来得熟悉。甚至可以说，对这个广阔的通信领域所知甚少。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些什么，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头，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我们去做。



生物界的无线通信系统

要了解有机体内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最重要的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换脑筋的问题。现在，每一个中小学生都知道用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无线通信”。但是，当今的许多医生、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等，却死抱着古老的“邮政通信”和“有线通信”不放，并且还千方百计企图用“邮政通信”和“有线通信”等过时的概念，徒劳无益地解释电台、电视台、手机中转台、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的工作原理。

为了帮助大家换换脑筋，我们可以回头再来看看生物学家熟悉的，有机体内的“邮政通信”，即那十分经典的化学物质通信的“锁和钥匙模型”（见图9-1）。众所周知，钥匙和锁的关系是机械关系，主要是个力学问题。钥匙上的花纹，是通过机械力来推动锁心内的小棍子和小弹簧，如果能把所有的小棍子都推到同一平面上，那么锁就可以打开。在这一识别机制中，一点电磁作用也没有，是纯力学的，是机械的。然而，如果图9-1中的那个“信使”（messenger）以及那个“收件人”（receptor）都是生物大分子，那么，我们就完全不能用机械作用力，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识别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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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生物分子“钥匙”和生物分子“锁”之间选择性的电磁相互作用





图9-3是图9-1的局部放大图，以便让我们仔细看看那个“信使”（messenger）表面以及那个“收件人”（receptor）表面之间的关系。显然，它们之间的识别，完全不是依靠机械作用力，而是靠电磁作用力。

换句话说，这个机械的“钥匙和锁模型”（见图9-1），已无意中误导了许多人的思维，也误导了许多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方向，从而阻碍了科学家们对有机体内无线通信系统的正确认识和研究。

其实，对生物体之间的无线通信的研究开始得相当早。最早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生物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古威奇（Alexander Gawrilowitsch Gurwitsch，1874—1954）。他在1922年就做了有名的“洋葱头通信实验”（图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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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两个洋葱头之间进行无线电通信的实验（彩图见附录）





在这个实验中，每个洋葱头只保留一条根，并把这条根放入一根细细的玻璃管中。1号洋葱头是“发信人”，而2号洋葱头是“收信人”。2号洋葱头根外部套着的玻璃管外面还有一个金属套管，以避免外来电磁波的干扰。在玻璃套管和金属套管上都挖有一个小孔，这小孔正对着1号洋葱头的根尖。

像洋葱等植物的根部，只有根尖的细胞才进行有丝分裂，而根的后面部分都已停止了有丝分裂。然而，古威奇发现，在这一实验中，2号洋葱头根部中段对着小孔的那一部分细胞又重新恢复了有丝分裂。这说明，2号洋葱头根部中段小孔处收到了从1号洋葱头根尖发出来的某种信息。

古威奇还发现，这种未知的信息可以被普通玻璃屏蔽，但却不会被石英玻璃屏蔽。这说明，这种未知的信息可能是在紫外波段。

当然，这个实验只证明生物体无线电通信存在的第一步。而要了解这种通信所用的电磁波频段以及信号的编码方式，还需要大量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

可惜，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这一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没有深入进行下去。而“二战”以后，又很可惜，整个生物学发展的方向又转到了分子生物学上去了。也就是说，在“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中，生物学的注意力全部放在生物体的“邮政通信”上去，而把生物体的“无线电通信”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20世纪末，分子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顶峰。虽然还有许多平行的、琐碎的、普通的工作要做。但是，要出现像当年克里克、沃森发现DNA双螺旋结构那样意义重大的工作是不会有了。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富于才气的医生也感到了“分子医学”（molecular medicine）的局限性。于是他们就把越来越多的精力花在“能量医学”（energetic medicine）上，发明和引进了许多新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软激光针灸彩色光针灸、超弱微波针灸、电脉冲针灸等。也就是说，不是采用化学药物，而是把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引入人体，从而来调整机体的平衡。

当然，也有许多生物学家感到了无法用分子来解释生物学中所有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生物学中单用粒子来解释的局限性。于是，有些生物学家就提出了“形态建成场”（morphogenetic field）和“生物场”（biofield）等关于“场”的概念。

记得在20世纪的60年代，大批化学家进入了生物学的领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生物学，从化学的角度和从粒子的角度大大深化了对生命过程的认识。现在，又有大批物理学家开始进入生物学，这必然会从场和波的角度大大丰富和深化对生命过程的认识。

当然，物理学家并不喜欢轻易引入新的场，像“形态建成场”和“生物场”等等。从物理学理论的角度，我们总应该努力把基本概念减少到最少，从而使整个知识体系更系统化。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形态建成场”和“生物场”等只是一些已知的相互作用，例如化学相互作用、热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等的混合作用。所以，如果我们想认真地研究生物的场，就应该从基本的作用关系，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

根据物理学的现有知识，我们可以把生物体内的相互作用分成四大类：机械相互作用、热相互作用、化学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

在这四大类相互作用中，电磁相互作用会在生物体的能量方面扮演最重要的角度。可惜，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生物学家把注意力全放在化学相互作用方面，完全忽视了电磁相互作用的研究。

当然，对有机体中化学相互作用的研究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是深入有机内部的第一步。在过去的五六十年中，这一步还是走得相当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只是第一步，更不要忘记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下一步怎样走的问题了。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怎样走，让我们一起把人的身体人为地分拆成“化学身体”和“电磁场身体”这两大部分。



“化学身体”和“电磁场身体”


“化学身体”（chemical body）


事实上，医生和生物学家对“化学身体”这一部分已经非常熟悉了。它是由实实在在的骨头、肌肉和一些器官组成的。而这些骨头、肌肉和器官又是由一些实实在在的管道，如血管、淋巴管、神经纤维等连成一体。所有这些骨头、肌肉、器官、血管、淋巴管、神经纤维等又全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蛋白质、DNA、RNA、酶、辅酶以及许多小分子和离子组成的。当然，所有的蛋白质、DNA、RNA、酶、辅酶等也都是分子，由更小的原子组成。而这些原子又好像是一些不同颜色和大小的刚体小球（见本书第二章图2-1）。整个现代医学就是基于对人体这样清楚、细致而又极为实在的认识基础之上。

然而，在本书中，我们想强调指出：除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化学身体”之外，至少还有另一层身体，我们称它为“电磁场身体”。在生命过程中，这个“电磁场身体”与“化学身体”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也许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它却是科学中一个巨大的未知领域。所以，它将会成为今后医学和生物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最有新发现希望的领域。


“电磁场身体”（electromagnetic body）


“电磁场身体”要比“化学身体”复杂得多，并且高度动态。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序曲中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电磁场身体”，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人体，就与医学院解剖室中看到的“化学身体”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将会“看”到，在人体的中轴线上有7个明亮的具有不同颜色的“光轮”（chakras），而其中最亮的3个“光轮”，就是中国人熟悉的3个“丹田”。在肩膀、膝盖、手肘、指尖等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更小的“光轮”，也就是许多微小的“丹田”。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明亮的线条和亮点，其中的一部分，与中医古书所记的经络及穴位有些重叠之处。这些线条可以看成一个网络，但也是一张连续彩图的一部分，或轮廓线。在这张连续的彩图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数的与“耳针”、“掌针”有关的“微经络”（micro-meridians）和“微穴位”（micro-acupoints）。

我们还将会“看”到，在人体周围，包围着美丽的“佛光”。这种“佛光”是红外线、微波、紫外线和可见光的混合物。事实上，从现代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已经是相当容易探测的了，并且已经可以成为一种常规的现代探测技术和研究手段了。

“电磁场身体”不但是高度复杂的，而且是高度动态的。上面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光轮”虽然有相对稳定的位置，但还是有一定的可变性。在病理和异常生理心理状态下，这些“光轮”的亮度、颜色、大小、形状和旋转方向都会有所改变。

上面所说的各种“彩色线条”就更有可变性。在病理和异常生理心理状态下，这些“彩色线条”就可能大幅度地移动位置，也会大幅度改变颜色和亮度等。

“化学身体”中的脏器和管道一般都有很清楚的边界线。然而，“电磁场身体”中的“光轮”和“彩色线条”并没有清楚的边界。它们的边界都是模糊的，往往给人一种虚无缥缈、亦真亦幻的感觉。然而，它们的存在，却又可以用现代物理仪器定量地测出来。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磁场身体“看”得很仔细，我们还将会“看”到，这个“电磁场身体”的亮度、颜色、大小和形状都在不停地闪动和变化。尤其当人心潮起伏时，这种变化更如风暴中的大海，波涛汹涌。

如果我们把这个电磁场身体“看”得更仔细，把空间和时间的尺度都放得很大，我们还将会“看”到许多不同速度的通信系统，在细胞内、在细胞之间、在人的个体之间运行。最快的，可以以光速（speed of light）运行；慢的，也可以以图形变换的“波群速度”（speed of group waves ）运行。



研究“电磁场身体”时会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与研究“化学身体”不一样，在研究“电磁场身体”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奇怪，并且往往是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问题。

首先，这个“电磁场身体”是看不见的，就如我们自己房间里的无线电波一样，尽管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房间里充满了成千上万各种各样的电磁波，也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的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等才能工作。可是，当我们把手机、收音机、电视机等都关掉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忘掉它们的存在。所以，我们在感情上就不容易接受和想象这个“电磁场身体”。

同时在技术上，因为我们不能用肉眼、显微镜、化学分析等传统的生物学研究方法来研究这个“电磁场身体”，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复杂的物理测量技术，细心地分析实验数据，从而来间接地认识人体内这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显然，这对于习惯于粒子性思维的生物学家和医药专家来说，是一个相当痛苦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和转变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物学家和医药专家目前所面对的痛苦挑战，与19世纪物理学家曾经遇到过的差不多。在19世纪，人们也是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明亮的房间里，居然会有“幽灵波”即“电磁波”的存在，并且无所不在。对这种“幽灵波”的认识，的确是一个长期而又痛苦的过程。

对这种“幽灵波”的认识，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最勤劳的英国实验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他极为认真细致，定性、定量地研究了电与磁之间的相互关系，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然后，另一位极有才气的苏格兰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以法拉第等人的实验数据为基础，写出了重要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来描写这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幽灵一样的电磁作用力以及它的运动规律。根据“麦克斯韦方程组”，这位极有才气的苏格兰人预言了“电磁波”，也就是某种“幽灵波”的存在。

可以想象，要当时的人相信这种“幽灵波”的存在，是很不容易的，别人还认为麦克斯韦看见鬼了，或者是在说胡话。所幸的是，一位意大利的发明家马可尼（Guglielmo Marcoin，1874—1937）相信了这种“幽灵波”的存在，并且还用这种“幽灵波”作媒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才使得世界上出现了第三种通信技术。

如今日用的收音机、电视机、手机等，都是靠这种“幽灵波”作媒介的。但是，当这些机器不工作时，我们还是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幽灵波”的存在。这就成了人们研究“电磁场身体”的第一个困难。

研究“电磁场身体”的第二个困难是它的高度动态性。

虽然我们的“化学身体”也是在不停地动，心在不停地跳，血液不停地循环，肺也是不停地膨胀收缩……然而，活人和死人的“化学身体”好像差别还是不大。所以，解剖死人，也就觉得与活人差不多了，动与不动，并没有本质差别。

然而，“电磁场身体”就不一样了，如前几章所说的，“电磁场身体”是一种“耗散结构”，也就是说，它是像火焰、喷泉、瀑布、龙卷风等一样高度动态的结构。对于这种高度动态的结构，我们的测量精度越高，就可以发现它是越不稳定。就如我们前面说到了，用福尔电针仪，我们可以在穴位上测到相当稳定的数据。但是，用高精密仪器测量时，数据就很不稳定了。当用日内瓦欧洲高能加速中心最精密的仪器测量时，数据更是瞬息万变了（见本书第六章的图6-4～图6-8）。

“耗散结构”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单受到测量精度的影响，还更容易受到能量供应状态，以及内外各种干扰的影响。就“电磁场身体”这种“耗散结构”来说，就非常容易受到各种生理、心理变化的影响。再直观地说，当病人处于非常特殊的病理、生理或心理状态下，经穴可能大幅度改变位置（见本书第五章的图5-3和图5-4），这说明，体内的能量和电场分布，出现了大幅度的变化。也就是说，“电磁场身体”的形状，也可以大幅度地变化，并且可能是瞬息万变。

研究“电磁场身体”的第三大难题，是“电磁场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在研究“化学身体”时，研究人员可以把各个器官分解开来，分别保存。例如，在解剖学实验室中，人体的心、肝、肺、胃等就可以安稳地存放在不同的标本瓶中，让学生们一个一个细心地看，一个一个好好地学。

然而，在研究“电磁场身体”时，我们就不可能把与“足厥阴肝经”有关的电磁场放在一只标本瓶中，而把与“足阳明胃经”有关的电磁场放在另一只标本瓶中，因为这两条不同的经络是完全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整体电磁驻波干涉图的两部分，无论哪一部分破坏了，整张干涉图都会大大地改变了。您不可能只动“肝经”，不碰“胃经”。

“电磁场身体”不但是完全不可分割，而且往往连碰都碰不得。在研究“化学身体”时，我们可以用解剖刀把“化学身体”切开来，在骨头上打洞，拧上螺丝，装上金属夹板，再用针线把这“化学身体”缝好，并且还相信，在这一过程中，“化学身体”没有什么大变化。然而，“电磁场身体”却完全不能这样做。不要说是可怕的解剖刀，就是细细的金属毫针，一旦刺入身体的某些特殊位置（如穴位中），就会把整个人体内的电场分布都改变了，也就是说，整个“电磁场身体”的形状和所有的细部结构，都被这根细细的金属毫针彻底改变了。

所以，在研究“电磁场身体”时，不但不能用解剖刀，不能用切片机，更不能用细胞匀浆器和超速离心机等这些生物学中的常规研究仪器来把“电磁场身体”拆开来看看。甚至不能用这种破坏性的“拆分论”思维方法来考虑问题。因为“电磁场身体”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电磁场身体”的不可分割性还来源于所谓的“各态历经现象”（ergodic phenomenon）。因为电磁波运动的速度非常之快（每秒钟30万千米），所以，几乎在一瞬间，电磁波就可以跑遍全身的每一个角落。于是，这个电磁波就经历了全身的各种状态，带上全身每一部分的信息。所以，所谓的“全息现象”（holographic phenomenon）就是“电磁场身体”中的必然现象。而“全息”的观点，是与传统科学研究中的“孤立”、“隔离”、“拆分”、“封闭系统”等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更需要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解决这些特殊问题的一些方法

不过，我们还是有可能找出一些实际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非常特殊而又棘手的问题。

首先是发展一些无损伤的探测技术，尤其是身体电场没有干扰的被动探测技术，如高灵敏度的红外探测技术、微波探测技术、可见光和紫外线探测技术等。所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这样的技术已经发展起来，虽然最初是用于军事卫星等。但这些技术完全可以为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服务。

与此同时，理论系统的建立也极为重要。没有理论的指导，大量的测量数据就会把人们引入一团迷雾之中。其实，科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非常复杂甚至杂乱无章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并且把这种规律用于造福人类。所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办法充分地运用实验手段。所幸的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有许多从整体论和非线性的角度来处理实验数据的方法已经发展起来了，例如“分歧理论”（bifurcation theory）、“突变论”（catastrophe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分型理论”（fractals）、“相干态理论”（coherence theory）等，从数学和物理学的不同领域中出现，既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潮，也提供了许多新的理论分析工具。

然而，最最重要的还是改变思维方式，也就是要生物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从“拆分论”的思维变到“整体论”的思维，从“粒子图像”的思维变到“波动图像”的思维。换脑筋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但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事，然而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所幸的是，生物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今日所面对的换脑筋工作，犹如一百年前物理学家从“经典力学”到“电动力学”与“量子力学”的转变。那时，物理学也正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进入了“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场世界。同时，又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宏观世界，进入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那时候的物理学家，就如盲人世界中研究彩虹的科学家，面临着无数的苦恼；然而，他们成功地走了出来，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有益并值得借鉴的。当然，越来越多有经验的物理学家，尤其是了解并能深刻理解这一段物理学历史的物理学家，来参加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将会提供许多重要的经验。



“电磁场身体”作为许多整体医学的一个共同基础

从“电磁场身体”的角度来看，许多整体性医学，如中医、针灸、印度医学、顺势疗法等，就比较容易理解多了。或者说，许多从“化学身体”的角度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可以从“电磁场身体”的角度来找到解释了。

例如，针灸中的“全息现象”，尤其是“微经穴”和病理情况下全身相应各级穴位的同步变化，是无法从“化学身体”的角度来解释的；但从电磁驻波干涉图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必然现象了；感传线路的可变性也是无法从“化学身体”的角度来解释的，但从电磁驻波干涉图的角度来看，那就是理所当然了。感传的慢速度也是难以从神经的角度来解释的，但从波的“群速度”来看，也就很好理解了。

起源于德国的“顺势疗法”（homoeopathy）也是无法从“化学身体”的角度来理解的。顺势疗法的药物是十倍十倍地稀释下去的，经过几十次这样的稀释，事实上，溶液中已经几乎没有这种分子了。然而，只有这种溶液，才能起作用，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从“电磁场身体”的角度来看，“顺势疗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从电磁波的角度来看，药物的信息完全可以通过共振效应来工作。任何药物都是一个复杂的分子或原子结构，而分子和原子又总是不停地振动，发射出许多不同波长的电磁波。温度在70℃以下时，这种电磁波信息可以储存在水中。而这种药物的电磁波信息，又可与电磁场身体的电磁波信息相互作用，把人体内的错误信息带走。而电磁共振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双方振子（oscillators）的相似性。这就是“顺势疗法”中神秘的“相似性原理”（principle of similarity），也就是当药物浓度高时，要能引起与病症相似的药物反应。另一方面，电磁共振使能量从振幅大的振子向振幅小的振子转移，这就是“顺势疗法”理论中神秘的“潜能法则”（potency rule），即药物浓度越低，潜能越高。

在古老的印度医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光轮”（chakras）。根据印度医学理论。在人体的中轴线上，有7个主要的“光轮”，它们的大小、色彩和形状都受到人体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影响。附带说一下，在这7个主要的“光轮”中，有3个被中国人称为“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不过在印度医学中，除了这7个主要的“光轮”之外，在肩部、肘部、膝部、指尖等地，还有许多微小的“光轮”。用解剖的方法，我们是看不到这种“光轮”或“丹田”的。但是，从“电磁场身体”的角度来看，这些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区域就是大大小小的电磁波聚焦中心。想到这儿，我们也真不得不赞叹古人的智慧。

在古典的中医理论中，所有疾病的根源只有两个：一是七情六欲，二是内外不和。在传统的西医眼中，这是很奇怪的理论。因为在传统的西医的观念中，“人是机器”，所以，七情六欲是不重要的。然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西医中也出现了“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这一新的分支，认为有1000多种疾病，包括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都是因为“七情六欲”的不良积累而形成的。于是，心理学与医学的关系就更紧密了。

长期以来，许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心理现象的生物学基础。可是，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生物学自身还局限于“化学身体”和“粒子图像”之中，于是，心理学家也就只能在化学物质和粒子的层面上，努力寻找心理学的基础，例如激素的分泌、神经元的活动等等，以便为一些心理现象找到生理学解释、客观指标和测量手段。

现在，生物学开始将对“化学身体”的认识深化到对“电磁场身体”的认识。于是，这又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更新的思路、更全面的客观指标和更灵敏的测量手段。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老实地说：从“化学身体”的认识到“电磁场身体”的认识，只是为真正认识心理学提供了更好的手段，使认识深化了，而不是终极的认识基础。在这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古印度哲学中的七层身体思想。从这一个哲学观来看，现代生物学所研究的“化学身体”只是人体七层身体中的第一层；而本书所讨论的“电磁场身体”，则可能只是人体七层身体中的第二层。所以，在“电磁场身体”之后，科学家也会逐步认识到第三层、第四层……第七层的身体。只有到那时，也许我才能真正认识到生物学（biology）的真谛、“生命”（bio）的所在以及心理学（psychology）的真谛、“灵魂”（psycho） 的所在。

虽然，我们目前离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真正目标还很遥远，但是，只要我们真正本着科学精神，努力寻找真理，一步又一步，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就一定会找到。





第四篇 生物学中的“场”和“波”





第十章 “共振”的威力：通过“共振”来传递能量与信息


近年来，我们经验的扩展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过去那种简单化、机械化思维的局限性。其结果使我们对过去观察的解释，也就是我们认识的基础，都产生了怀疑。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




共振的秘密

在物理学中，“共振”早已不是一个新鲜东西；然而在生物学和医学中，“共振”却还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在被“粒子图像”和“化学身体”统治了上百年的传统的西医界以及药物工业中，“共振”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生物学家和大夫们对“共振”这个名词如此陌生，更说不上感受到“共振”的神奇魅力了。

然而，从“波动图像”和“电磁场身体”的角度来看，“共振现象”在许多生命过程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地位。所以，如果生物学家和大夫，能更多地了解“共振”，就会对有机体中许多迷人的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共振现象”观察和研究得最多的，也许还是声学界和音乐界。所以，我们可以从声学开始，来学习和了解“共振现象”和“共振原理”，因为这些现象和原理也都适用于电磁波。


积累能量


“共振”的神奇功能之一就是可以把非常小的、微不足道的能量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积少成多，办成了我们所想不到的大事。这就是“共振”一大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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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小孩子巧用共振原理，用小小的力气就能飞得很高





不过，这一武器又不是什么保密武器，因为每一个小孩子都会用，你我小的时候也用过，那就是荡秋千。要一次就让秋千摆到最高点，需要很大的能量，然而小孩子通过经验就会知道，只要每次加一点点力，就可以使秋千越荡越高，最后达到它的最高点（图10-1）。当然，这个加力的时间很重要，就是要顺着摆动的方向加，不能搞错，这就是秘密武器。用物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外力的频率要与秋千的“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y）相同，并且“相位”（phase）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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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大将军不懂共振原理，小小的能量累积成大灾难





有时，我们把这种积累能量的方法称为“共振效应”（resonance effect）。您不要认为“共振效应”只用在秋千这种小玩意上，有时不小心，还会出大问题，出现“共振灾难”（resonance catastrophe）。例如，当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一支法国军队行经丰坦卡桥时，因为齐步走的步伐频率刚好等于或接近大桥的固有频率，大桥共振的幅度过大而被震断，淹死了不少人。所以，现在军队过桥都严禁齐步走，否则可能出现拿破仑的军队当年遇到过的灾难（图10-2）。

“共振灾难”也常常会给航空航天工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彗星”式大型民航机，就是由于共振而坠毁；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航天飞机计划就几乎因为共振而夭折。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共振灾难”不幸也出现在人体内，又会怎样呢？


传递能量


“共振”的另一功能就是可以把能量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能量传递方法也可以是一点一点非常秘密地进行。更重要的是，这种能量传递方法可以是远程地、上千千米地传递，不需要管道，也不需要电缆，甚至可以在真空中传递能量。

图10-3中的声学模型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如何通过“共振”来传递能量的机理。在图10-3中，我们有两个音叉。这两个音叉的频率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最开始时，一个音叉在振动，而另一个不动。例如，最开始时，1号音叉在振动，而2号音叉不动，但是在“听”。

这时，1号音叉的能量在不断地损耗，只因为在它振动的过程中，它要不断地来回推动空气。然而，那个在静静“听”声音的2号音叉，却一点一点地开始动起来，因为这时空气振动的频率，与2号音叉的“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y），即“固有频率”完全相同，并且“相位”（phase）也正确匹配。所以2号音叉就像秋千一样，越摆越高，大大地振动起来。有趣的是，当2号音叉振动到最大幅度时，1号音叉就完全停下来了。或者说，1号音叉的能量全部转移到2号音叉上去了。事实上，这也就是德国古典医学“顺势疗法”（homoeopathy）药物的工作机理。


电磁波共振


前面我们讨论“共振”时，用的是声波和机械波，而所有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电磁波。所以，电磁波也能这样积累能量和传递能量。当然，电磁波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而这些特点使得电磁波更为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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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能量一点点地从 1 号音叉传到 2 号音叉





1． 电磁波的振动方向

声波的媒体是空气，空气分子的运动方向是前后移动，与波的传播方向一致（见图10-3），称为“纵波”（longitudinal wave）。而电磁波的运动方向却与运动的方向垂直（见图10-4），称为“横波”（transverse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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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电磁波的运动方向和振动方向





对于“横波”来说，除了运动方向之外，还有一个振动方向。同样方向运动的电磁波还可以有不同的振动方向，我们称为“偏振面”（polarisation plane）不同。在许多有机溶液中，电磁波的“偏振面”会转动。这一来，就使得由电磁驻波组成的电磁场身体更为丰富多彩。也就是说，人体内那“看不见的彩虹”比我们雨后看得见的彩虹不知要丰富多少。

2. 电磁波传播速度

电磁波的另一大特色是传播速度极快，可达每秒30万千米。而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只有每秒约340米，在金属中，也只有每秒1500米。

您可以这样来想象电磁波的速度。例如，您坐在剧场的第一排正中心，您会认为您是第一个听到歌唱家歌声的人。然而你却错了，第一个听到歌声的很可能是坐在千里之外，但紧靠近收音机的那一位。因为那歌唱家手上的话筒要比你近得多。虽然到了话筒里的声音还要转换成电磁波，进行调制、放大、发送；然后千里之外的收音机收到了这些信号，再进行解调制，再转换成声波。但是，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转换，进行了千里之遥的传递，但紧靠近收音机的那位听众，还是比您先听到了歌声。

3. 真空作为媒介

也许，电磁波与声波最大的不同还是它们的传递媒介。声波的传递需要很实在的传递媒介，如空气分子或金属分子等。然而，电磁波却好像不需要传递媒介，因为电磁波可以在真空中自由地传播。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真空”就是电磁波的传递媒介。然而，“真空”意味着什么也没有，那么，用“真空”作传递媒介就是说：用什么也没有来作传递媒介。这一点，不但是普通人难以接受，就是物理学家也感到不舒服。在19世纪末，有许多物理学家曾热衷于寻找电磁波的传递媒介，所谓“以太”（ether）。他们对所谓“以太”的性质、运动速度、弹性模量（coefficient of elasticity）等都进行了详细认真的研究。然而，对“以太”的研究结果相当糟糕，不要说“以太”的性质和结构等，就是“以太”的运动速度也测不出来。

不过，世界上的事常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从这一系列的失败中，科学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在真空中，光速是恒定的，不管“以太”以什么速度运动。而从这一个结论，爱因斯坦推出了著名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所以，事实上，“相对论”只是研究电磁波传播媒介的副产品。

现在，“相对论”已经100多岁了。但是，电磁波的传播媒介，或所谓“以太”是否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只不过，连物理学家也常常忘了，“相对论”只不过是寻找“以太”的副产品。现在，这个“副产品”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但这个“主产品”却被人们遗忘了。

然而，越来越多的现代物理学家认为，所谓“以太”，也许就是“真空”。也就是说，电磁波的传播媒介，就是什么也没有的“真空”。“真空”不但是电磁波的传播媒介，而且也是世界的本源。所谓“电磁波”，只不过是真空的涨落，就如水面的涟漪，只是真空中的一种波动。而所谓“粒子”，只不过是电磁波的波包。所以，不论是电磁波还是粒子，都来源于虚无。于是，物理学家最后也不得不考虑佛家的基本论点：“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然而，当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开普拉（Fritjof Capra）写出了题为《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并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最终得到与佛家“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样的结论时，许多物理学家还是大为恼火。

事实上，“真空”是世界本源的思想，并不只限于佛家等东方哲学思想之中。于公元初而成书的《新约圣经》中，也清清楚楚地写明：“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18）也就是说，世界的本源是不可见。只不过西方人自己忘记了自己用了上千年的《圣经》，反而再到东方来寻找灵感。

有趣的是，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都相当缺乏新意，或者说，早就被古人预感到了。例如，曾时髦过好一阵子的“大爆炸理论”（Big Bang Theory），也可以在古印度的哲学中找到相当平行的哲学思想。在古印度的哲学中，世界起源于“声音”。显然，这个“声音”不是简单的声波，而是真空的波动、真空的涨落。

然而，更有趣的是，如果西方物理学家能再回去认真读读《旧约圣经》中的《创世纪》，就会更惊讶地发现：“光”，也就是电磁波的起源，要早于太阳、地球、月亮等星体。也就是说，电磁波的世界要比粒子的世界出现更早，更为本源，这又与现代物理学的结论相同。

当然，世界的起源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这里只不过想说明：长期以来，生物学和现代医学太注重粒子的一面，而忘记了世界上更为本源的那一部分，即波的世界。尤其是当我们回顾中医和其他医学哲学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就可以想到，古人有多么智慧。反之，许多所谓的现代科学家倒是被一知半解的知识以及自我的膨胀挡住了认识真理的眼睛。

4. 通过波和共振来传递信息

如今，“信息”这个单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人甚至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信息时代”，并且“信息技术”可能成为21世纪的领头技术。然而，说来真是不好意思，在这个人人谈论信息的所谓“信息时代”中，我们却不知道“信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信息”的定义还是来源于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的美国数学家申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16—）。他把信息定义为“惊讶的程度”，并且写出了第一个信息的数学公式。这个公式至今还在使用。另一位美国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也找到了相似的数学公式，同时他还努力想找出什么是信息这个本源性的问题。他说：“信息不是物质，但也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

显然，这两个定义都没有说出信息的本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信息是比能量更难以捉摸的怪东西，也就是比鬼魂更鬼魂、比幽灵更幽灵的东西。

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信息本源这种太艰深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信息看成写在纸上的某种信号。当然，纸和墨水只不过是信息载体，并不是信息本身。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电子学工程师把电台发出的基本频率称为“载波”（carrier wave）。然后，再用信号把载波进行“调制”（modulation）使之成为带信号的“调制波”（modulated carrier wave，图10-5）。

然后，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都可收到这个“调制波”。在每家的收音机中，“调制波”中的“载波”被过滤掉，只留下信号的那一部分。这个过程被称为“解调制”（de-modulation）或“滤波”（filtering，图10-5）。

事实上，每一个会讲话的人，都在不自觉地使用“调制”和“解调制”的技术。嗓子里出来的基本声音，就是基本的“载波”。而“调制”的手段是舌头、牙齿和嘴唇。同样，听讲话的人，也像收音机一样，最后并不需要这种“载波”，他或她会自动滤掉这一“载波”，只留下那由舌头、牙齿和嘴唇调制出来的信号，从而完成了“解调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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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无线电技术中的“调制”过程和“解调制”过程





然而，“调制”和“解调制”，并不是用波来传递信息的唯一方法。远在发明“调制”和“解调制”技术之前，电报通信中常用的是“摩尔斯电码”。而“摩尔斯电码”并不调制载波，用的是“全”或“无”的编码方式。有趣的是，现在最先进的数字式通信，又重新回到了“全”或“无”的编码方式。事实上，“全”或“无”也是生物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神经脉冲就是“全”或“无”的编码方式。

5. 通过共振来选择信息

在邮政通信中，收信的地址是写在信封上的。相似地，在生物体内的“邮政通信”，即“化学通信”中，收信的地址是“写”在分子上的，例如抗体分子的侧支上、激素的有效基团上等等，这样就可以找到收信人了。

在有线通信中，发信人与收信人是用电缆连接起来的。相似地，在生物体内的“有线通信”，即“神经通信”中，发信人与收信人是用神经纤维联接起来的，不会出错。

那么，在无线电通信中，发信人与收信人又是怎样识别的呢？它们靠的是“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ies）的同一性。例如，在图10-3中，我们就可以看到，1号音叉和2号音叉可以相互通信的基本条件，就是两个音叉有完全相同的本征频率。

在日用的无线电通信中（图10-6），如果我们要想能收到某一特定电台的信号，就要把我们自己收音机内的振荡线路（图10-6a）的本征频率，调到与电台振荡线路（图10-6b）的本征频率完全一致。这样，就与两个音叉一样，可以共振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收音机可以通过共振效应，收到电台发出的电磁波的能量和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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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发射台与收音机有完全一样的振荡线路


a. 发射台 b. 收音机





多元共振

在现代社会中，似乎人们已经很熟悉无线电通信了。如今，移动电话再也不是大老板的特权象征，反而成了普通老百姓使用最多的通信工具。而一般的老百姓，也通过无线的通信卫星，用电话与海外亲友长谈，这是当年连皇上也不敢想象的特权。

虽然，当今电子学的成果是骄人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当今电子学还只是用了共振原理中的很小一部分。简单地说，我们至今所用的无线电通信，还只限于单频率通信。至于多频率通信的无线电通信，却根本没有开始。

“多频无线电通信”，要求“发信人”能同时发出许多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而“收信人”也应同样有能力把所有这些不同波长、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都同时收下来，并进行瞬时综合加工。

多频通信有什么好处呢？这不单单是几台或几十台收音机同时工作的问题，而是使“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有更高的相互认别能力和特异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中发送更微弱的信号。例如：


思维通信的可能性


“思维通信”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题目。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是当德国军队在俄罗斯苦苦征战时，许多德国的妈妈，早在接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之前，就能够准确地说出儿子的死亡时间。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十分勇敢地做了大量的实验观察，从统计学的角度充分证明了思维通信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多频率共振”或“多频率通信”的角度，我也不得不承认思维通信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两个人的体内，或脑内“振子”（oscillators）的“本征频率”（eigen frequencies）一致，他们之间就可以进行无线电通信。

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气功热在中国高涨时，许多人来问过我关于气功的问题。但我一直不愿表态。原因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气功界确实混入了不少骗子，如果我说了肯定的话，他们就马上会用我和我们学校的名字去吹牛。另一方面是技术问题。因为人脑的结构也太复杂了，内部包含的“振子”（oscillators）数，不单是成千上万，事实上是无穷多。

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要两个人所有振子的本征频率都一样，也是难度极高、概率极小的事。但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这种可能性就会高许多。

坦率地说，尽管今天我才第一次公开明确地表示我对思维通信的肯定态度，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在可见的将来，这种思维通信，除了出于好奇性之外，还可能会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也许，本书最后一部分所介绍的测量技术，倒有可能成为研究思维通信的一种认真的开端。


“顺势疗法”药物的作用机理


英国物理学家史密斯（Cyril Smith）指出，在水中有许多微小的“相干区间”（coherence regions）。在这些“相干区间”中，“顺势疗法”药物的信息可能以微小驻波的形式贮存在这些“相干区间”中。这些微小的“相干区间”就如图10-3中的2号音叉，它能吸收能量，也就是通过共振来吸收病人体内的不健康信息。

当然，图10-3中的两个音叉之间还只是“单频率共振”（single-resonance）关系。事实上，德国古典医学“顺势疗法”药物和病人之间却是“多频率共振”（multi-resonance）。这个“多”，还不是几个或几十个频率的组合，而是上百、上千、上万个不同频率的组合，甚至更多。所以，药物就有高度的特异性，并且可以传递极为微弱的信号。

事实上，在史密斯所说的“相干区间”内，有成千上万，几乎是无穷多的微小的“振子”（oscillators），就如成千上万个微小的音叉，它们可以通过振动来保存信息，也可以通过共振来吸收能量和信息。由于这种微小的“振子”的振幅非常之小，所以衰减也非常之慢，所以，“顺势疗法”药物中的振动信息就可以长期保存。但是，当温度超过70℃时，这种“相干区间”就会被破坏，药物就会失效。


什么是“信”？（What is belief？）


东方人和西方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典型的西方问题是“什么是真实的？”（What is reality？）。就在这种穷根究底的问题之下，就在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的激励下，现代科学才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发展进来。

而典型的东方问题却是“你信不信？”（Do you believe it or not？）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太负责。也许，正因为提问题的方式不同，所以现代科学就产生在西方，而没有产生在东方。

我虽然是在东方长大的东方人，但还是生得晚了一点，从小上的已经不再是“私塾”，读的也不是“四书五经”；而上的是所谓“洋学堂”，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学的是“数理化”，深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记得20多年前，当第一次听到别人问我“你信不信气功？”时，我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并且想：“你应该问我气功是否真实才对，怎么好问我信不信。难道我信了，气功就真实；我不信，它就不真实吗？”

然而，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逐步意识到：其实，“你信不信？”这个问题，要比“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要更深刻得多。事实上，两千年前在西方写下的《新约圣经》就非常强调“信”的重要，并明确地说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只不过是近几百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自以为能够把握世界的“真实图像”（the reality）。

不过，真正的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大师们，倒是从来没有高估过自己的能力。例如，德国的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和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丹麦物理学家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9—1961）都已经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并不可能得到世界的真实图像，我们科学家所能做的，只是对我们的感觉，对我们得到的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解释。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science）。

在这样一个感觉、数据的组织和分析过程之中，“信”（belief）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例如，你首先得“信”老师给你的教导。你还得“信”你的仪器给你的信号是真实的……

所以，说来也滑稽，“什么是真实的？”（What is reality？）这个问题，就如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的“原子假说”一样，尽管也是一种错误的问题和信念，但是却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一种动力。

当然，这样本源性的问题也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但是，无论是气功师还是心理学家，都明白“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一基本工作原理。甚至最传统的药物工作者也知道，“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有时可达25%的有效率。也就是说，只要病人相信，就是吃吃面粉团子，也能治好25%的疾病。所以，即使在临床实践中，我们也离不开“信”这一个基本因素。那么，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又怎样来解释这个“信”呢？

从“共振”的角度来看，“信”就是一种“调谐过程”（tuning procedure）。再简单地说，“信”就如电视机的选台过程。例如，当您的电视机选择了第一频道，就是与第一频道产生了共振，也就是它“信”了第一频道。对第一频道说的话句句爱听，而对所有其他的频道都堵上耳朵，一点也不要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频道就成了您的电视机的“宗教信仰”。当然，您可以把您的电视机从第一频道转换到第二频道，这时，您的电视机也就改变了它的“宗教信仰”。

回顾人类的历史，您可以看到宗教的巨大力量，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回想到历史上以及当今世界上的可怕的宗教战争、血腥残忍的革命战争以及有关的恐怖主义活动等，您更可以看到，当信仰的力量被引向暴力时，会产生多么可怕的效果。所以，今后无论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医学中，我们都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共振的威力和后果。错误的共振不但会导致社会的灾难，也会导致身体和人生的灾难。所以，正确的共振也就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选择了。通俗地说，正确的“信”，还真是人生幸福的核心所在，也是世界和平和幸福的核心所在。





第十一章 “佛光”的科学研究：从宗教概念到临床应用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启示录》10：1




在许多宗教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在圣者的头上，环绕着神圣的“光环”。在佛教中，称为“佛光”。

不过，对于许多像我这样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来说，是很难接受“佛光”这种说法。我原来想：这不过是那些善男信女们，带着善良的愿望，用来美化和装潢他们所崇拜的圣者，不必当真。

然而，当我到了德国，到了俄罗斯，看到了生物物理的同行们所做的实验，我才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

也许，我还得从20世纪的80年代的中国开始回忆。那时，神州大地上的“气功热”方兴未艾。就像其他科学工作者一样，我也对这一运动的规模和热度感到吃惊。然而，我也并不太关心这种事。因为就如当时许多学者的看法一样。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造神运动”吧。

说实话，尽管我能十分理解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但我对这场运动还是相当反感的。因为在这场“造神运动”中，真是不乏大大小小的骗子。

然而，我们学校当时的邻居是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研究所内有一位气功师，他不是医生，而是学生物学出身的，原来在所内管理情报资料，名叫罗森。据说，他年轻时，身体很差，就是练气功练好的。所以，当气功热来临的时候，他就应运而生地成了气功师，并且在他们的研究所内办起了气功学习班。他有个好脾气，又热情，并且常常到我们实验室来做客，出于好奇，我也常常问他一些关于气功的问题。

有一天，他又来我们的实验室，并希望我们能为气功做些科学研究。当然，我马上就拒绝了。不过，我又不想太伤他的感情，只好婉转地说：“噢！说不定今后有一天，气功会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不是现在，因为我们目前实在无法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很不幸，我这个拒绝实在过于婉转了，他显然误解了我的意思。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带来了一群朋友，说：“张老师，您是科学家，又是大学老师，能对气功抱这样开放的态度，真是了不起。既然您认为气功是今后的科学研究题目，那么为什么不现在就来我们的气功班看看呢？”

这一来，我又不好拒绝他们的热情邀请，只好到他们研究所的后院去看看。说实在，这次参观给我的印象很差。只见他们十几个人站着，开始练功。最初，只是静静地站着，然后，一点一点地开始动起来，并且动作幅度越来越大，有人开始笑，有人开始哭，有人唱歌，有人跳舞，甚至有人在很肮脏的地上打滚。看到他们对自己失控的局面，我感到很难过，甚至觉得他们很可怜。

不过，结束之后我看到他们在相互交流经验，谈心得，都感到放松与快乐，这倒使我感到有些欣慰，并且也开始能理解他们一些，为什么他们这样爱好气功，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是又可怜又可笑的。

然而，他们又开始谈论到他们老师头上的“辉光”，谈到他们看到他们之间有火焰在燃烧等等。这又让我不快了。因为整个过程我都在场，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辉光或火焰等东西，显然是在胡说。不过，我还是忍住自己不快的情绪，客客气气地与他们告别。

不料，我对气功班的拜访使罗森大为高兴。不久他又来我们实验室了，再次要求我能不能做点“外气”的实验。

正巧，那时我们实验室里到了一台新的两光束分光光度计（double-beam spectrophotometer），相当先进。我考虑了一阵，就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检测是否真有“外气”这个东西。我把核糖核酸（RNA）溶液分放在两只培养皿中。并把一只培养皿放得远远的，作为对照样本。同时，我要求罗森把他的右手放在培养皿上方10厘米高的地方，放5分钟，并请他把“气”放进这个培养皿中。然后，我把“外气”处理过的核糖核酸溶液放在仪器的一只比色皿中，而把对照的核糖核酸溶液放在另外一只比色皿中，一同扫描这两种溶液的吸收光谱。

这个实验的基本设计思想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外气”这种东西，或者“外气”并不能改变核糖核酸的分子，那么，这两管溶液的吸收光谱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而这两条吸收光谱的差就全部是零，于是，在仪器的计算机屏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光滑的水平线。但如果真有“外气”这种东西，并且也能改变核糖核酸的分子，那么，这两条吸收光谱的差就不可能全部是零，于是，在仪器的计算机屏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对水平基线的某种偏离。

说实在的，我并不对这个实验抱很多的希望，只不过仪器是现成的，核糖核酸溶液也是现成的，又花不了太多的时间。所以，不管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我都不在意，就当是不辜负罗森的这片心意好了。然而，实验的结果倒有点让人吃惊。在219纳米的地方，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很尖的峰。这说明核糖核酸的分子还真的有了某种变化。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我让罗森再去请5位气功师来，加上他一共是6个人，作为实验组。同时，我也邀请了5位学校里的同事，加上我自己，一共也是6个人，都没有学过气功，作为对照组。

实验组的6位都与罗森一样，在10厘米的高度上对核糖核酸溶发放“外气”5分钟。而我们对照组的6位把手放在培养皿上方10厘米处5分钟，装出一个所谓发功的样子就行了。

结果，实验的“重复性”（reproducibility）极好，6位气功师都使屏幕上219纳米的地方出现了尖峰。不过，我们这个“对照组”，也就是没有学过气功的人，也使219纳米的地方出现了尖峰。只不过，他们那个“实验组”尖峰的平均高度要比我们这个“对照组”高3倍多。这样，两个组的差异也是相当显著了。对于我们这个“对照组”的结果，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没有学过气功的人也有“气”，只是功力不如他们。

不过，我还是要老实承认自己的胆小和私心。尽管实验的重复性和可靠性都相当好，我还是不敢把这结果拿出去发表。要知道，那时我还面临升教授的大关，我可不敢因为支持气功，而得罪了评审委员会中的老先生。同时，我也实在不知道怎样来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

好在气功师们也能理解我的苦衷与软弱。作为对我的嘉奖，他们邀请我免费参加一个高级气功班，地方设在天竺寺里。天竺寺在杭州西湖西面的山区，风景优美，气候凉爽，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时间又适逢学校的暑假。于是我就带上了才十岁出头的儿子以及与他同年的外甥，一起上天竺寺避暑，至于学气功，显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只可惜太太在公司上班，没有暑假，错过了这一避暑的好机会。

不过，对我来说，这次天竺寺之行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尽管学习动机很不纯，也更没有虔诚之心，但我还是努力装出一个乖学生的样子，对老师毕恭毕敬，不但像花袭人劝贾宝玉那样“在老爷面前装也要装出一个用功的样子”，还装成一个绝对顺从老师的好儒生，百分之百按老师教的去做，绝对不问为什么，也不问自己想不通的问题，更不会用什么科学问题去刁难老师。

第一天，气功老师叫我坐着，两手一上一下，手心对手心，抱着一个假想的球。据气功老师说，这就是“气”的球。

我也就老老实实地照办，抱着一个虚设的气球，就好像“皇帝的新衣”那个故事中的皇帝，光着身子，而那两位恶作剧的裁缝却说我穿着那种只有“聪明人”才能看得见的新衣，于是我也不得不假装成“聪明人”的样子。此时此刻，我还真羡慕那故事中的小孩，可以说：“看哪！皇上没有穿衣服！”然而，我已经是大人了，又是客人，总要懂点礼貌，多多克制自己，不要乱说乱问。

过了一会儿，气功老师又来了，问我：“您是不是觉得手心有点凉？”我点点头，他说：“这就是‘气’。”我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真是胡说！天这么热，手上有汗，蒸发了，自然就凉了。跟气有什么关系。”

又过了半小时，气功老师又来了，问：“您是否感到手心有点麻，就如许多小针在刺似的？”我也点点头。他高兴地说：“这就是‘气’。”我也没有回答，就像最好的儒生一样，坚决不发表与老师不同的意见，更不会顶嘴，但心里却在想：“真是胡说八道！我捧着这个看不见的球这么久，血液循环也受阻了，自然手麻了。”

这个气功班还是一个“高级班”，所以，除了我这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之外，个个都是有经验的气功师。所以，在这一个气功班上，初级理论就不教了，教的都是“高级”的。我的天哪！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也听不懂老师的课，因为他们所说的，与我从小接受的科学教育，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是满口胡言。本想认真记点笔记，至少能装得像个好学生，但也不知怎样下手。不过，我看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在很认真地记笔记，十分好奇，却又不好意思去问他们记点什么。

有一天，机会来了。下课之后，有位同学把自己的笔记本忘在教室里了。教室又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就趁这机会偷看他记了些什么。在他的笔记中，除了那些老师上课时讲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他的个人心得。例如，他写道：今天上课时，他看到老师的头上发出了金色的光芒等等。您也知道，我当时就坐在同一教室里，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啊！

不过那时我开始想，这本笔记本只是他私人的听课笔记，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宣传的目的，那么，是否他们真的看到了一些我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呢？

然而，我却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自己也“看”到了人体和其他生物体周围的“辉光”。不过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和俄罗斯。也不是用我自己的肉眼，而是用最先进的仪器。

说来不好意思，像我们这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仪器，往往比对自己的眼睛还要信得过。生物学家对电子显微镜比对自己的眼睛还相信，天文学家对射电望远镜，也远远比对自己的眼睛还相信。因为生物学家知道，用自己的肉眼看不到病毒；而天文学家也知道，用自己的肉眼看不到类星体，更看不到黑洞。同样地，我们这些生物物理学家也知道，用自己的肉眼看不到生物体和人体内外的电磁场，看不到可见光波段以外的电磁波。

1991年，我到了德国的凯撒斯劳滕。那时，那儿有一个国际生物物理研究所，专门测量生物体的超微弱发光（extremely weak luminescence）。他们把小小的生物体放在绝对黑暗的测量箱中，用灵敏度极高的光电倍增管（photomultiplier）来一个个地计算从该生物体内发出来的光子数目。这几乎已达到光学测定的理论极限了。

测量表明，所有的生物体都在不停地发光（图11-1）。这种光非常微弱，一般每平方厘米每秒钟只发射50～100个光子。而这种发光能力受到生物体的生理和病理状态的影响。最有趣的是，不论用什么方法杀死生物体，在临死前，发光强度都可以增加上千倍，这也是一种特异的“回光返照”吧。

然而，即使发光增强到每平方厘米每秒钟10万个光子，对于肉眼来说，还是太弱了一点。尤其是，如何能在白天这样强的背景光之下，看到这种很弱的光，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其实，这工作就是俄罗斯生物学家古威奇（Alexander Gawrilowitsch Gurwitsch，1874—1954）工作的继续（见本书第九章的图9-4）。古威奇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光电倍增管，但他已经用间接实验证明了生物体之间可以通过电磁波来通信。1993年，我又到了俄罗斯，到了古威奇曾经工作过的莫斯科大学，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见到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同行，使我对古威奇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莫斯科大学的老师们又陪我去参观了俄罗斯科学院，即原苏联科学院的遥测技术研究所。所长哥狄克教授（Godik）很激动地向我介绍了他们最新的实验结果。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研究所搞的是卫星遥测技术，这是军用卫星的眼睛，所以，他们从苏联军事部门得到了大量的经费，实验室的设备极好，技术也极为先进，主要测定的是红外线和微波。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他们突然失去了大批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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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植物体在可见光范围内的“辉光” （彩图见附录）


a. 玉米根的自然发光 b. 燕麦根的自然发光





这时，他们遇到了韩国的SAMSUNG公司，SAMSUNG公司希望他们能把这些精密的遥测技术用于医学。从技术上来看，这个建议是相当清楚和易行的，只不过是把原来从高空对向地面的镜头，转而对准人体就行了。

然而，结果却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他们马上就看到那围绕着人体的“佛光”（见图3-2），就如上千年前艺术家就曾画过的那样。而图3-2还只是一张静态的图。录像技术还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动态的、随着人的呼吸和其他生理节律变幻的“佛光”。

于是，“佛光”的问题变得很简单了，人体本来就是在不停地辐射出各种各样的射线。波长覆盖着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微波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些射线称为“人体辉光”或“佛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光”，并不是只有如来佛这样的圣者才会有。并且，也不单是我们这种人都有“佛光”，就是犯罪分子也有“佛光”，当然，每个人的颜色和形状会有些差别。如果把这些测定技术用于实践，想必警察局也会很感兴趣的。

不过，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肉眼真能“看”到这种“佛光”吗？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教科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感受波长360纳米到760纳米的“可见光”，对于波长大于760纳米的红外线或波长小于360纳米的紫外线，我们都是“盲人”，所以我们称它们为“不可见光”，因为我们看不见。

然而，生物学家都知道，蜜蜂就可以看到紫外线，而蛇就能看到红外线。同时，医生也都知道，某些人生来就是色盲，不能正常地分辨红、绿等颜色。如果与色盲者相比，我们就能干多了，可以看到他们所看不到的许多东西。但是与蜜蜂或蛇相比，我们又可能都是“色盲”了，比它们能“看”到的要少许多了。例如，说不定蛇就用肉眼看到图3-2那样的“佛光”，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所以，我们能不能这样猜测：某些人在某种特殊的生理或心理状态下，能有蛇或蜜蜂这样的能力呢？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人，他说出来的话，我们一般也不会信。要么认为他说谎，要么就像我在气功班里想到的那样，就是认为这些可怜的家伙出现了什么幻觉。

所幸的是，现在的人和大夫要比从前的人宽容多了。在中世纪的欧洲，无数生癔症的少女被当成妖女而烧死。而现在，有些高年资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某些所谓的精神病人，并不是真的精神错乱，而是处于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使得他们的感觉器官处于某种超灵敏状态，真的看到了一些我们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而我们这些常人却会说他们是胡言乱语，脑子出了毛病。

为了便于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可以用“道生”（dowsing）技术来说明。“道生”是欧洲的一种传统的寻找地下水的技术。会“道生”的人两手持着一根丁字形的棍子，在地面上走来走去。当走过有地下水的区间，拿棍子的双手就会抖动起来。现代科学证明：在有地下水的区域，地磁场带有一条“切变线”，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地磁场有一急剧的改变。显然，会“道生”的人能感受到地磁场的变化，而我们一般人就根本感受不到这种极为微弱的变化。

那么，这种会“道生”的人是否是某种超人呢？英国的物理学家和电子学专家史密斯博士（Dr. Cyril Smith）就是会“道生”的人，并用这种方法做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但他坦率地告诉我：其实，他是一个病人，是一个对电磁场变化过敏的病人，就如那些月圆时或天气要变时就睡不好觉的病人一样。用生理学的语言来说，我们一般人的身体都会自动抵消和平衡外部电磁场变化，而这种人不能有效地抵消这种变化，于是就出现了敏感的不良反应。

这儿，史密斯博士谦卑地自称为“病人”，而许多人却会把自己看成是“超人”。也许，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与常人之间的一种巨大的不同吧！

当然，有这种能力的人到底是“病人”还是“超人”，并不是本书想要讨论的题目。在这儿，我只想指出：虽然像我这样的常人看不到“佛光”——生物体周围的“辉光”。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不管我们称他们为有特异功能的“超人”，还是过敏的“病人”，只要不是骗人就够了。

事实上，即使像我这样一点没有特异功能的凡夫俗子，也可以感到一点点连自己也看不到的“佛光”，并且相信许多人也都有这一点点能力。例如，当我们在一个空房间里闭着眼睛向前走时，在我们走到墙壁前1米左右时，就会感到前面有东西。其实，这就是我们感受到了那墙壁反射回来的自己的“佛光”。

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当进入某种深深的入静状态时，不论对声波还是电磁波，我们的感觉灵敏度都可能大幅度提高。而在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古代社会，背景噪音要比这个摩登时代小多了，人心也静得多。所以，古人的感觉就比现代人好多了，可以看到、感到的东西也比现代人多得多了。

当然，古人所说的“佛光”可能还包括化学佛光，也就是人体分泌出来的气味。不过，本书重点讨论的只是电磁场和电磁波的那一部分以及它们的应用。



“佛光”的临床应用

首先把“佛光”应用到临床上的是俄罗斯的电工基里安（Valentina Kirlian）。那是1926年，基里安在一个医院里工作，一天晚上，当他在修理仪器时，不小心碰在高压电上，同时也使医院的保险丝跳了闸，停了电。在黑暗中，他看到自己的手在发光。他知道，这就是“放电花纹”。他也知道，时间非常短的高压电对人体没有危险。所以，他就自己设计了一台仪器，产生人为的非常短时间的高压电；同时，把手放在照片的底片上，这样，这种“放电花纹”就被记录下来了（图11-2）。这种技术曾在西方广为流传，并称为“基里安摄影技术”（Kirlian photography）。

基里安发明这一技术之后，就被调到植物研究所工作。他也很快发现，所有的植物都有这种“佛光”。并且这种“佛光”的形状与颜色都会随着该植物生理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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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用“基里安摄影技术”得到的手掌和手指周围的“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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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用于临床诊断的“基里安照片”





“基里安摄影技术”很快就传到了东欧国家，并又通过东欧国家传到西欧和美洲。许多医生和科学家都在想，是否可以把这一技术用于医学诊断。也有许多人联想到：这种“基里安照片”与神秘的针灸系统是否有关。然而，真正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还是德国大夫孟德尔 （Peter Mandel）。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用“基里安摄影技术”在指尖摄影（图11-3）。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图11-3，我们还可以看出，不但指尖的“辉光”犹如一个火焰的光环，有的光环还有缺口。而这种缺口所对应的经络，就与该病人的疾病有关。例如，从图11-3还可以看出食指左边有一缺口，对应于大肠经。事实上，这张照片就是从一个严重腹泻病人的手上得到的。

也许，从图11-3还不能非常直接地看出“基里安照片”与针灸系统的关系，那么，读者可以翻回本书第五章的图5-10。那是用“高频高压放电技术”得到的。事实上，这种技术就是“基里安摄影技术”的发展，或者说，就是“连续”基里安摄影技术，也就是用许许多多高压脉冲来代替一次性的脉冲，并且在暗室中进行慢速摄影，从而得到了与经络对应的亮线。

不过，最后我还是不得不指出，图11-1和图3-2的“辉光”是真的从生物体发出来的不同波长的电磁场，所以是真的“辉光”。但是，图11-2、图11-3以及图5-10那些“基里安照片”中的美丽辉光，并不是真的从人体发出来的光或其他波长的电磁波，只是一种“放电花纹”（discharge pattern）。也就是说，用三千伏的高压电，在短时间对人体充电，然后释放能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基里安摄影技术”得到的只是一种“人造的辉光”，或者说是“人造的佛光”。

虽然，“基里安照片”中的美丽辉光只是一种人造的辉光。但是，这种放电花纹的形状却与人体内电场强度的分布紧紧相关。所以，图11-3及图5-10中“基里安照片”与经络的紧密关系也说明，经络系统与人体内电场强度的分布紧紧相关。这也是经络系统与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有关的实验证据之一。



人体内的“佛光”

其实，人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不单是电磁场的分布，也是一种光的结构。换句话说，它也是我们身体内的“佛光”。这种“佛光”决定了“丹田”的形状和颜色，也决定了经络的分布和颜色。其实，这些早就被古人发现了，并且也写了下来。但是，这种体内的“佛光”也是肉眼不容易看见，并且与化学身体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就被只研究“化学身体”的现代医学忘记了。

看来，在某些方面，古代人比现代人，甚至比现代科学家还能干多了。由于历史记录的不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到底古人是怎样发现这环绕着人体周围，但我们肉眼又看不见的“佛光”；也不知古人是怎样发现人体内部存在一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丹田”、“腧穴”和“经络”。不过，根据物理学的知识，这些神秘的“佛光”、“丹田”、“腧穴”和“经络”等，倒是不难理解了，并且还可以通过现代仪器来测定。

在这儿，我们想多花一点时间讨论关于“丹田”的问题。其实，“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的概念，并不是只存在于中国医学之中。在印度医学中，“丹田”的概念占着更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印度医学中，他们不叫“丹田”，而是称为“光轮”（chakra），并且对“光轮”的研究也比中医对“丹田”的研究更细致。

例如，在中医中，只提到3个“丹田”，并且没有提到“丹田”的颜色。然而，在印度医学中，他们认为人体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光轮”。单单在人体的中轴线上，就有7个主要的“光轮”（图11-4）。

同时，印度医学还认为，这些“光轮”各有各的颜色、大小和旋转方向；同时，它们还对应于人的不同情绪等。例如，印度医学认为，“上丹田”（即“眉间轮”）一般是紫色的，与洞察力、创意、直觉等能力有关；“中丹田”（即“心轮”）一般是绿色的，与情感、情爱、自我存在等感觉有关；“下丹田”（即“脐轮”）一般是黄色的，与个性、自我、社会性等有关。所以，当人的情绪、心理状态或生理状态改变时，那些对应“光轮”的颜色、大小和旋转方向都会有变化。

然而，与“经络”一样，我们也不能用解剖学的方法来研究“丹田”或“光轮”。无论是从中医的观点还是从印度医学的观点，它们的位置都是非常明确的，并且体积还相当大。但是，当人们解剖尸体时，却看不到这样巨大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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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印度医学中7个主要的“光轮”，以及印度医学对它们颜色的描述





不过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医还是印度医学，对这些巨大器官的命名都比“经络”要清楚。中医称它们为“丹田”，而“田”这个字的英文翻译是field，正巧就是电磁场中“场”的意思。“丹”可以译成“药丸”（pill），但也可译成“红色”（red）。如果我们用后面的意思，那么，“丹田”就可以理解成“红颜色的电磁场”（red electromagnetic field）。而印度医学则称它们为“光轮”（chakras或light rings），这就更明确了，说明这些巨大的“器官”并不是像心、肝、胃、肺、脑等由实物组成的实体器官，而是一种由“光”组成的“虚器官”。

粗粗看去，“丹田”或“光轮”实在是太虚无缥缈，好像只是编出来哄哄孩子的童话故事。然而，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丹田”或“光轮”的存在倒是极为合理的。用物理学的话来说，许多“光轮”，尤其是对应于“丹田”的那3个，就是波的“聚焦中心”（图11-5）。当任何波（注：图上用的是光波）遇到一个曲面时，就可能被反射而汇聚在某一点或某一小区域中。在这个某一小区域中，波的密度特别高，也就是能量的强度特别高。每4年一次的奥运会的圣火，也就是用这个物理原理点燃的。

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体的颅腔、骨盆腔和胸腔时，就可以发现，它们就是很好的聚焦曲面，可能让波聚在它们的焦点上。事实上，它们也就是产生“上丹田”、“中丹田”和“下丹田”这3个电磁波密集区的实体结构所在。所以，“丹田”还是可以用解剖学的方法来研究的。只不过除了解剖学知识之外，还要加一点物理学的知识，这样，神秘的“丹田”也就不再那么神秘了。

南京明基医院的高也陶教授也指出：古典中医中的“三焦”，可能就是指“颅腔、胸腔、腹腔”这三个空腔器官。

与“丹田”或“光轮”相比，“经络”这个单词就费解多了。学者们曾经一度把“经络”翻译成channel。在英文中，channel的意思是“通道”，甚至是“管道”。所以，人们就误认为有某种液体或气体一样的所谓“气血”在里面流动。显然，这种错误的翻译就是来源于对“经络”一词的错误理解。并且，这种对“经络”一词的错误理解和翻译，不但把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也一度把整个经络的现代科学研究方向都引入了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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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丹田”


a. 体内的三个主要的聚焦曲面 b. 理想的人工聚焦曲面





后来，又有些学者把“经络”译成meridian。在英文中，meridian的原意是地球上的“经纬线”。这说明，人们对于“经络”一词有了深一层的理解。认识到“经络”不是什么实体的管道，而是像经纬线那样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

不过，对“经络”的现代科学理解就比“丹田”或“光轮”又要难多了。因为，“聚焦”已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老概念了，已经是经典光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大家在初中时就学过了。当我们说：“丹田”就是“聚焦中心”时，大家对“聚焦”这个单词早已很熟悉了。所以，前面的几张图和几段话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然而，当我们说“经络”是干涉图上的条纹，而这张干涉图又是驻波叠加而成的，是一个电磁场的耗散结构时，那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了。

“干涉”和“驻波”是在大学物理中才开始学到的，而“耗散结构”在物理学中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只有30多年的历史，比经络的研究还要年轻得多。所以，即使在一般大学的物理学教科书中，也没有“耗散结构”这个单词。甚至许多老一点的物理学家也没有学过，而生物学家和医生当然就更陌生了。

换句话说，“经络”本质涉及非常新的物理概念——“耗散结构”，并且还是肉眼不可见的“耗散结构”。所以，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耗散结构”的概念，因为这是对于解读本书是不可少的，希望读者更能耐心地阅读和消化这些章节。



“佛光”的测量技术和数据分析

当然，从理论物理的角度来说，人体内电磁场耗散结构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真正的困难，只是如何从实验测出来；以及从众多的实验数据中，如何理性地认识到这个电磁场耗散结构的存在。

前面我们把“佛光”分成人体周围的“佛光”和人体内部的“佛光”。从技术上来说，测定人体周围的“佛光”已经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了，除了本书引用的几个例子之外，测定生物超微发光、红外线和微波方面的文献资料已经数以万计了。

然而，测定人体内部的“佛光”却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是与化学身体混在一起的。更难的是，不管任何探头进入体内，都是对体内电磁场的一种严重干扰，当然更不能把人体解剖开来测量了。于是，这种研究工作就与地球物理学家研究地球内部结构一样，只能在表面进行了。

所幸的是，根据物理学原理，电导与电场强度成正比。所以，从体表的电导分布就可以得到体内电场分布的许多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体表电导测量，来看到体内“佛光”的大体形状。所幸的是，中国的古人已经在针灸书上把这个“内在佛光”的形状用所谓的“经络图”粗略地画了出来。

还有，“基里安摄影技术”所得到的“人造佛光”也与人体表面的电场分布有关。而“基里安摄影技术”也证明了中国古人所发现的所谓“经络系统”也就是“内在佛光”的一种近似描写。

其实，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最难测定的倒是体内的“丹田”或“光轮”。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古人早就通过直觉“悟”到了。但作为科学家，我们还得再耐心地等待技术上的进步。

从理论上来看，“体外佛光”和“体内佛光”的存在都是不容怀疑的问题，难的是数据分析，难的是如何从这些测定数据中得到临床上有用的信息。与“化学身体”中的分子测定不一样，我们常用的“还原论”（reductionism）方法在这儿都不适用了，也就是说，所有研究简单系统的数学工具都不太管用了。因为“佛光”中的信息太丰富了，但又不能用解剖刀或超速离心机来分离这种丰富的信息。

所幸的是，许多天才的数学家又发明了一些处理含有无限元的复杂系统的数学工具，于是我们就又可以定量地来处理从“佛光”测量中得到的复杂数据，从而定量计算出人体“心身系统”（mind-body system）的和谐程度。而这将是本书第五篇中将要讨论的主题。





第十二章 “拆分论”的尽头，黄金时代的开头


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世界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都是紧张和恐惧的时代，伯里克利的雅典、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无不如此……当今时代同样如此……只是当今时代的变革不仅仅影响像英国这样的小岛以及像希腊或意大利这样的狭小半岛，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的居民。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en Stavrianos）

美国历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





拆分论的尽头

生物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现代生物学对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现代生物学的基本思想是“拆分论”（reductionism）。

“拆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用通俗的语言来说，“拆分论”基本思想就是一个字“拆”，即把一个复杂系统拆开来，拆成许许多多小零件，一个一个地进行研究。正如普里高津说的，西方人的思维就是一个“拆”，西方人的强项也就是一个“拆”。这种“拆”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但现在这种“拆”的思想已经成了现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年轻的科学家，从一开始就要学会“拆”。例如，要学会如何把一个力在一个三维坐标系中“拆”成在3个方向的3个力的分量。在研究复杂系统时，更是要学会如何把一个最重要因素从众多的因素中分离出来，也就是分“拆”出来。同时，还要把一个系统从它复杂的环境中分离出来，也就是分“拆”出来。

这种“拆”的思想非常典型地表现在医学和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对人体的研究工作中（图12-1）。用“拆分论”研究人体的第一步就是解剖学。也就是把人体用解剖刀“拆”开来，拆成一个一个器官。解剖学的下一步是组织学，就是把器官再“拆”成一组一组的细胞。组织学的下一步是细胞学，就是把细胞再进一步“拆”成不同的细胞器。细胞学的下一步是分子生物学，也就是把细胞和细胞器再“拆”成大大小小的分子。许多研究人员深信，只要我们把身体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搞清楚了，我们也就可以解决医学中的所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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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医学中的“拆分论”道路从“解剖学”，到“组织学”，到“细胞学”，再到“分子生物学”，步步深入





这种“拆”的思维方式确实有许多好处。因为它能把问题分析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然而，这儿我们重点想讨论的是，“拆分论”是否是科学研究中唯一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思维方式呢？尤其是有没有适用于研究复杂系统、生命系统和“整体医学”的思维方式呢？

我们在这儿用一个交响乐团（图12-2）来表示一个复杂系统，并且考察怎样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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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我们是否能用纯“拆分论”的思路和分子的角度来研究一个交响乐团





首先，我试用“拆分论”的思路，也就是“拆”的思路，来研究这个交响乐团。“拆”的第一步就是把交响乐团分拆成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这样三大组，就像传统西医学中先把人体分拆成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这样几大组。

然后，我们又可以把弦乐器分成竖琴、低音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和小提琴等，就像我们又可以把消化系统分拆成食道、胃、小肠、大肠等。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小提琴组进一步分成一号小提琴、二号小提琴、三号小提琴等。这样我们很快就把交响乐团分拆成单个的乐器。

为了一曲交响乐的成功，每个乐器都必须非常“健康”，也就是说，任何一只乐器都不能有器质性的问题。如果哪一只乐器出了毛病，就必须马上修好。而为了维护小提琴的“健康”，我们又必须对小提琴的结构非常熟悉，所以又要对小提琴的结构进行解剖，从琴身、琴桥、琴弦和琴弓几方面进行解剖，使每一部分的结构都达到最佳形状。当然，最佳形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合适的材料，所以还需要了解每一个部件的分子结构。在医学上，这就是分子生物学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是否每一只乐器、每一个部件、每一个分子都正确，都“健康”，就可以保证交响乐的演奏成功呢？也就是说，单用“拆分论”方法行不行？

当然不行！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每一只乐器、每一个部件、每一个分子都正确，只是交响乐成功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不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也就是说，为了保证交响乐的成功，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条件，例如，每只乐器都要进行统一的、正确的调谐，调到正确的频率上。而这个调谐或调频过程几乎与分子无关。

而且，把乐器的基本频率调好还是远远不够的，每一只乐器还要正确地演奏，也就是说，频率的变化要有严格的、正确的、动态的“时间结构”，用音乐家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正确、优美的“旋律”。而这种“旋律”也与分子结构没有什么关系。

更难的是，不仅单个乐器要有正确的旋律，而且整个交响乐团的所有乐器，同时都要有正确的旋律，尽管每只乐器的旋律各不相同。最难的是，还要非常“和谐”地把各种乐器的不同旋律组合在一起。

而所有后面的过程，如调谐、正确的旋律、和谐的旋律组合等等，都已经远远超越了“拆分论”的思维方式。而当今的医学，也就是面临着“拆分论”思维方式的极限。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许多医生就开始寻找“整体论”的道路。其实，这也就是西方出现“中医热”原因，因为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整体论”的思想，充满了“辩证”的思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种“整体论”思想和“辩证”思想进行科学化、定量化和数学化的研究呢？



东西方思维差别的起源

在讨论能否对“整体论”思想和“辩证”思想进行科学化、定量化甚至数学化的研究之前，我们还得先探讨一下为什么东方和西方会出现两种非常不同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文化的不同起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最初可能是由于地理条件不同产生的，也可能是来源于不同的天启。但不同的思维方式又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产生了不同的宗教。然后，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又反过来影响，甚至有形或无形地、有力地控制着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成为一种虽然无形，但却相当巨大，并且非常顽强的力量。

在7000～5000年前，整个地球上约有20种不同的古文明，或称为古文化。如中国的“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印度的“恒河文化”、中东的“两河文化”（即“美苏尔文化”）、非洲的“尼罗河文化”、南美的“印加文化”等等。它们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各自的思维方式。

在漫长的岁月中，有的古文化衰落了，如“两河文化”；有的消失了，如“印加文化”；有的被中断了；有的被融合、被改造了。在保留得比较好，并且最能代表东西方文化差别的，要算“黄河文化”和“尼罗河文化”。而在公元7世纪时，埃及被阿拉伯人完全征服，100年后，完全被伊斯兰文化同化。所以，“尼罗河文化”事实上已经消亡，后来主要通过“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这两大次生文化来影响当今世界。

一般大家公认中国的文化之根来源于“黄河文化”，古医书《黄帝内经》，就是产生在黄河流域。同时，对中国人思维模式产生巨大影响的《易经》，也是产生在黄河流域，是最早的华夏文化的文字记录。有趣的是，《易经》与《摩西五经》、《吠陀经》（Vedic Hymns）这三本书几乎产生在同一时代。现在看来，这三本人类最古老的经书，会成为对人类未来影响最大的三本书。

然而，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欧美文化”之根并不在欧洲，更不在美洲，而主要是在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和中东的两河流域。

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个地球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东半球，没有西半球，那么，在这个地球上，会不会产生现代科学？如果也会，那么，科学的结构又可能是怎样的呢？

现在中国国内常把“欧美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两希文化”是一个相当中国化的单词，很难翻译成英文或其他欧洲文字。不过，“两希文化”的确是对“欧美文化”的一个极好的归纳、总结和描述。但是无论是“希伯来文化”还是“希腊文化”都深受“尼罗河文化”的影响。

为此，让我们比较一下“黄河文化”、“尼罗河文化”、“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之间的差别，尤其是思维结构上的差别，从而使我们在这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时代，在这科学发展的转捩点面前，有一更为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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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尼罗河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象征


a. 埃及金字塔 b. 中国长城





图12-3中的两张照片，可以看成是“黄河文化”和“尼罗河文化”的象征。虽然由于阿拉伯文化的兴起和对埃及的征服，作为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的“尼罗河文化”，几乎已经在埃及自己的土地上消失了。然而，这个古老的文化，尤其是它与“美苏尔文化”汇流的产物，即“希伯来文化”，却通过《圣经》影响了整个欧洲、美洲，以至整个世界。

同时，“尼罗河文化”又通过“希腊文化”，通过亚里士多德，通过《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影响了整个欧洲。然后，又传到美洲和大洋洲，从而影响了整个欧美，并且通过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扩展，正在继续影响着整个世界。事实上，整个现代西医就是从这个文化摇篮中产生的。

那么，“尼罗河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一是“理性化”，二是“线性化”。

尼罗河是一条很有规律的河流，定时泛滥，定时枯水。每次泛滥之后，土地就要重新丈量，重新划边界线。这样年复一年，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测量经验和技术。而这些经验和技术被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系统地整理成《几何原本》，又称为《欧几里得几何学》，也就是我们初中一年级就学过的《平面几何学》，影响了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从而也深深地影响了西方的思维方式，甚至当今全球的思维方式。《欧几里得几何学》严密的框架结构，被看成是“理性”和“逻辑”的典范，也是现代科学的典范，是现代科学的最高标准。同时，《欧几里得几何学》又是一个线性结构的系统，所以，线性化也就成了西方思维的一种特色，并且还成为训练年轻科学家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思想的更深处，尼罗河的这种规律性，还导致了“一神论”思想的出现，即相信有一位理性化的上帝。《圣经》的第一位作者叫摩西（公元前1526—公元前1406），他虽然是一个希伯来人，却在埃及出生和长大，并受到良好的埃及宫廷教育。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并由他完成了《圣经》的最前面的5章，被犹太人称为《摩西五经》，包括有关世界起源的《创世记》，第一次清楚地表达了“希伯来文化”的世界观。《圣经》是由不同时代的66位作者写成的文集，历时1500年左右，却仍然保持了思想的高度一致性。

综观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世界末日，也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相当线性化的结构。有趣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中流行的新理论，是从“大爆炸理论”（Big Bang）到“黑洞理论”（Black Hole），就是新版本的，但仍是有头有尾的非常线性化的“创世记”（大爆炸时，无中生有，有了世界）和“世界末日”（世界上所有的物质，最终都湮没在黑洞之中，归于虚无），可见《圣经》对西方人思维影响之深。

《摩西五经》奠定了《旧约》的哲学基础，而《旧约》又是犹太教的经典。两千年前，当犹太教发展成基督教后，又从以色列传到罗马，再次与希腊文化汇合，产生了《新约》。300多年后，当整本《圣经》成书时，《摩西五经》和全部《旧约》，与《新约》一起，都收入了《圣经》。后来，基督教又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也就是说，《圣经》成了整个欧洲的哲学、伦理、道德和世界观的基础。所以，这“一神论”的思想和“创世—堕落—救赎”的世界观，就成了整个西方世界观的主旋律。

这种理性化的一神论思想，相信是神创造了世界万物，同时也创造了所有的自然规律。所以，科学家的使命就是找出这种自然法则，而工程师和技术员的使命就用运用这些自然法则，从而造福人类。这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我们称为“穷根究底精神”，又称为“希伯来精神”。许多杰出的西方科学家，几乎包括所有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如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牛顿（1642—1727）、普朗克（1858—1947）、海森堡（1901—1976）等，都认为越是深入研究科学，就越是接近认识上帝。而在古代的东方，并没有这种信念和精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

与尼罗河相反，黄河是一条难以捉摸的河流，难以预测泛滥的时间。所以，就难以发展出一个理性化的一神论思想。所以，与古希腊一样，多神论也是中国民间思想的主旋律。

虽然，在老子的哲学中，“道”是世界的本源，是万物之母。老子对“道”的描述，也体现出一种深刻的一神论思想。但是，老子又说了“道可道，非常道”。进一步指出可以用语言表达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之道。这说明，老子又早就认识到我们人类语言和理性思维的有限性。

老子的思想极为深刻，可以不夸大地说，老子的哲学是世界上最深刻的哲学思想。但是显然，这种哲学思想并不太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至少在科学发展的初期。因为从表面上看来，老子的思想，不但缺少“穷根究底”精神，而且还在给“穷根究底”精神泼凉水。

所以，如果只有半个地球，只有东方，没有西方，那么，现代科学会不会发展起来呢？当然，也一定会发展，正如西方谚语说的：“即使哥伦布死在摇篮里，美洲迟早也会被人发现的。”

但是，如果只有东方，没有西方，那么科学的出现，显然就要晚得多了。同时，如果只有东方，没有西方，这样发展出来的现代科学也会与我们今天所学的完全不同。因为东方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这个框架结构，并且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一个框架结构：一个东方的框架结构。那么，这个“东方的框架结构”又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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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东方思维框架”和“西方思维框架


a. 太极，中医的标志 b. 铜蛇，西医的标志





为了理解“东方思维框架”和“西方思维框架”之间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医学上常用的两个标记说起（图12-4）。图12-4的左面是太极图，是中国医学思想的象征，用“太极图”来表达“阴””和“阳”的平衡以及互动关系。图12-4的右面是一条“铜蛇”，是西医的象征，在欧美国家的许多药房门口都可以看到。

“铜蛇”也是来源于《圣经》故事（《民数记》21：4-9）。《圣经》上记着，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旷野时，遇到了许多毒蛇，很多人被蛇咬了。这时上帝叫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当病人仰望这条铜蛇时，病就好了。

从这两个不同的医学标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它们结构上的不同。“太极图”不但表示一种平衡，也表示一种不停的循环运动：当“阴”发展到了极度，“阳”的种子就产生了，并且不断生长，一步一步地占了主要的地位；但是，当“阳”发展到了极度时，“阴”的种子又产生了，并且不断生长，逐步占了主要的地位……如此反复循环。所以，医学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动态平衡，如果失衡，就要调理。

然而，在铜蛇所象征的医学思想中，并不存在任何平衡、妥协或中庸的思想。反之，在这一象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张你死我活的图像。所以，又有人把现代西医称为“对抗医学”（allopathic medicine）或“征服医学”（conquering medicine）。显然，这与中医的基本思想完全不同。

顺便提一下，德国古医称为“顺势医学”（homeopathic medicine），也就是与“对抗医学”相对，甚至相反的意思。“二战”以后，“顺势医学”曾一度在德国被禁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禁。现在，与“中医热”一样，“顺势医学”又成了欧美和印度一带非常热门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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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中国的“五行学说”和希腊的“五元素学说”


a.五行之间的关系 b.五元素之间的关系





从结构上来看，铜蛇是一种有头有尾的线性结构，而太极图则是一种无头无尾的非线性结构。不过，我们从中国的“五行学说”和希腊的“五元素学说”中，更容易看出东西方思维结构上的不同（图12-5）。

很显然，古希腊的“五元素学说”是一种有头有尾的线性结构（图12-5b），而古中国的“五行学说”（图12-5a）则是一种无头无尾的非线性结构。

在古希腊的“五元素学说”中，只有“土生水，水生气，气生火，火生以太”的“相生关系”，一个比一个高，既没有“相克关系”，也没有循环，用现代数学的言语来说，就是一种“线性关系”。

而在古中国的“五行学说”中，有“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的“相生关系”，用数学的言语来说，就是一种“循环关系”，也是种“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有“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的“相克关系”，用现代数学言语来说，同时还有另一种非线性的“循环关系”。而当现代科学从“线性”到“非线性”发展时，这两种结构的差别就更有意义了，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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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易经》的结构和《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构


a. 《易经》结构框架 b. 《欧几里得几何学》结构框架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结构，又直接影响到古代科学理论的框架结构。图12-6代表了东西方两种古典数学理论的框架。

图12-6a是《易经》的框架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易经》就是中国的古代数学。许多人认为《易经》的理论就是早期的计算机理论。中医的理论系统也完全基于《易经》的理论体系。所以，《易经》可以看成是中国科学理论的框架结构。

图12-6b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框架结构，也是现代科学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像一棵大树，底部是树根，称为“公理系统”。然后，对所有的术语都一一进行严格的“定义”，避免所有可能的含糊之处。最后，基于这些公理系统和极为严格的逻辑推理，一步一步地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干和许许多多的分枝。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所以，如果真的地球上没有西半球而只有东半球，那么，现代科学的框架就不会用《欧几里得几何学》做模板，而是用“五行学说”和《易经》做模板，并发展成与现存现代科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现代科学理论”。这个“现代科学理论”再也不是像大树那样的、线性的、有头有尾的结构，而是一种充满了相互生克关系的网状结构。

当然，“地球上没有西半球而只有东半球”只是一种思想实验，用来进行探讨科学中是否还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方法。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西半球早就存在了。现代科学也早就在西半球发展起来了。所以，再建立一个单纯东半球的现代科学已经不现实了。于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从东半球发展起来的“整体论思想”（holistic thinking），与在西半球发展起来的“拆分论思想”（reductionistic thinking）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包含两种思维模式的、新的、统一的科学理论呢？事实上，本书最后想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尤其是本书的第五篇。



西方对复杂系统的研究

人类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地发展的。所以，我们还是很幸运有一个西半球，有“拆分论”的思想和“拆”的思想，才能把问题简化，从而使得科学可以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地发展。而科学发展到今天，简单的问题都搞得差不多了，是开始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了，也是开始要用到东方“整体论”思想的时候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1969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奖，这就意味着经济这样复杂的系统，也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在这儿，传统的“线性化”的方法和“拆分论”的方法，就明显地存在不足了。

其实，生命系统是比经济更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再固守“拆分论”的方法，大概也要变成一个人类思想史上的老古董了。因为越“拆”就离整体越远了。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西方科学家已经开始脚踏实地面对复杂问题，并且开始寻找新的思维模式。例如，如何把一个系统“线性化”，曾经是训练年轻科学家的一种基本手段。但是，最近的30～40年，“非线性问题”，却成了科学界的时髦课题。同时，“复杂问题”的研究，也在科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当然，医学界的“中医热”和“整体医学热”，也是同一思潮的共同反映。

在研究“复杂问题”中，德国来堡大学的哈肯教授（H. Haken）是这方面的先锋。在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了“协同学”（synergetics）概念。他不是像传统的那样，把一个系统“孤立”或“分离”成许多无关的元件，而是把一个系统分成许多子系统，并且各子系统之间也不是“孤立”或“分离”的，而是有相互合作的关系。

几乎与哈肯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非线性理论，如“灾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分歧理论”（bifurcation theory）、“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等等。

“灾变理论”重点指出线性理论的不足，并指出，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常有许多“奇点”（singular points），在“奇点”上，往往也就是这个系统出现灾难的地方。

“分歧理论”研究非线性系统的“分歧点”。在“分歧点”上会出现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现象，只需一点微小的力量，就可以决定一个巨大系统（如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分歧理论”的极端例子就是“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一只蝴蝶翅膀的拍动，就可能在千里之外引起一场大风暴。

“分形理论”是研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自我相似性，而“混沌理论”则是研究像“湍流”等如万马奔腾一样高度混乱和动态的系统。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许多研究所在研究复杂系统。如德国马堡大学物理系中就有一个“量子混沌实验室”。而本书第八章中的图8-12就是从该实验室得来的。



融合东、南、西三方的思维方式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拆分论”并不是唯一的模式，“线性化”更不是唯一的方法。而“孤立”和“隔离”方法，局限性就更大了。虽然，“拆分论”、“线性化”、“孤立”和“隔离”，都曾经是极为成功的科学方法。但在面临复杂系统研究和对整体医学研究时，就显出它们的局限性来了。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但又各有优缺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能不能融合东西方思维模式优点，从而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呢？这是当今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但要考虑到欧亚大陆的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不同，也要考虑到欧亚大陆南方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东”、“南”、“西”这三种不同的医学思维模式。

中国人、希腊人、印度人对人体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图12-7）。这三种对人体的不同看法，自然发展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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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中国人、希腊人、印度人对人体的三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a. 中国医学：神秘的“气”和难以定义的“和谐”

b. 希腊医学：清晰、理性、逻辑和“还原论”的思想 c. 印度医学：神秘的“光轮”和“七层身体”的思想





在希腊人的眼中人体内的骨头架子是最重要的了。没有骨头架子，整个人就成了一摊肉，与章鱼、水母一样了。正确的骨架子，是健康的基础。“正骨科”在西方也很流行。他们认为人的许多病痛都来自于某一骨头或关节的小小错位。

当然，穿着衣服的人，是看不到骨头架子的。就是有皮肤、有肌肉的活人，也看不到骨头架子。如果我们能讲老实话，我们就得承认，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我们亲属和朋友的骨头架子。那些骨头架子只在我们的脑袋里。所以，骨头架子其实往往并不真在希腊人的“眼目中”，重要的是在希腊人的“心目中”。

不过，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活人的骨头架子，但是死人的骨头架子还是不难看到。所以，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西方大夫，真是很喜欢解剖死人。现代西医最早是从英国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医生非常想剖剖死人，而当时的教会又不许剖死人。于是，“物以稀为贵”，死人的买卖就与今日的海洛因买卖一样，成了非常有利可图的黑市交易。

要看希腊人“心目中”的骨头架子已经不太容易了，而要看中国人“心目中”的“经络”，那就更难了。不要说在活人身上看不到，就是在死人的身上也看不到。这也难怪那些反对中医的人说：“经络是中国古人面壁虚构出来的东西。”

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经络”已经够让人烦心了，而那说不清楚的“气”更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中医说的“气”，显然不是“空气”，更不是“氮气”、“氢气”、“氦气”等，也不等于现代科学中的“能量”。既可以说什么都是“气”，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气”。这也难怪那些反对中医的人说：“中医是一种玄学。”然而，中医中最玄的还是“和谐”这个东西，真是“玄而又玄”。

不过，印度人的想象力比中国人还要高。印度人“心目中”的“光轮”（chakra）也与中国人的“心目中”的“经络”一样，不但在活人身上看不到，就是在死人的身上也找不到。所以也是一种好像很玄的东西。更玄的是，印度人还认为，人有“七层身体”。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只是第一层身体。那么，还有六层身体是什么呢？当然，印度人早就给这“七层身体”一一取了名字。问题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怎样来看待和理解这神秘的“七层身体”呢？

或者，我们更广义地说，这三种不同的医学思维模式中，西医和现代科学只是沿着希腊人的思维框架在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完全没有中国古人和印度古人所发展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过去的几百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步步发展，中国的医学模式和印度的医学模式受到了西医和现代科学的批判，甚至受到歧视。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医学模式和印度的医学模式已经开始对现代科学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挑战。

这种挑战，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融合过程。短时间来看，文化的融合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的融合会产生新的更为美好的文化。医学和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会大大得益于这种文化的融合。

事实上，在过去的2000～3000年中，欧洲的文化就是经历了这样的文化融合，并且大大得益于这样的文化融合，才使得今天的欧洲文化成了全球的主导文化。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而知新”。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常常总结过去的经验，会对今后的人生道路，大有好处。作为一个社会来说，能常常总结过去的历史，也会对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所以，为了更好地发展医学和现代科学，我们也有必要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医学和科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东、南、西三大文化圈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在远古的岁月中，由于交通的不发达，不同地区的人类，发展了各有特色的多种多样的文化，从而使这个地球更为丰富多彩。前面已经提到，在7000～5000年前，整个地球上约有20种不同的古文明。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古文明消失了。最典型的是美洲那迷人的印加文化和玛雅文化。它们已经不在现代社会中起作用了，更难对人类的将来产生影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澳洲古文明也消失了。所以，只有欧亚大陆（包括北非）上的古文明不但没有消失，并且在过去的2000～3000年中不断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今天。并且，必定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明天。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用图12-8来回顾欧亚大陆上三大文化圈的发展历史。

相对来说，在这三大文化圈中，“印度文化圈”最简单，因为“印度文化圈”变化最少。反之，“中东、欧洲文化圈”最复杂，变化也最多、最大。所以，我们就先讨论“印度文化圈”，再讨论“中国文化圈”，最后讨论“中东、欧洲文化圈”。



印度文化圈

之所以说印度文化史最简单，其中一个原因是历史资料最少并且最不可靠。这是一个很可笑的原因，但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第二个原因是印度文明史的变化最小。尽管印度一直受外族人的侵略、占领和统治，先是雅利安人，再是穆斯林，最后是英国人；但古印度文化的影响，今天仍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当然更活在印度人的脑中和心中。与中国相比，印度也没有出现中国秦、汉以及后来的2000年中，自己对自身古文化的巨大摧残。所以，至今，印度人还是最好地保存着印度古文化这个巨大的文化古董。

从文献上来看，印度的古文化最早也可以追溯到约3500年前的《吠陀经》（Vedic Hymns），它好像与《摩西五经》成书时间相近。但是，《摩西五经》带有很强的历史色彩，还可以向上再追溯上千年，甚至更远。而《吠陀经》只是一本诗歌集，无法再追溯了。所以，印度人认为他们只有3500年的历史，就如希腊人常认为他们的历史是从奥林匹克开始的，实际却远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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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欧亚大陆上三大文化圈的发展史





其实，《吠陀经》还不是正宗的印度人写的，而是雅利安人写的，也包括后来的《薄伽梵歌》和《奥义书》等。雅利安人的来源也不清楚，可能是伊朗、意大利等地甚至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总之，是第一批入侵印度的外族人。然而，从《薄伽梵歌》、《梵书》和《奥义书》等经典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哲学和世界观与雅利安人的欧洲，甚至中东的表亲都完全不同，显然是吸取了当地更早的古文化，即古印度河流域的文化。

虽然雅利安人在记载美丽的古印度文化中功不可没，但由于是少数的外来民族来统治多数的当地人，他们发明并建立了极为丑恶的“种姓制度”（caste），也就是按皮肤的颜色把人分成四个等级。这比儒家按官衔、按男女、按辈分把人分等级更为恶劣。虽然从1947年起，印度在法律上正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几千年的影响还是给当今的印度社会留下了深深的负面烙印。

不过，印度文化的最美部分是最原初的“非暴力”（杀戒）、“再生”（轮回）和“因果报应”（业）等思想。当然还有前面已经提到的“佛光”、“光轮”和“七层身体”等。这些思想正在并且必然会在今后的世界中，发出更美丽的光彩。

其中“佛光”、“光轮”和“七层身体”等，都是这一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它们还将对医学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从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本书真正只是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读者，看到这个美好的未来，为医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圈


印度文化中的“非暴力”（杀戒）、“再生”（轮回）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因果报应或“业”）等思想，早已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平地进入了中国，并深深地融进了中国的文化之中。甚至当中国人说到中国文化就是“儒、释、道”三块时，已经完全忘了，“释”原本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印度文化，并且是源于印度古文化最古老的哲学部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儒、释、道”三家之中，“道”才是最正宗的神州古文化。虽然，《道德经》只有约2500年的历史。但它的哲学思想早在《易经》中已产生，并且在后来的《黄帝内经》中进行了发挥。虽然司马迁的《史记》中写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只有约3000年的历史，然而近代考证认为，《易经》最初的形成，应该在约4000年之前。

另一方面，《道德经》只是道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接近尾声时的产物。老子哀叹“大道隐去”，于是“西出函谷关”，离开了中原大地。于是，神州大地就变成了龙争虎斗的地方。

然后就是“秦皇汉武”，出现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了军事上的强大和中央号令的畅通，汉武帝选择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儒家”，并钦定为国教。于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高度“政教合一”的时代。不夸大地说，中国的“政教合一”，远远高于欧洲的“政教合一”。

欧洲当时的教皇虽然有神权，但没有军权和政权；而各路诸侯，也就是众多的国王，虽然有军权和政权，但是没有神权。于是，国王打下了江山，还一定要教皇来“加冕”，才有神圣的光环。而教皇和众多的主教、神父等，又要靠国王手中的行政系统和军队去收10%的“教会税”。显然，这样的“政教合一”，是很不和谐的，虽然常常能相互配合，但也常常相互闹矛盾。

反之，自从儒家成了国教之后，中国的皇上就是“真命天子”，也就是全国唯一可以称为“神的儿子”的人，是神的唯一代表，具有神权；同时又是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具有政权与军权。这样的“政教合一”，没有矛盾，比欧洲的中世纪要“和谐”多了。于是，从“秦皇汉武”，尤其是从汉武帝开始，中国进入了2000多年的“文字狱”时代。在司马迁之后，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历史学家。从那时开始，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不出新思想、不出思想家的“黑暗的中世纪”。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儒家一无是处。首先，自从汉武帝推行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央的号令就十分畅通，省得地方诸侯们七嘴八舌，“不和谐”，乱了套路。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中严格的等级体制，极有利于军事行动。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多年的匈奴骚扰得以解决，疆土得以大大扩展。于是，中国就不但没有像印度那样老是当外族人的臣民，而且还用儒学成功地同化了外族人。

儒教的成功与伊斯兰教的成功有许多相似之处。伊斯兰教也使得饱受外族人欺负的阿拉伯人统一起来，强大起来。不但在对外的疆土扩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内部管理也与中国一样，“统一思想”、“男尊女卑”、“上下有别”等等，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和谐”。但是，这种军事上的强大，内部的井井有条，以及所谓的“和谐”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要牺牲思想的自由，牺牲人身的自由，甚至牺牲人的尊严。

这样看来，欧洲有过10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伊斯兰国家有了14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而中国却有了2000多年无思想的“中世纪”。不过，这也不要紧，迟熟的果子往往质量更好。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世纪的末期，于是“神州的文艺复兴”也就不远了。

欧洲中世纪的末期，也是经济步步起飞的时代。而中世纪之后紧接的便是硕果累累、美不胜收的“文艺复兴”，是导致深刻思想变化的“宗教改革”，确定了人人都是“真命天子”的信念。这就是本章最前面所引用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这一伟大的时代。

而在人人都是“皇上”和“女皇”的原则下，“上智下愚”、“男尊女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的等级观就不管用了，于是，就不得不通过和平的“光荣革命”，在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于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都在英国出现了。而“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又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在中国“中世纪”的末尾，我们很容易看出，紧接着的时代，应该是怎样一个美丽的“黄金时代”！


中东，欧洲文化圈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中东，欧洲文化圈”。尽管我们可以很妥帖地把欧洲文化称为“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但是，从图12-8中可以看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都不是最原初的古文化。

在这个文化圈中，最原初的倒是两河流域的“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而从地理上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文明，都太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破坏。于是，早在“古典时代”，也就是在欧亚大陆东头的“华夏文明”中出了老子（公元前601—公元前531）、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这样的思想家，在南头的“印度文明”中出了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3—公元前483）这样的大师，在西头的“古希腊文明”中出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这样的大哲学家的伟大时代，“美苏尔文化”和“埃及古文化”都已经衰落了。然而，“美苏尔文化”和“埃及古文化”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却通过地中海地区的人员流动和文化的交流，被“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所吸收，并且发扬光大，逐步成了整个欧美以至整个世界的主流文化。

从亚伯兰算起，“希伯来文化”最多只有4000年的历史。希伯来人又称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是一个爱深思并爱穷根究底的民族。4000多年前，希伯来人从两河流域移民到迦南，即现在的以色列。从地理上来看，以色列就是处在“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文化”这两大古文明之间的一个通道或桥梁的位置上。

“希伯来文化”最初起源于两河流域的“美苏尔文化”，大约4000年前移民到以色列。约200年后，又移民到埃及，在那儿住了约400年，又深深受到了“尼罗河文化”的影响，然后再次移民到以色列，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希伯来文化”。所以，“希伯来文化”吸收了“美苏尔文化”和“尼罗河文化”这两个最古老文明的丰富营养。

从摩西（约公元前1526—公元前1446）到玛拉基（约公元前440—公元前430，写《玛拉基书》），又几乎花了约1000年时间，才逐步形成了极为独特和系统的“希伯来文化”，并用希伯来文写成了《旧约》，极为清晰和严格地表达“希伯来文化”的世界观和信念。《旧约》严谨的写作风格，为整个欧洲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最忠实、最客观的历史记录典范。

附带说一下，“希伯来文化”对史实的尊重，正巧与“印度文化”对真实世界的忽视，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对许多历史人物和故事细节的记载，常常令人惊讶。同时也非常经得起考古学的严格检验。反之，在印度，甚至对释迦牟尼这样的重要人物，都搞不清是哪年生哪年死。在不同的印度权威文献中，误差可大到一百年之久。一说是公元前624年到公元前545年，另一说则是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本书只好任意选了后者，为的是与其他古典时代的哲学家们靠近一点。

更令人惊讶的是希伯来面对自己民族丑闻的勇气，这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大卫王是希伯来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但在《旧约》中，却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大卫王如何勾引有夫之妇，又如何设法谋杀她的丈夫等等丑闻的细节。而几乎《旧约》中所有的《先知书》都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希伯来人自己。更值得注意的是，《旧约》可是希伯来人的圣书，是一本神圣的书呀！要是中国人也能这样勇敢，司马迁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这种勇敢面对历史的态度，也是“希伯来文化”的精华。这也是有“希伯来文化”影响的德国总理能在波兰的集中营前面当众下跪，而日本天皇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勇气的原因吧！

这种“希伯来文化”，不但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好榜样，后来又成了科学界的一种好传统，成了一种“科学的精神”。正如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Popper，1902—1994）所说的：“科学也许是人类文化中唯一的知识系统，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并且，常常能在不太晚的时候，改正错误。”所以，只有具有这种勇气的，才是真正的科学。

在公元最初的30～70年，保罗又把“希伯来文化”和耶稣基督（公元前4—公元29）“博爱”和“宽容”的思想从中东带到了欧洲。当时，希腊文已经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所以，保罗和他的希伯来同伴们，用希腊文写成了《新约》。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约》就是“两希文化”，即“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第一次汇流的产物。后来，《新约》又与《旧约》放在一起，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圣经》。这是对欧美文化，以致对整个人类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希腊人又称“海伦人”，是一个既深思又务实的民族。希腊境内山峦重叠，几乎没有平原，很难形成一个束镈人们思想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倒是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小小的“城邦”。所以，希腊人思想历来自由，世界上最早的民主体制，就是希腊人发明出来的。希腊又紧靠地中海，海岸线很长，所以，希腊人旅行和经商非常方便，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希腊离“美苏尔文化”、“尼罗河文化”和“波斯文化”这三大古老文明都很近，可以吸取许多营养，但又不是太近，又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独特性。所以，在“美苏尔文化”、“尼罗河文化”和“波斯文化”这三大古老文明衰落的时候，也就是在“古典时代”，“古希腊文明”却升起来了，成了西方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可以与古老的“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相媲美。

“古典时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在欧亚大陆的东头、南头和西头，同时出现了一群杰出的思想家。有趣的是，当时交通很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开过什么“国际哲学家大会”，为什么这许多大思想家几乎出在同一时代，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当然，正因为古代交通的不发达，有可能让东方的哲学家和西方的哲学家产生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框架。但重要的是，不同文化的碰撞和汇流，常常是硕果累累。当“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碰撞和汇流时，也是这样。

前面已提到，“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第一次汇流产生了《新约》。《新约》是亚洲的十多位犹太人写的，用的却是欧洲的希腊文。就如十多位中国人一起写了一本书，用的却是英文，也算是欧亚两大文化的一种汇流吧！但《新约》的意义，却远远不在这两种文化的本身，而是《新约》给人类带来了耶稣的新思想，那就是“博爱”、“宽容”、“尊严”等。“博爱”包括爱你的仇敌。“宽容”包括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尊严”则包括人人都有做神的儿女的权柄，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真命天子”、“皇上”和“女皇”一样的权柄。这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所以，公元从这时开始，也是相当合理，因为只有从这时开始，人类才第一次知道，人人都可以同时成为“天子”，人人都有极高的尊严。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第二次大汇流则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事情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声名狼藉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从军事上来看，“十字军东征”几乎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其他方面也是败笔累累。也许，唯一给历史带来正面影响的事就是无意中“抢回”来了大批古希腊的文献。这一事件诱导了“文艺复兴”，甚至“文艺复兴”这个口号也来源于这一事件。

在罗马帝国的初期，希腊文化享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希腊人的地位也很好。然而，三百年后，天主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天主”，于是就有了中国相似的“文字狱”。在这“文字狱”中，希腊文化就自然被看成是“异端邪说”，有关的希腊人不想受迫害，就只好逃亡。于是，大批古希腊的文献就流落海外。一千年过去了，欧洲人也渐渐忘了苏格拉底，忘了柏拉图，忘了亚里士多德，也忘了古希腊美丽的雕刻、绘画、诗歌、戏剧、哲学、科学、医学等等。

所以，当十字军“抢回”了大批古希腊文献时，整个欧洲都被震动了。当时，辉煌的古希腊文化好像给思想沉闷的欧洲带来了一种耀眼亮光，让人们感到古代的欧洲文化要比当时美多了。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口号。

那时正处在中世纪的后期，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在欧洲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有关的阶层要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一千多年的政教合一，已经使得罗马教廷极为腐败。所以，一方面，新兴阶层要求变革；而另一方面，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变革。于是，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从1321年但丁《神曲》的发表，到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冲突持续了三百多年。这个冲突常被称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即外层是文学和艺术的变革，内层则是人类思想深处的变革。

“文艺复兴”的开始是以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为代表。他写的长诗《神曲》包括《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描写在经过地狱、炼狱、天堂的一路上，但丁和所遇到的有名的灵魂交谈，包括历史上许多好的和坏的著名人物，他将自己钦佩和厌恶的人物分别纳入各个部位，并将他痛恨的人，包括当时的教皇，全都打入地狱。在当时，要教皇下地狱，真是极为危险的言论。

“宗教改革”开始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1330—1384），他主张《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信徒应服从基督而非教会。教皇对他的理念以及教训深恶痛绝，因此在他死后30年举行了康士坦会议，颁发了这样的谕令：“本神圣会议表明立场，并宣告威克里夫乃声名狼藉之异端者，至死顽固不化，不但被逐出教会，而且所有对他的追思都是有罪的，当将他的骸骨挖出，丟在教会墓园之外，将其他忠诚之死者以示区别。”

“宗教改革”开始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胡斯（John Hus，1372—1415）。他受威克理夫影响，也宣扬类似的观点，并对后来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和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等影响很深。当时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取消了胡斯的教籍，最后甚至以异端名义将他下进监牢中。经过长达8个月的监禁折磨，胡斯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被提出监来上城门口，并将他绑在火刑柱上，终被烧死。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这儿只写了3位最先的先驱者，只是想说明变革之艰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对所谓“黄金时代”的描述：“因为伟大的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转折的时代。这是急剧变革的时代，旧观念和旧制度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而新观念和新制度则逐渐而痛苦地成长起来。”这就是“伟大的时代”，这也就是“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也太长了。有人从但丁《神曲》的出版（1321年），算到本章开头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所提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1558—1603），即新教在英国的确立，约为250年。有人一直算到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1689），即第一个现代民主体制的建立，约300年。总之，确实是一个极为漫长，而又非常痛苦的历史时期。

尽管那个“黄金时代”又痛苦又漫长；但是，最重要的是，那个“黄金时代”真正确立了人人都可以是“真命天子”的思想。而人人都可以是“真命天子”的信念又必然导致民主体制的出现。而这种思想和体制的巨大变革，必然导致人的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又充分地发挥了人们的聪明才智。而聪明才智的发挥又导致了大批发明家和科学家的出现。也就是导致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在人类的第一个新教国家，也就是在英国出现了。于是，欧美文化，也就是“两希文化”逐步成了全世界的主导文化。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工业革命”不是本书的主题，但“科学革命”却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尤其是“科学革命”与“两希文化”的关系。上面已经讨论了，现代科学是两次“两希文化”汇流的产物。下面还要讨论，现代科学又是“两希文化”的组合。

现代科学可以分成两部分，即“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科学的精神”又称为“穷根究底的精神”，即一个“为什么”接一个“为什么”，刨根究底，没完没了地老问下去。也就是对真理的孜孜追求。“科学的精神”（scientific spirit）又称为“希伯来精神”（Hebrew spirit），因为主要来源于“希伯来文化”。

“科学的方法”则代表“严格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客观的方法”、“理性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数值化的方法”等等。“科学的方法”（scientific methodology）又称为“希腊方法学”（Greek methodology），因为主要来源于“希腊文化”。

由于现代科学的成功，导致技术、工业和经济的成功，而经济和技术的成功，又导致最近五百年来“欧美文化”在军事上的成功。于是，至少由于军事和经济上的成功，“欧美文化”成了当今世界的主导文化。其他各文化，不管对“欧美文化”是爱还是恨，都纷纷到欧美学习现代科学和先进技术，并把科学技术的知识带回去。也就是说，“两希文化”已经成了今日世界上的主导文化，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当然也包括医学。

然而，如前面所说的，现代科学是由“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两部分组成的。显然，“科学方法”又好教，又好学，因为“希腊式的思维方法”真是又清晰又有条理，既好表达又好理解、好掌握。反之，“科学精神”既难教，更难学，就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师也说不清，学生更听不懂。

于是，那些去欧美国家学科学技术的，绝大多数只学会了“科学方法”这“皮相”的一层，而没有学到“精神”的一层。更糟的是，这些只学会了“科学方法”的人，回国以后，又把“科学的方法”捧到了天上，捧上了神坛，捧成了一个巨大的偶像，让大家顶礼膜拜。于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探索精神的、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美丽的现代科学，就变成了僵化的、面目狰狞的“四大金刚”，站在庙门口，挥动着大棍子，凡是不符合我这个理论框架的，统统打死。

所以，当中医的理论框架，与希腊式的现代科学理论框架发生冲突的时候，常常听到的问题是：“到底中医科学不科学？”、“怎样来证明中医也是科学的？”；很少听到：“中医给科学带来了怎样的新问题？”、“中医给科学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更少听到“怎样从中医的实践中看到现代科学中所存在的不足？”、“通过中医的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现代科学？”等。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手中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

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直到目前，现代科学主要是“两希文化”的产物，并包括两部分，即“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的方法”，并不包含古老的“华夏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然而，精神是永恒的，方法却是可以选择的。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希伯来精神”与“古华夏方法”或“古印度方法”结合，从而来进一步推进现代科学的发展呢？

从医学科学的角度，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说：“希伯来文化”给人灵魂，“希腊文化”给人血肉的身体，“华夏文化”给人生命的气息，“印度文化”给人生命的辉光。

在文学作品中，能把一个人写到“有血有肉”，好像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是，如果你能再细细想一想，如果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但是没有气息，也没有辉光，更没有灵魂，哪是什么呢？那就是“行尸走肉”。这也就是我们单单用希腊式的思维方式所看到的人。

所以，我们也只有把“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华夏文化”和“印度文化”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也才有可能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更为完整的图像。

而事实上，你手中的这本书，尤其是后面的整整三章，就是这样一个多种文化碰撞和汇流之后的产物，也就是用“整体论”思想，科学地、定量地来测定“和谐”（harmony）、“美丽”（beauty）等宏观的、整体性的概念，以这“美丽的度量”来丰富这美丽的“黄金时代”。

所以，一方面，这本书介绍了有关的物理学知识，从现有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古老的中国医学和印度医学。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读者能看到，当古老的“华夏文化”和古老的“印度文化”和现代科学相碰撞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美丽的花朵。

这也就是“黄金时代”开始的产物。所以，这本书的目的确实是想抛砖引玉，同时用这一砖块来敲开一扇新的大门，让许许多多的人能进入一个崭新的、更宽阔、更美丽的科学殿堂。





第五篇 生命系统中“谐和”的科学度量





第十三章 如何定量地计算“美丽”


绘画是对大自然的模写，那么音乐是对什么的模写呢？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刘中申教授是我的好朋友。记得那是1986年，他出差到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一个每周一次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会。我就乘机邀请他，到我们的讨论会中来作一个学术报告。

他是个药物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中草药，就如他的同行一样，主要用的是分析的方法，即用液相色谱、气相色谱等技术对草药的成分进行分析。一般来说，一种药物能分成几千种成分，再把各种单一成分一一进行试验，从而找出哪一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成分。然后，再确定这种成分的化学结构，从而可以在实验室和工厂里人工合成。这样，就可以大批量生产，比天然的草药便宜多了。

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当时，也是当今研究草药的标准方法。当然，这也是典型的“拆分论”的方法。并且也是一种相当成功的方法。事实上，许多新的药物，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发现和发展出来的。



天然药物可能是音乐，而不是机器

不过，刘中申教授说，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分析的方法很成功。但是，有的药物，尤其是“进补”的药物，就是找不出决定性的成分。他们感到，有些药物的作用是许多成分的组合结果。

刘中申教授的谈话，使我们学术讨论会中的成员感到非常有趣。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拆分论”在生物学和医学中的问题。这个讨论会中的成员相当年轻，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势，对任何权威都敢于批评和取笑。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研究中草药的方法，就好像是用“拆分论”的方法研究音乐，把音乐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单个音符，并想找出哪个音符是决定性的音符。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音符，就能奏出悦耳动听的音乐。比方说，如果我们能找出莫扎特的音乐就是好在“哆”上，而贝多芬的音乐就好在“来”上，那么问题就简单了。

显然，这样来研究音乐的方法是有点荒唐。但是，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生物学家研究有机体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研究音乐的方法也曾经有过很大成功。例如，当生物学家和医生研究传染病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们把病人痰液中或大小便中的细菌进行分类，并且分而又分，直到找到某一种细菌，并证明只有这种细菌才是决定性的致病因素，并称为病原菌，其他的细菌则都是无辜的。于是，我们就可以非常有针对性地来生产疫苗或药物来杀死这种病原菌，就如精密制导的导弹一样。

其实，这也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拆分论”思想。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西医中的这种深深的“拆分论”思想来源于法国的哲学家拉美特里（Lamettrie，1709—1751），表现在他的名著《人是机器》中。既然人是机器，那么，了解机器的最好方法就是“拆”。当我们了解了机器中的每一个零件和它的功能，我们也就了解了整个机器。

所以，当代西方医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本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在医疗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许多病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头痛或其他一些身体不适去看大夫。如同常规一样，医生用许许多多先进仪器对病人作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得到了一大堆化验报告。医生看完了这一大堆化验报告之后，笑眯眯地说：“所有的指标都是‘OK’，您很健康，可以回家了。”

这种叫人哭笑不得的结论，好像是病人在说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设身处地，作为病人，您又会怎么想呢？

当然，这些被西医大夫客客气气赶出来的病人，只好去找一些什么“替代”的方法，如针灸、草药、水疗、热疗、顺势疗法等。于是，许多古老的医学又“复活”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古老的医学都是“整体医学”。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医。在中医理论中，充满了“阴阳平衡”、“谐和”、“天人相应”、“辨证施治”等“整体论”的思想。而在“人是机器”这种哲学中，几乎完全没有这些“整体论”的思想。



交响乐成功的“充分条件”

当然，“拆分论”也并没有全错。前面那个例子中提到的，所有的指标都是“OK”还是很重要。就如在一个交响乐团中，每一件乐器都“OK”，每一位乐师都能正确地演奏，还是保证演奏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用数学家的语言来说，这是“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不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这“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之间的差别是就是整个乐团的密切“合作”（co-operation）与“协调”（co-ordination）。

所以，“合作”与“协调”就是“整体论”思想的关键所在，也是一种高层次的要求。然而，如何科学地、定量地从“整体论”的角度来研究有机体，也就是如何科学地、定量地来研究、测定和计算“合作”与“协调”的程度。



“无序”、“有序”及“谐和”

其实，从“拆分论”一步一步地走向“整体论”，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了。20世纪70年代，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1917—2003）就提出了从“无序”（disorder）走向“有序”（order）思想。而音乐显然不可能是一种“无序”的结构，必定有某种“有序”东西在里面（图13-1）。同样地，许多生物学和医生也相信，有机体是高度“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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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无序就不是音乐





从“无序”到“有序”，是从“拆分论”走向“整体论”的重要一步。但是，对于交响乐或有机体来说，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并不是“有序”越高越好。无论是对音乐还是对有机体，最佳的状态既不是“无序态”（chaotic state），也不是“高度有序态”（perfect ordered state），而是“相干态”（coherent state）。我们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说明“无序态”、“有序态”和“相干态”三者之间的差别。

“无序态”中的元素如同幼儿园中的小孩子，当老师不在场时，没有统一号令，也不知道怎样相互合作，所以各自为政。用数学物理学的语言来说，n个孩子就有n个自由度，也称他们处于“高度无序态”。

“有序态”中的元素如同仪仗队中的士兵，高度合作，统一行动，就如一个人一样。用数学物理学的语言来说，n个士兵只有一个自由度，也称他们处于“高度有序态”。

而“相干态”中的元素则犹如芭蕾舞中的演员。当芭蕾舞表演非常成功、非常优美时，每一个演员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美丽的图像，然而，把任何两个演员或任何几个演员放在一起看时，还是一幅又美丽又谐和的图像。也就是说，各个演员之间的合作和协调都是极好的，非常谐和。这时，用数学物理的语言来说，n个演员有2n－1个自由度。

更重要的是这个整体图像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所以“相干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从组合的角度看音乐

从声学的角度来看，音乐是许多不同频率的“组合”，包括空间的组合与时间的组合。当然，我们可以容易地用“拆分论”的方法来研究音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都可写成乐谱，而乐谱是一个个单个音符的组合。用“拆分论”的方法，我们还可以把单个音符进一步分解成许多不同单个频率的组合（图13-2）。

在这许多不同单个频率的组合中，有一个频率我们称之为“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例如，音符“A”的基频是440赫兹，而音符“C”的基频是524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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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一个音符的频率分析





除了这个“基频”之外，单在一个音符之内，还有许许多多的“泛音”（overtones）。这些“泛音”一般是“基频””的整数倍，即1倍、2倍、3倍……不同的乐器有不同的“泛音”组合，音乐家把它们称为“音色”（tone colour or timbre）。根据不同的音色，我们可以区别不同的乐器，甚至可以区别不同的人。

显然，一曲谐和的音乐绝对不可能是“无序态”。图13-1中的音符组合只能产生一片噪音。但是，也不能是“高度有序态”，所有的音符和音频都是统一的，就如仪仗队中的士兵。因为，那也不是音乐，只是一种单调的叫声。

那么，什么是“相干态”呢？“相干态”的音乐是怎样的？“相干态”的芭蕾舞又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相干态”的音乐和“相干态”的芭蕾舞，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才是谐和的生命。



“1＋1＝3”：“谐和”的基本数学公式

其实，科学地、定量地计算“谐和”的程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可怕、那样艰难，我们甚至可以用很初等的数学来说明其最基本的原理。

首先，让我们仔细看一看图13-3，并且数一数，在这张照片中，一共有几个演员。

“两个演员！”，所有学过算术的孩子，包括一年级的小学生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都会骄傲地大声叫起来。而所有的家长，都会面带微笑，满意地点点头。这个问题实在太简单了，这个答案也绝对不会错。并且好像也不会有其他答案。

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1＋1＝2”并不是绝对的真理。事实上，不但有“1＋1＝2”，还有“1＋1＝1”和“1＋1＝3”等不同的数学。现在，我们把“1＋1＝2”、“1＋1＝1”和“1＋1＝3”这三种不同的数学，一一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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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照片中共有几个演员？





第一种情况：1＋1＝2。

1＋1＝2，以及1＋1＋1＝3、1＋1＋1＋1＝4等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数学，并且认为这是唯一的真理，不可能有其他的答案。其实，这是对数学的很大误解。从前面讨论过的三种状态，即“无序态”、“有序态”和“相干态”来说，1＋1＝2只适用于“无序态”，也就是适用于幼儿园中小孩子那样的“混沌态”，既不适用于“有序态”，也不适用于“相干态”。也许，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太混沌了，所以，到处看来看去，都是1＋1＝2。

第二种情况：1＋1＝1。

对于“有序态”不但有1＋1＝2，还有1＋1＋1＝1、1＋1＋1＋1＝1等等。可能大家会有点不习惯这种奇怪的数学。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那些仪仗队中的士兵，不管有多少士兵，就如1个人一样，不要说2个士兵像1个人，100个士兵也像1个人，也就是说100个1加起来，还是等于1。

第三种情况：1＋1＝3。

然而，对于“相干态”来说，数学就更奇怪了。既不是1＋1＝2，也不是1＋1＝1，而是1＋1＝3、1＋1＋1＝7、1＋1＋1＋1＝15等。而这种数学正是“相干态”的核心所在。

为了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奇怪的1＋1＝3，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细看看图13-3。一眼看去，图13-3中只有两个演员，一男一女。如果我们把他们分开来看，他们每一个人都跳得很漂亮，各自形成一幅美丽的图像，也就是两张独立的图像。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们两人放在一起，又出现了第三张更美丽的图像。这第三幅图既不单属于男演员，也不单属女演员，只有当他们两人密切配合时才会出现，而这就是1＋1＝3。

同样地，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也不是身体各部分的简单加法。例如，那位女演员跳得很美，但是，那美丽也不单单在左腿上，或单单在右腿上，或单单在左手上，或单单在右手上，而是全身各部分协调运动和密切配合的结果。同样地，对于有许多的演员的芭蕾舞来说，美丽还取决于许许多多演员之间的协调运动，以及演员之间密切的配合。

于是，当我们面临图13-4这样的芭蕾舞时，我们应该怎样来计算这些演员可以配合形成的美丽图像的数目：

在理想的“相干态”，也就是对最美的芭蕾舞来说，计算方法是这样的：

两个演员：1＋1＝22-1＝3

三个演员：1＋1＋1＝23-1＝7

四个演员：1＋1＋1＋1＝24-1＝15

五个演员：1＋1＋1＋1＋1＝25-1＝31

六个演员：1＋1＋1＋1＋1＋1＝26-1＝63

七个演员：1＋1＋1＋1＋1＋1＋1＝27-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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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这张照片中有多少美丽的图像？





那么，100个演员呢？

1＋1＋1＋…＋1＋1＝？

100

这个答案是相当惊人的：

？＝2100-1＝126，750，600，228，229，401，703，205，375

也就是说，100个演员可以产生126，750，600，228，229，401，703，205，375种不同的动态组合。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在理想的“相干态”，100个元素组成的系统，有126，750，600，228，229，401，703，205，375个“自由度”（degrees of freedom）。这真是极高的自由境界。

图13-5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一个三元素系统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事实上，这也就是本章开始时，刘中申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答案。也就是用图解说明了：当1＋1＝3的条件成立时，为什么就自然会有1＋1＋1＝7。

当然，无论是1＋1＝3，还是

1＋1＋1＋…＋1＋1

100

＝2100-1＝126，750，600，228，229，401，703，205，375

都还是最简单的情况，最基础的数学计算。而对于大量实际测量数据的具体计算方法和数学背景，还要远远复杂得多，我们将在后面的两章中进一步地介绍。



[image: ]



图13-5三元素系统的可能组合方式





不过，其严格的数学证明早已于1994年发表在英国，2008年又再次在瑞士和英国发表。希望对这些数学问题，以及本书中许多物理、生理问题的学术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读者，可以自己上网，先找到www.inderscience.com，再找到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delling，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Vol.5，No.3，2008，或在网站www.coherency.de中找到。那是一本在瑞士和英国出版的“物理治疗专辑”。有关这本书的主要学术文章和有关的参考文献都可以在这专辑中找到。这样，就可以不在这本科普书中罗列大量的参考文献了。

然而，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是再试图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介绍如何具体地测量和计算一个人体的“相干度”（degree of coherence）或“谐和程度”（degree of harmony）。

在这一章的结尾，我们还想提一下：除了1＋1＝1、1＋1＝2和1＋1＝3，其实还有1＋1＝0。至于1＋1＝0意味着什么，不说大家也会明白了，这就是所谓“打翻狗食盆，大家吃不成”的负合作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面所有的数学公式中，都要减去一个1的原因。那就是1＋1＝0的状态，也就是用原子弹摧毁这个世界的自杀状态。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状态，所以也不是这本书打算深入讨论的状态。

然而，1＋1＝0却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作为报警系统，时时要提醒自己，也要常常要提醒别人的问题。





第十四章 具体地测量和评估“美丽”与“谐和”


如果说要我们把“距离”、“质量”、“电作用力”、“熵”、“美丽”、“旋律”分成两大类，我们会发现，无论按哪条原则，我们只能把“熵”放在“美丽”和“旋律”这一类中。“熵”只能在各部分之间的某种联系中才能找到，而“美丽”和“旋律”也只能在各部分之间的某种联系中才能看到和听到。而这些联系中的某一种，很可能成为科学中一种通用的物理量。



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1882—1944）

《物理世界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1929





爱丁顿（图14-1）是杰出的英国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现，例如白矮星、脉冲星以及行星的质量和亮度之间的关系。

同时，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天文学的实验观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光线会被太阳引力场弯曲的现象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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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爱丁顿爵士（Sir ArthurStanley Eddington）





从本章开头的引文中可以看出，爱丁顿是一位思想极为深邃和大胆的科学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极为认真和严谨的科学家，甚至有点迂。据说，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听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半人，真的懂得相对论。一位是爱因斯坦自己；另一位就是爱丁顿。”爱丁顿听了默不作声。边上的人说：“爱丁顿先生，您也不用客气了，您一定是这两个半中的一个。”爱丁顿忽然感到他应该说点什么：“噢！噢！我正在想，谁是那半个？”

同时，从本章开头的引文中，我们又可以看出。我们这本书中讨论的问题，正是当年爱丁顿考虑过的问题。他把问题提得很明确。他认为：“美丽”和“旋律”应该与“熵”划在同一类中，而在这一类中，可能会发现一种共同的物理量，这种物理量和特点是与各元素之间的“联系”或“合作”（association of parts）有关。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所讨论的，正是怎样发现与美丽和旋律有关的科学量以及如何来定量地计算这种物理量。

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的对象总是简单到复杂，从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所以，科学的初期研究对象就是简单系统，例如哥白尼、开普勒、牛顿所研究的太阳系就是属于简单系统。而量子物理学研究的原子结构，犹如一个个微小的太阳系，其实也是简单系统。但是，医生所面对的人体，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长期以来，科学家力图把人体进行解剖，把它切成越来越小、越来越简单的系统。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方法还是可行的，也是对的。这也就是所谓“还原论”的道路，并且确实曾经是非常成功的道路。

然而，从“联系”或“合作”的角度来看，“还原论”的方法，也就是“拆”的方法，就是不断地破坏各单元之间的“联系”和“合作”。而在“还原论”道路上走得越远，对“联系”和“合作”的破坏也就越彻底。这有点像研究树林与树的情况，往往是我们对树看得越细，就越会失去对树林的整体感觉。

那么，我们又怎样来找回那些当在我们细细研究树木时，所失去的对森林的感觉呢？尤其是，我们需要的还不单单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定量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整体医学”。

坦率地说，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用“还原论”的方法来研究人体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而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也是一个更困难的阶段。长期以来，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像也是无法解决的挑战。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到，近二三十年来，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尤其是对生物系统“相干态”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科学地定量地研究“美丽”、“旋律”等等这些只能从“整体论”的观点才能认识的物理量。也就是说，爱丁顿的预言，正在步步成为现实。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如何从理论上和数学上来理解生物系统的“相干态”。现在，我们将讨论如何用实验的方法实际地测量和计算人体“心身系统”（body-mind system）的“相干度”（degree of coherence），即“谐和的程度”（degree of harmony）。



“振子”的耦合和能量的漂移

事实上，本书前面章节中所介绍的“看不见的彩虹和听不见的音乐”，即生物体内电磁场的耗散结构，不单单是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理论上的一种进步，也为人体“相干度”（degree of coherence）的测定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现在，先让我们从“电磁波源”（source of electromagnetic wave）的“耦合”（coupling）关系开始，一步一步地看这种测量是怎样实施的。

人体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等都会发射电磁波，所以它们都是电磁波的波源，即“电磁波源”，又称为“振子”（oscillators）。至于物理学上所说的“耦合”关系，就是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有点像芭蕾舞中的舞伴关系，既有独立，又有合作。

人体的心和肺就是两个典型的电磁波源，也就是两个“振子”。常用的心电图就是测量心脏发出的电磁波，肺电图是不常用的，但也同样可以测量。然而，心和肺关系很像前面一章中图13-3的那一对舞者。显然，心和肺两者绝对不能像仪仗队中的两个士兵，高度有序，用同样的频率，做同样的动作，它们必须各有各自的本征频率。但是，它们又不能完全独立，运动时，大家都要相应加速；休息时，大家又都要相应减速。所以，它们既不能处于“高度有序态”，也不能完全处于“无序态”，必须是“相干态”。这就是我们测量和计算工作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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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两个单摆之间的耦合关系


a. 无耦合 b. 强耦合 c. 可柔耦合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相干态”中“振子”是如何“耦合”的，我们用图14-2中的两个机械摆作为例子。

图14-2a中的两个单摆之间完全没有耦合关系（no coupling）。它们绝对相互独立，也就是处于绝对“无序态”。

而14-2b中的两个单摆之间有一根棍子，把它们两者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强耦合”（strong coupling）。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单摆就如一个单摆一样，只能用同一频率摆动。这时，它们两者也就如仪仗队中的两个士兵，处于“高度有序态”。

图14-2c的两个单摆之间是用一根可柔的线连在一起，线上又挂了一个小小的单摆。于是，这两个单摆既不完全独立，又不是完全被捆死在一起。这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像前一章图13-3的那一对舞者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处于“相干态”。

我们这儿用的是机械单摆，也就是机械的“振子”。如果这两个单摆带有电荷，它们就会发射电磁波。事实上，人体内的许多“振子”，例如心脏、胃、肺、肝、肌肉等等，也是机械“振子”，但带有电荷，所以也就会发射电磁波。在这种情况下，电磁波的频率与这机械“振子”的频率密切相关。

那么，当两个振子耦合时，频率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图14-2a中的两个振子相互独立。如果它们原来的本征频率就不一样，那么也就保持这两个不同的频率。也就是1＋1＝2。

而由于强耦合，图14-2b中的两个振子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只有一个频率。也就是1＋1＝1。

图14-2c中的两个振子最有趣了。由于它们的合作关系，会出现第三个频率，物理学称这第三个频率为“拍频”（beating frequency，图14-3）。而这时候，它们各自的本征频率依旧存在，于是就有了1＋1＝3（图14-4）。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相干态的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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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两个单摆之间有可柔性耦合时，就会出现“拍频”





“拍频”的大小为两个本征频率之差（图14-3）。图14-4是“频谱图”（frequency spectrum），纵坐标为波幅，也就是波的能量；而横坐标为频率。从图14-3中还可以看出：由于出现了“拍频”，能量从高频区移向低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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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用频谱图表达的“拍频”（f1-f2）





至今，我们讨论的还是两个“振子”，或两个波之间的相干关系。如果“振子”或波的数目不是二，而是许许多多，甚至是无穷多个的话，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波的频谱就不再是分离的谱，像图14-4，不是那样的一根根孤立的直线，而是变成了图14-5那样的连续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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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白噪音”的频谱和“粉红色噪音”的频谱





图14-5中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典型频谱。左边的称为“白噪音”（white noise），其特点是各种不同频率的振幅相似，也就是说，能量在各种不同频率的波中分布均匀。或者说，各振子之间没有什么耦合关系，即整个系统是处于理想的“无序状态”。

图14-5右边称为“粉红色噪音”（pink noise）或“1/f噪音”（1/f noise）。从“粉红色噪音”的频谱中，我们可以看出，能量已经从高频区移向了低频区。

最早，“粉红色噪音”是物理学家1926年研究电子线路时发现的，当时称为“1/f噪音”。后来，物理学家花了50年时间研究为什么会出现“粉红色噪音”，而不是“白噪音”。直到20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才发现，“粉红色噪音”来源于电子的集团运动。

而另一方面，音乐家则发现，所有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的频谱都近于“粉红色噪音”，而只有某些现代音乐才是接近“白噪音”。

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用频谱技术来分析音乐和噪音的方法并不新了，它是在两百多年前法国数学家傅立叶（Baron de Fourier，1768—1830）发明的。所以，人们把这种技术称为“傅立叶分析”（Fourier analysis）或“傅立叶变换”（Fourier transformation）。

可是，“傅立叶分析”的计算工作量极大，如果没有计算机，即使计算很小段音乐，也要计算几年，并不实用。然而，近30多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快速傅立叶变换”（FFT，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终于变成一种实际上可以操作的技术。

“傅立叶变换”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但是，即使“快速傅立叶变换”也只适用于音乐频谱的分析和相干程度的计算，但还不足于对人体内电磁波谱进行分析。因为音乐的频谱只在20～2000赫兹之间，但是，人体内的电磁波则是在0.5～1017赫兹。对于这样宽的频带，目前无法用任何现有的仪器同时测量出来，所以也无法用“傅立叶变换”来进行全面的分析。

幸运的是，物理学理论指出，人体的电导与内电场的强度成正比。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人体电导的测量可以在体表进行。这样，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测定人体内电场的分布就不太难了。同时，如前面章节所指出的，这种内电场的非均匀分布主要是由电磁驻波的叠加产生的，是一立体的干涉图。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一一测量和计算电磁波的频谱，而可以在体表对这一电磁波的干涉图进行采样测定。

更幸运的是，多年来，数学家早就发展了许多处理采样数据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通过有限的采样数据，来认识一个具有无限多元素的系统。这种方法之一，称为“测量数据的概率分布”（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measurement data ）的计算。

图14-6就是两条人体电导测量数据的概率分布曲线。左边一条是被测试者听伤感音乐《二泉映月》时的“测量数据的概率分布”；而右边是听欢乐音乐《西班牙斗牛士舞曲》时的“测量数据的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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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听两种不同音乐时人体表面“测量数据概率分布”的变化





从图14-6可以看出，人体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改变，对人内电场分布的影响极大。其实，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然而，难的是，这种“测量数据概率分布”的变化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怎样从这种“测量数据概率分布”的变化中，来看出“身心健康”的程度如何？



三种理想的概率分布曲线

有趣的是，我们前辈的数学家，早已找到了三种不同的“概率分布曲线”。今天，我们正好用来描写三种不同的“身心状态”（states of body-mind system）。


“高斯分布”：1＋1＝2（理想的无序系统测得的概率分布）


在欧元出现之前的德国货币中，10马克的纸币上印着一个老人的头像，那就是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1777—1855，图14-7），19世纪的“数学之皇”。高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小时候是个放羊娃。幸运的是，一位有钱的贵族发现了他的数学天赋，就有心培养他，最后，他不但成了哥廷根大学的数学教授，还成了世界数学之王。所以，他也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在他极多的数学成果中，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所发现的“高斯分布曲线”及它的数学表达式（图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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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德国马克上的高斯像、高斯分布曲线及其数学公式





从图14-7中可以看到，“高斯分布曲线”是一条对称曲线。近两百年来，“高斯分布”（Gaussian distribution）在科学、工农业和金融等领域中广泛应用。所以，“高斯分布”又被称为“常态分布”或“正态分布”（the normal distribution）。意思是，它是一种应用最广泛并且最为标准的测量数据分布。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当人们对“有序”、“无序”、“混沌”等问题进行越来深入研究时才发现，原来，理想的“高斯分布”在真实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因为“高斯分布”的基本数学假设是，测量数据来自于一个有无限多个元素的系统，并且所有的元素相互独立。换句话说，服从“高斯分布”的测量数据来自于一个“理想的无序系统”。而显然，这样的“理想的混沌系统”并不存在。尽管如此，“高斯分布”还是无生命世界中测量数据分布的一个很好的近似描写。它还是很有用的，因为无生命世界基本上还是混沌、无序的。

在实际的测量和计算中，我们一般至少需要测量100个数据，才够用来计算“统计分布”。如果这100多个数据基本上服从“高斯分布”（图14-8），就可以认为这批数据来自于一个“无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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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8理想的“高斯分布曲线”只能来自一个理想的混乱系统






“δ分布”：1＋1＝1（理想的有序系统测得的概率分布）


除了“高斯分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统计分布是“δ分布 ”（delta distribution）。“δ分布曲线”的形状极为简单，就像一个倒写的“T”字（见图14-9）。这意味着，测量数据的重复性好得惊人。不管测量多少次，数据总是一模一样，不但是毫厘不差，就是小数点以下所有的数字，都是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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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理想的“啄 分布曲线”来自一个理想的“高度有序系统”





当然，在真实的世界中，既不存在这样的分布，也不存在这样的系统。因为它意味着，测量数据来自一个“理想的高度有序的系统”。而真实世界中，并没有这样理想的系统。不过，这个理想化的分布，在实际计算时，还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从而我们可确定真实测量数据分布所在的位置。因为“δ分布”的数学设定是系统中所有的元素高度相关，就像一个元素一样。也就是说：“δ分布”的背景就是1＋1＝1。


“对数正态分布”：1＋1＝3（理想谐和系统测得的概率分布）


不过，在测量和计算人体和其他有生命系统的“谐和程度”，也就是“相干程度”时，最重要的统计曲线是“对数正态分布曲线”（log-normal distribution,图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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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0理想的“对数正态分布曲线”来自一个理想的相干系统，即最谐和的系统





“对数正态分布曲线”是一条非对称的曲线，有点像“高斯分布曲线”，但是峰值偏向左边（比较图14-10和图14-8）。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对数正态分布”的重要性。

1969年，德国数学家沙哈（L. Sach）发现，许多生理指标，如人群的血压分布、人群的身高分布、青蛙的体重分布等等，都不服从“高斯分布”，而是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这显示“高斯分布”主要来自于无生命系统，而“对数正态分布”则与生命系统有关。

1994年，本书作者从数学上证明了“对数正态分布”来自一个具有无限多元素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元素都具有独立性，而同时又具有与所有其他元素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测量数据出现“对数正态分布”，就表示这个系统处于理想的相干态，即最谐和的状态，犹如美丽的芭蕾舞。也就是说，这时1＋1＝3。

这一来，音乐的“谐和”和芭蕾舞的“美丽”等等，再也不是一种模模糊糊的艺术单词，它们也开始进入可以被客观测量、被定量计算和评估的科学领域。



“无穷维空间”与“谐和金字塔”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系统的三种典型的状态：“无序态”、“有序态”和“相干态”。我们也讨论了三种不同的基本数学运算：“1＋1＝2”、“1＋1＝1”和“1＋1＝3”。我们还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概率分布”：“高斯分布”、“δ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从而我们知道了这三种不同状态的数学基础和统计方法。

然而，这三种状态，都只是理想的状态，而一个真实系统的实际状态与这三种理想状态都不一样（见图14-6），或者说是，往往是在这三者之间。当然，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图14-6左边的曲线靠近“高斯分布曲线”，而右边的曲线靠近“对数分布曲线”。但是，从科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靠近”是一种很不精确的描写。我们希望知道，这个“靠近”到底有“多远”，到底有“多近”？是几千米远呢？还是几厘米近？还是几毫米近？

于是，我们就面临另一个很实际的计算问题，即要确定一个实际系统所处状态的精确“位置”（position），这样才能定量地算出“多远”或“多近”。

而要确定一个“位置”，我们首先就要有一个明确的“距离”（distance）。通常我们所说的距离是指两个点之间的某种度量。但是，要说出这出芭蕾舞离最美的标准还有多少远的“距离”，真有点匪夷所思。即使我们现在有了分布曲线，但每一条曲线上又有无穷多个点。那么，我们又怎样来计算两条弯弯扭扭的曲线之间的“距离”呢？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那位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高斯教授，世界数学之王，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接班人，名为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4—1943，图14-11）。他早就为我们解决了这个极为复杂的“距离”的计算问题。

希尔伯特教授不愧是高斯的好接班人，他也成了一代世界数学之王，还成了20世纪这整整100年数学发展的指路人。可能许多中国读者都还记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中国的著名数学家王元教授和陈景润教授都付出了毕生的精力。然而，“哥德巴赫猜想”还只是希尔伯特在20世纪初列出的23个难题之一。事实上，希尔伯特提出的这23个难题，包括“哥德巴赫猜想”、“黎曼猜想”、“连续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成了20世纪全世界数学发展的导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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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1大卫·希尔伯特德国数学家和“无穷维空间”研究的奠基人





与高斯一样，希尔伯特也在数学上有许许多多的贡献。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无穷维空间”（infinite dimensional space）的引进，现在也称为“希尔伯特空间”（Hilbert space）或“函数空间”（space of functions）。在这个空间中，我就可以定义函数之间的“距离”，也称为“广义距离”（generalised distance）。任何一条曲线，包括前面讨论的“概率分布曲线”，都是含有无穷多个点的函数，所以，都可以在这“函数空间”中，变成对应的数学点，所以，也就可以很确切地算出任两条曲线之间的“广义距离”。

那么，什么是“无穷维空间”中的“广义距离”呢？我们可以从“一维空间”开始。用数学家的语言来说，一条直线就是“一维空间”。直线上两点的距离是很好算的，只要知道这两个点在这个“一维空间”坐标上的两个数字，减一下就出来了。

而一个平面，例如一张纸，就是一个“二维空间”，只要知道这平面上两个点分别在纵坐标和横坐标上的数值，也是不难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的。

我们的房间是一个“三维空间”，如果要知道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就要先知道它们各自在三个坐标上的数值，就可以计算了。这种算法，每位读者在中学时就学过了。

根据同样的原理，我们也可以有“四维空间”，又称为“闵可夫斯基空间”（Minkowski space），因为那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1864—1909）教授发现的，闵可夫斯基是希尔伯特同事，也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数学家，与希尔伯特教授同年，可惜英年早逝。事实上，“希尔伯特空间”就是“闵可夫斯基空间”的发展。

不过，对于非数学家来说，“四维空间”已经有点怪异的感觉了，因为在我们的房间里，已经放不下第四个坐标。事实上，在最初，科学家们也认为“四维空间”只是数学家发明出来的思想游戏，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但是不久，在爱因斯坦发展相对论的时候，它就派上了大用处。

另一方面，计算“四维空间”中两点之间的距离倒也不难，只不过每一个点有四个坐标数据。其他方面的计算就与三维空间中的距离计算一模一样了。

这一来，根据同样的数学原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建立“四维空间”、“五维空间”、“六维空间”、“七维空间”……“N维空间”，以至“无穷维空间”，也就是“希尔伯特空间”。

同样，在“希尔伯特空间”中，我们也可以定义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有趣的是，“希尔伯特空间”中的“点”，有无穷多个坐标值。所以，有了这位伟大数学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定量地计算出一个人实际的身心健康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有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了。

当然，为了算出精确的位置，除了“距离”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坐标系”（coordinate system）。所以，我们还要在“希尔伯特空间”中建立一个合适的坐标。由于在“希尔伯特空间”中，一个函数被压缩成一个数学点。所以，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三个理想状态就可以被压缩成三个数学点。并且用这三个数学点来建立一个特殊的坐标系统。

也是为了美吧，我们把这个坐标系统建得像一个“金字塔”，并且称它为“谐和金字塔”（图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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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2“希尔伯特空间”中的“谐和金字塔”





在“谐和金字塔”的尖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那就是“对数正态分布曲线”，也就是理想的“谐和态”，即理想的“相干态”。

在“谐和金字塔”的左下角，有一个黑色的点，代表“高斯分布曲线”，也就是理想的“无序态”或“混沌态”。

“谐和金字塔”的右下角的点就是“δ分布曲线”，也就是理想的“有序态”。

在“谐和金字塔”的内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点，这个点代表被测试者的身心谐和状态。这个点位置可以用X轴和Y轴上的两个数字来定量地、精确地表示出来。

用中医的话来说，“谐和金字塔”的上部是“谐和”，下部是“不谐和”。而下部，即“不谐和”又可以分成两大类：

“谐和金字塔”左下角是“阴盛阳衰”，也就是“理想无序态”。这可能是身体处于放松状态。一般来说，在紧张工作之后，能进入良好的放松状态，是非常有利于健康的。其实，这也是许多保健气功和针灸的“补法”所采用的方法。然而，这种“无序态”也可能是负面的，即也可能是情绪消沉所造成的，这就不好了。并且，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恶劣的心身状态（如几个月甚至几年），就很可能导致肿瘤等疾病。这也就是中医理论中早就指出的，肿瘤等疾病来源于不良情绪的“郁积”。

而“谐和金字塔”的右下角则“阳盛阴衰”，也就是“高度有序态”甚至是“晶体态”。在紧张工作时，这种状态是很有好处的，可以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差错大大减少。然而，长期处于这种“高度有序态”也是不利于健康的，很可能导致高血压、糖尿病等另一类疾病。

所以，在这个“谐和金字塔”中，我们健身的目标就十分清楚了，就是“有张有弛”、“动静结合”。用英国人的老话就是“fit as a fiddle”，像一把好的小提琴，或者用我们这本书上的话来说，像一出最谐和、最优美的芭蕾舞剧。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让我们再一起看看，如何把这“谐和金字塔”应用于医学临床。





第十五章 医学科学中“谐和”的客观度量和临床意义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至少在西方的哲学中，一直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图形、结构和关系比物质和能量更为本质。这种思潮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然而，这种思潮却不得不在物质和能量的支持者面前屈服，尤其面对物质和能量在提高人类生活标准方面所起的作用。



Giuseppe Longo

《信息论：新动向和未解决的问题》

（Information Theory: New Trends and Open Problems),1975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古代时都有一种“整体论”（holistic thinking）的哲学观。在西方，这种哲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as，公元前 570—公元前480）他们认为“万物皆数学”，也就是说，数字、图形、结构、关系、谐和才是世界的本源。

在东方，这种哲学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注解的《易经》（约公元前780）。但是，《易经》的原来成书年代就很不清楚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一千多年的差距。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易经》与西方的《摩西五经》以及南方的《吠陀经》成书年代相近，也是约3500年前成书的。

这样，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西这三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最早的，但是又是非常系统的三本文字记录。

然而，这三本最古老文字记录的写作风格又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摩西五经》是一本道地的历史书，对历史事实极端尊重，也不怕面对自己民族英雄的丑闻（例如，他们把犹太人的伟大民族英雄大卫王如何勾引别人的妻子，然后又如何想方设法害死她的丈夫等等细节，都详细地记载在这本伟大的“圣书”中）。这种对历史事实的极端尊重，后来成了西方历史学的典范。

南方的《吠陀经》是一本文学书，是一首长诗。然而，《吠陀经》早早地就奠定了“杀戒”（nonviolence）、“轮回”（reincarnation）、“因果报应”（karma）等基本的信念，这些信念，成了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后来也成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并传到了中国。

而东方的《易经》却是一本科学书，是一本天文和数学书。所以，有时西方人翻译《易经》时，还加上一个副标题：《古典数学变换》（classics of transformations）。在这一数学系统中，元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元素的组合关系、关系的变换以及这些关系的谐和。所以，这本数学书讨论的就是整体论的数学变换关系。而《黄帝内经》的整体论理论框架，也就是来源于《易经》。

相应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学中也一直有“整体论”的思想。而与《易经》的哲学思想完全一致的中医则把这种“整体论”的思想发展成一个完整自洽的理论系统。

例如，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内外失调，二是七情六欲（wrong emotions）。也就是内外之间的“不和谐”（disharmony）与内部的“不和谐”。在现代西医发展的初期，也就是在把“人是机器”作为信条的阶段，“情绪”与“不和谐”等非机械的因素是不在医学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但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的发展，西医也越来越意识到“情绪”与“不和谐”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例如，虽然传染病有明确的病原菌，但是，在同样的外界条件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这种传染病。因为这还取决于每人的抵抗力，而抵抗力就是免疫系统的能力，免疫系统的能力受激素的控制，而激素显然又受“情绪”的控制。所以，即使从现代西医的角度来看，“情绪”也是传染病最初的病根了。而许多不好的情绪，又是来源于社会和家庭的“不谐和”。所以，“不谐和”就是更为根本的病源。所以，“整体论”这种古老哲学思想，又重新回到了医学中。



从提高生活标准到提高生活质量

“整体论”思想回复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充满了战争和饥荒，人类总是面临着食品短缺、营养短缺、住房短缺、交通工具短缺等问题。所以，长期以来，追求丰富的食品、良好的营养、舒适的住房、便捷的交通等等，即所谓提高生活标准，就成了人们主要的追求目标。

但是，“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于是许多国家都富裕起来了。在这些国家中，“提高生活标准”已不是头等任务了，也许，肥胖倒反过来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人们追求的再不是简单的“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问题，而是“生活质量”（life quality）问题。而在“生活质量”这个概念中，好“情绪”与“和谐”（harmony or coherence）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然而，在这时候，我们才忽然发现，多年来，现代科学对“情绪”与“和谐”的研究，实在是太短缺了。因此，如何科学地、定量地研究“情绪”与“和谐”，是现代科学迫切的任务，也是现代科学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相干态”是一动态过程

幸运的是，现代科学还是相当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解决了如何“科学地”、“定量地”研究“情绪”与“谐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谐和金字塔”。有了“谐和金字塔”的帮助，医生和病人对于“谐和”都有一个清楚的、定量的认识，也有了明确的医学目标，以及人生的追求目标。

不过，在观看这个“谐和金字塔”时，我们要注意几个要点：

首先，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还没有名列仙班。所以，尽管那个金字塔的顶点越高越好，但是，没有一个凡夫俗子真正能到达金字塔的顶点，能够靠近顶点的，就很不错了。

其次，在观看这个“谐和金字塔”时，不要忘记我们是“活人”，不是“死人”，不是“机器”，更不是“房子”。所以，不要老是希望自己的身心状态点总能锁定在某一很高的固定点上。既然是活人，就是总是不断地动，不断地变。事实上，从保健的角度来看，也是要能“动”与“静”结合，有“张”有“弛”，这才是真正的“相干态”，即“谐和态”（图15-1）。

更具体地来说，开车、上班、学习时，就是要能够紧张、能够思想集中，这是一种能力；而下班后、休息时、睡觉时，就是要能充分放松，这又是一种相反的能力，两者不可缺一。前者是“高度有序态”；而后者则是“高度无序态”。也就是说：真正的相干态，就是不停地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来回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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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如果一个人能够能“动”与“静”结合，即在“紧张”与“松弛”之间平衡地摆动，那就是真正的“相干态”





而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是，人们老是太紧张了，缺少了放松的时间，更糟的是，甚至逐步失去了放松的能力，于是就出现了紧张、焦虑、失眠等等不良症状。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东西方都流行气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在观看这个“谐和金字塔”时，不要断然宣称“我很健康！”或“我很糟糕！”，因为“谐和金字塔”中显示的数据只是说明了“此时”、“此刻”、“此秒”，甚至是“此0.0000001秒”中，你身心的状态，不是平均水平，更不是永恒的。所以，当出现不好的数据时，首先不是得出结论“我有了什么毛病”，而是先要找找原因。例如，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觉？前几天是否太紧张、太焦虑？测量时心情是否很紧张？测量前有没有听到意外的坏消息？等等。

事实上，人的身心系统不但是“活的”，而且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谐和金字塔”中，我们用一个“吸引子”（attractor）的概念来表达这种自我修复能力。在图15-2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椭圆形的区域。一个正常的人，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实际状态点”就在这一小区域内摆动。但受到较大干扰时（如洗冷水澡、洗桑拿或剧烈运动时），“实际状态点”就会远远离开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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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椭圆形区域是一个健康人身心状态点的所在区间，也是一个“吸引子”





但是不用做任何事，也不用吃任何药，只要这个人是真健康，他的“实际状态点”会慢慢地自动回复到这区域，好像是被“吸”回去，所以我们称这个区域为“吸引子”。一般来说，身体越好，心理素质越好，回复的速度就越快。所以，受干扰后回复的速度和程度，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代表了一个人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然，如果心身的“实际状态点”老是远离正常区域。例如长期无节制的生活，超过了身体的负荷极限和回复能力，还是会出问题的。这就是许多疾病的起始点。更糟的是，“吸引子”可能会移了地方，成了一个顽固的、错误的“吸引子”。



错误的“吸引子”，顽固的慢性病

所以，除了正常的、健康的“吸引子”之外，还有不健康的、病态的“吸引子”，或者说是错误的“吸引子”（图15-3，图15-4），这就是慢性病人常有的问题，也是医生最最头痛的问题。因为这时，就会出现“拔河比赛”局面（图15-5）：今天通过治疗，身体好了一点，明天又是老样子；后天再治疗，又好了一点，但大后天又是老样子……顽固不化。从图15-5的“谐和金字塔”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慢性病人的“状态点”就是会自动回复到那个错误的区域，老是与医生进行“拔河比赛”。

时代变了，病也变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也就是在急性病和战伤为主要疾病的日子里，医生既是紧急机器修理工，也是“白衣天使”。那时，医生真是与天使一样，用手术刀和抗生素，就把病人从死神的手中夺回来，真正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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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在混沌区的“错误的吸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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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在过分有序区的“错误的吸引子”





可是，瘟疫的时代过去了，战争的时代也过去了，传染病和战伤，已经不是主要疾病，也希望永远不会再成为主要疾病。当前医生所面对的，大多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的慢性病。这时，医生既当不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难以做到“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因为多数慢性病都是顽固透顶，只有与它们打“持久战”，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地干，进行拉来拉去的“拔河比赛”（图15-5），也许才会有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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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5慢性病治疗过程中的“拔河比赛”





在这场“拔河比赛”中，多数医生不再是急诊室或手术室中的大夫，主要工具也不再是柳叶刀或抗生素，甚至不是什么化学药物，而是各种各样的物理治疗手段，包括针灸、音乐治疗、气功治疗等非化学、非机械的治疗方法。这也就是各种各样古老医学和天然医学复活的背景。

然而，虽然在这些古老医学中充满了古人的智慧，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希望对这些古老医学有新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有更好的、更客观的、定量的监控手段。

于是近代科学又相应地发展出“谐和金字塔”，从而使我们可以直观地、定量地看到慢性病治疗过程中的“拔河比赛”（见图15-5）。这样，就便于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拔河比赛”中，选用最好的治疗策略，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比赛成绩。



从古人的智慧到现代科学

作为一个中国人，又常常在西方各国旅行，常常看到一些西方人，胸前带着小小的“太极图”，也有些西方的朋友给我看英文版的《道德经》和德文版的《易经》等等。显然，他们也很能欣赏中国古人的智慧。至于那些学过一些中医的西方医生，也在各种宣传小册子或他们所写的书籍中提到“太极图”，并向病人解释什么是“阴阳平衡”等等。

也许，不少人会认为他们只是了解一点皮毛，到处乱吹而已。当然，西方人中也不乏众多浅薄的追星族。然而，西方的一些大科学家也真能看到这些古人智慧的核心所在。

例如，作为物理学家，没有人不知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和维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图15-6）。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德国物理学家维纳·海森堡分别是1922年和1932年诺贝尔奖得主。更重要的是，他们与那个时代一群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如第一个提出量子理论的德国物理学普朗克（Max Karl Plenck，1858—1947）、写出“薛定谔方程”的奥地利物理学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提出“不相容原理”的奥地利物理学家保利（Wolfgang Pauli，1900 —1958）、提出“反物质世界”的英国物理学狄拉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1902—1984）等建立了整个量子力学。而整个量子力学的框架又是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也就是玻尔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完成的。上述的物理大师基本上都是“哥本哈根学派”中的主角，而海森堡则是玻尔的得意门生，提出了极为深刻的“测不准原理”。

玻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的亲属请他为整个家属设计一个新的“族徽”。有意义的是，玻尔居然把“太极图”放在他们家族“族徽”的中心，可见他对这种哲学思想的推崇。如果我们细读他的著作和讲话，可以看出他的工作确是得益于老庄的哲学。甚至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玻尔也访问过中国。而海森堡也对老庄的哲学推崇备至。因为这些研究“看不见的原子”的大师们，就如研究彩虹的盲人科学家一样，早已意识到我们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image: ]




图15-6两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


a. 尼尔斯·玻尔 b. 维纳·海森堡





附带提一下，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至死都没有能理解老庄的哲学思想，所以至死也都没有接受“哥本哈根学派”所建立的量子力学。虽然他与玻尔私交不错。他作为长辈，玻尔对他也很尊重。但是，他却成了量子力学的死敌，他与玻尔进行了整整30年的论战，这30年论战信件后来收录成了一本厚厚的书。

老庄的哲学博大精深，可以丝毫不夸张地说，老庄哲学是人类史上最深刻的哲学。从爱因斯坦与玻尔30年的论战中可以看出，就连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也至死都没有搞懂老庄的哲学。所以这也难怪与老子同时代的孔夫子了。当中国的大教育家孔夫子去拜老子后，孔夫子的学生问先生的感受，孔夫子说：“鸟，我知道它会飞。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兽，我知道它会走。但是龙，它在云端，在天上，无法捉摸，深不可测。李聃（即老子）就像龙一样啊！”

在整个世界上，可以与老子媲美的，也许只有希伯来文化中的先知以赛亚。他与老子一样，早在“道成肉身”之前几百年，就描写了“道”应该是怎样的。可惜，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还是不容易认识到这个“道”。

讨论老庄的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也是一个太丰富的矿藏。在这儿，我们只能讨论这个“富矿”中间的小小一角，也就是这个充满古人智慧，而当今又风行世界的“太极图”（图15-7a）。

“太极图”是由左右黑白两半组成。黑代表“阴”，白代表“阳”，表示一种动态的“阴阳平衡”。因为是动态，所以状态总是在“太极图”内不停地转动。阴阳不但相互对立，相互补充，还相互转换。当“阳”（白色）不断长大时，“阴”（黑色）的种子就在“阳”的中心产生。然后，“阴”又不断长大，这时，在“阴”的中心，又出现了“阳”的种子……这样不断反复循环。

从力学、电学及数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相互转换的状态可以看成是一种简谐振动，并且可以用三角函数来定量地表达。这当然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太极图”的第一种理解。

显然，“太极图”内涵还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从“相干态”和保健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可以把“太极图”看成是一种“动”与“静”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可以看成是一种“紧张”与“松弛”之间的动态平衡。而这种动态的平衡我们又可以用“谐和金字塔”（图15-7b）来定量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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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7从哲学概念中的“太极图”发展到科学的、定量的“谐和金字塔”





所以，不但是一百年前尼尔斯·玻尔和维纳·海森堡在研究原子结构、建立量子力学理论时用到了老庄的哲学思想，就是一百年后研究人体“相干态”的当代科学家，也还是不断受益这种伟大的哲学思想。所以，如果老子、庄子和毕达哥拉斯等先辈泉下有知，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也许，不论是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还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不论是当年苦苦探索那肉眼看不见的原子结构的“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家们，还是当今正在苦苦探索有机体内那肉眼看不见的“电磁场耗散结构”的科学家，都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在苦苦地追求真理，苦苦地探索宇宙的真谛。

所以，他们也都如盲人世界中那群杰出的科学家一样，痛感我们感官的有限性，痛感我们理性思维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我们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有限性。

因此，写这一本书，真不是件一容易的工作。我想，读这本书，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非常感谢读者有这么大的耐心来读完这本书。然而，如果本书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种探索真理的乐趣，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尾声 科学面对“意识”、“精神”和“良知”


有一次，爱因斯坦给一群年轻学生解释“相对论”时说：“如果你在一位可爱的女孩身边坐两小时，你会觉得只有两分钟；而当你在火炉上坐两分钟时，你会觉得有两个小时。这就是相对性原理。”




主观和客观

爱因斯坦与年轻学生的这一段谈话，常常被认为是爱因斯坦与学生开开玩笑，让学生们高兴高兴。然而，对于爱因斯坦自己以及对于许多前沿科学家来说，这可并不是一个玩笑，而是对现代科学的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因为这涉及科学是否真的客观，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科学是绝对客观的。也就是说，科学与人类的存在都没有关系。不管地球上有人还是没有人，科学总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我们深入地想一下相对论，就会发现，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引入了一个非常不客观的东西，那就是“观察者”（observer）。也就是说，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决定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变了，时间和空间，这种最最基本的物理量，也都变了，于是，整个宏伟的物理学大厦，也将随之而改变。

根据“狭义相对论”，“观察者”运动速度越快，时间变得越慢，而两点之间的距离变得越短。而根据“广义相对论”，时间与空间，不但与“观察者”的运动速度有关，还与“观察者”的加速度有关，所以也与“观察者”本身是否在引力场中有关。换句话说，“观察者”在地面上，与在宇宙空间，所看到的时间与空间，是不一样的。

然而，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还只是讨论直线运动这种最最简单的情况。所以，爱因斯坦自己作为“相对论”的发明人，不会不知道，无论是“狭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讨论的只是“观察者”的最简单运动状态。如果“观察者”处于更复杂的运动状态，例如在不同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像坐在可爱的女孩身边和坐在火炉上面，情况必定会更复杂。因此，爱因斯坦与学生们说的，并不是笑话，还是那些他已经想到过，但是还没有办法解决的科学问题。

所以，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绝对真理的“科学圣殿”之中，这个可恶的“观察者”，真是圣殿中的“魔鬼”。然而，这种“魔鬼”还不是从外星球来的，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换句话说，有我们人类参加的科学，就不可能绝对地客观。

其实，玻尔和海森堡这两位大师，在研究原子结构时，也发现了“观察者”、“仪器”与“客体”这三者不可分割这一基本问题。正如海森堡指出的：“我们观察到的其实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对我们所提问题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建立一种没有人类参与的、绝对客观的科学系统。

有趣的是，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著名的和尚——慧能大师早就提出了“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这一问题。

慧能是佛教禅宗的创始人。慧能3岁丧父，未能读书，靠卖柴养母。后慧能受人资助养母，自己投奔到弘忍大师门下，在磨房做舂米之类的粗活。后来，弘忍年老，命众僧作偈，拟选承法弟子。当时，弘忍门下的第一大弟子神秀作一偈为：“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亦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事实上，后一首偈，达到了佛家哲学思想的顶峰。

弘忍大师看了慧能的偈语，就有心选他为承法弟子，夜间亲到碓坊，为他讲解《金刚经》，并把衣钵传了给他。但当时慧能在寺中位置很低，弘忍大师知道众师兄不会服气，并会伤及慧能的生命，就送他出寺，亲自撑船为他渡河南逃。于是慧能就在外隐居了15年之久。

15年后，慧能到了广州法性寺。当时，印宗法师正在讲经，一阵风吹动了旗杆上的幡，这时有两个僧人议论起来，一个说那是“幡动”，另一个则说是“风动”。正巧慧能听到了，就对他们说：那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你们的“心动”。印宗法师听到了，认出了这就是失踪了15年的弘忍大师的衣钵子弟慧能。于是印宗法师就为慧能落发受戒，并且自己拜慧能为师。

于是，“万物出于心”就成了禅宗佛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被唯物主义者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原则。

在这儿，也许值得再回忆一下列宁为挽救唯物主义而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当时，由于“质能守恒关系”，科学家发现，有形、有重量、有体积的物质可以转换成无形、无重量也无体积的能量。这一来，整个唯物主义的基础都出了问题。为了挽救唯物主义，列宁在这书中为物质下了一个新的定义：“物质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然而，列宁在这儿无意中又犯了一个与他自己信念相悖的逻辑错误，他在这儿引进了一个与物质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意识”，就是相当于佛教中所说的“心”。而佛家的哲学早就认为，意识比物质更为本源。

长期以来，在科学界中，“意识”（consciousness）是一个禁用单词。如果哪一位科学家在文章中不小心用了“意识”这个单词，就会被看成是个不严肃的，相信什么迷信之类的科学家。

可是，在过去的20年中，科学界的情况已经大变了。这个禁令早已取消了。“意识”不单不再是一个禁用名词，反而成了科学界的时髦单词。人人都在高谈“意识”，尽管谁也说不清楚，“意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一变化是从美国开始的，那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脑十年计划”（Brain Decade）。与所有的政府一样，美国政府也常常好大喜功，提出一些大的、国家级的研究计划，并拨出上百亿美元的经费，如肯尼迪提出的“阿波罗计划”，尼克松提出“征服癌症计划”等等。

那时，老布什又提出了“脑十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出发点与目标是：当时分子生物学已经充分发展，科学家已经几乎了解人体内的每一个分子，唯一不够了解的角落就是人的大脑，只要了解了人的大脑，就对人体无所不知了。当时美国政府想得很简单，“阿波罗计划”只花了十年，就把人送上了月亮。所以，只要把足够的钱投下去，再花十年，不怕不把大脑搞得清清楚楚。

当时的科学家也想得很简单：大脑么！不过是台计算机。现在，我们有了高度发达的计算机技术，只要造一台足够大、足够精密的计算机，就可以把大脑的功能搞得清清楚楚。

然而，不出两三年，科学家就发现有点不大对头。虽然计算机工作得比脑子要快得多，也精确得多，但是计算机却没有自我意识。换句话说：每个小孩子都知道有个“我”（I），但是最高级的计算机没有“我”的意识。其实，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从物理学的角度，认真讨论过“什么是我？”这一非常基础的理论问题。

对于学物理的学生来说，薛定谔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因为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就叫“薛定谔方程”。但是，很少人知道，早在1944年，薛定谔就写了一本名为《什么是生命》（What Is Life？）的书，而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什么是我？”（What Is I？）。与玻尔、海森堡等同时代的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一样，薛定谔也不单是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哲学家，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因为他在《什么是生命》这本书中，预言了DNA的存在，他把DNA称为“非周期体晶体”（abperiodic crystal）。他认为细胞内有一种“非周期体晶体”，可以携带遗传信息。他根据辐射至突变的概率，计算出了“基因”（gene）的大小，后来发现，他所算出来的基因大小，就是DNA上“三联体码”（triplet code）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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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也认真地从科学的角度探讨了“生命”和“意识”





在《什么是生命》一书的末尾，薛定谔讨论了什么是“我”的问题。他认为，所谓“我”（I），就是一种单数记忆（a singular memory）的集合。所以，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只是一种单数记忆的集合。而所谓“常识”（common sense）就是许多单数记忆的集合。

因此，所谓“科学”（science），也就是许多个体观察者取得的一种共识。尽管科学是人类所创造的知识系统中最美丽的一种，但并不代表真理，只是“共识”（common sense）中的一种。

如前所述，马赫、玻尔、海森堡等物理学的大师早就发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这儿还要提一下，在玻尔的指导下，海森堡用数学的方法，定量地写出“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因此而得了193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测不准原理”定量地说明了“观察者”、“仪器”与“客体”这三者不可分割这一基本问题。

这儿，有一点是非常有趣的，即一个物理学定律居然用了“测不准”，也就是“说不准”（uncertainty）来命名，可以看出这些科学界的大师有多么的谦卑。当然，如果老子和慧能大师九泉有知，他们也会多么开心。

所以，爱因斯坦给这群年轻学生解释“相对论”时，也是希望能表达在“小伙子”、“女孩子”和“火炉”之间也有许多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甚至可以决定“时间”（time）、“空间”（space）之类的非常基本的物理量。只是，爱因斯坦还未能像海森堡那样，用数学的方法定量地写出这种关系式。事实上，他也只是重复了慧能大大师所说的“幡动”，“风动”，还是“心动”的问题。

其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还不单是科学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艺术和美学中的最基本问题。例如，“美丽”就是既不是纯客观，但也不是纯主观的，它是“意识”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



“意识”、“精神”和“良知”

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介绍了生物体内电磁场的耗散结构。对这个电磁场耗散结构的认识，使我们有可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针灸、光轮和许多古老医学的科学背景。同时，我们也介绍了如何定量地测定心身系统的相干度，从而使“和谐”这种古人的智慧，也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却还没有认认真真讨论“生命”、“意识”和“良知”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从字面上来说，生物学（biology）和心理学（psychology）就是研究“生命”（bio，即拉丁文的life）和“灵魂”（psycho，即拉丁文的soul）的科学。但是，无论是生物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不敢说，我们已经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认识到了生命和灵魂。显然，这还得有待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使我们对当今生命科学发展的处境有一个粗粗的了解和估计，我们不妨引进印度哲学中的“七层身体”（seven-body-levels）的思想，来描写我们当前医学、生物学和生物物理学发展的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包括对“生命”（life）、“意识”（consciousness）和“良知”（conscience）等高层次概念的科学认识。

虽然许多人，还包括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我们当前的科学已经非常了不起，科学家已经可以代替那全能的上帝了。但是，从“七层身体”的观点来看，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成熟的医学和生物学，也就是说，对人体器官、细胞、组织、DNA以及各种分子的认识，只不过才是认识了“第一层身体”，即“化学身体”（chemical body）。

这个“化学身体”的基本砖块是生物分子。在多数生物学家和医生的想象中，这些分子是由刚体的“小球”和“棍子”组成的（见本书第二章图2-1），即原子和化学键组成的。也就前面提到的“小球和棍子模型”（balls-and-sticks model）。

在“化学身体”的这一层，有着众所周知的守恒定律，就是“物质不灭定律”。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他身体中的分子并没有消失，而是重新进入土壤，重新变成植物的身体，再被动物吃了，变成动物的身体，而动植物又被人吃了，再变成人的“化学身体”，就如佛家所说的“生死轮回”一样。所以，当孙悟空想哄猪八戒进厕所里去搬神像时，就说要他去“五谷轮回之所”办点事。当然，佛教的“轮回”可以说是信仰，《西游记》中的“轮回”是开玩笑。但是，物理和化学中的“物质不灭定律”，总可以说是“化学身体”的科学“轮回理论”吧!

从印度哲学中“七层身体”的思想来看，本书所讨论的“电磁场身体”（electromagnetic body），也许可以看成是“第二层身体”。从现有的知识看来，这“电磁场身体”和“化学身体”还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不过，在这第二层身体中，又有另一种不灭定律，那就是“能量守恒律”（conservation law of energy）。换句话来说，在物理学，还有一个有关能量“生死轮回”的不灭定律。

然后，爱因斯坦又发现了“质能守恒定律”（law of transformation between matter and energy），从而把“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合成了一个定律，这一来，物质的“生死轮回”与能量的“生死轮回”就合成了统一的不灭定律。就更接近印度古人和犹太古人所悟到的轮回真谛了。

看来，悟出“六道轮回”的印度人，和写下《圣经》的犹太人（见《约翰福音》9：1-4），早就知道了这种生命的“recycling”，也就是说，早就悟出了这种不灭定律，并且他们的悟性，比现代科学家还要好。

当然，科学家也早就发现，在能量守恒定律中，还有一些问题。例如，能量好像还是有级别的。比方说，势能和动能可以自动变成热能，但不能自动返回。所以，能量看来并不是那样绝对的守恒，至少在能量的形式和结构上不那么守恒。

为了描写能量的级别不断从高级到低级自动下降这一现象，19世纪70年代，物理学家又找到了另一条物理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说明“熵值”（entropy）不断自动增加，也就是说，结构不断消失，混乱程度不断增加。这真是一个相当悲观的前景，也是有名的“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的立论所在。根据“罗马俱乐部”的悲观看法，整个世界将是越来越乱，有序性越来越差，最后走向混乱的世界末日。

所幸的是，就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现一百年之际，也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相反的现象，即在混沌中又会出现有序，即会出现“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所以，在这级别不断下降的过程中，同时还有级别不断上升的东西。也就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五百年的老凤凰飞入火中，又从烈火中飞出新生的凤凰。

当然，人体内电磁场的耗散结构是本书的主题，但这只是一种应用而已。事实上，“耗散结构”这一概念的发现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因这意味着可能还有更高层次的守恒定律，可以把“物质”、“能量”和“结构”都包括在内。

按这一逻辑想下去，是否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高层次守恒定律，它不但包含了“物质”、“能量”和“结构”，还包含“生命”、“意识”和“良知”呢？

显然，“生命”、“意识”和“良知”等，是比“物质”、“能量”和“结构”等，更为高层次的概念。从印度哲学的“七层身体”来看，它们显然不在第一层身体之中，即不在我们熟悉的“化学身体”之中；但也可能还不在第二层身体之中，即也许还不在“电磁场身体”之中。所以，对于科学来说，要充分地认识它们，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在这许多概念之中，“良知”（conscience），即“良心”，也许是在上帝所造之物中的最高层次，也是最为美好的东西。

尽管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还很遥远，但是，当我们在讨论科学是善还是恶，原子能和基因工程的发展是好还是坏时，当人们谈到“科学家的良心”、“艺术家的良心”时，都不能否定“良知”的客观存在。然而，也许只有当我们能认识到很高层次的身体时，才能解决“科学是善还是恶？”这一让人苦恼的问题。

这儿，我们还想顺便说一下，“良心”是与达尔文主义完全对立的东西。从达尔文主义原则，即“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那种你死我活的角度来看，“良心”显然是不利于生存斗争的，那么，为什么在人类这种高级动物身上还会有“良心”这种东西呢？

一位俄罗斯的朋友说：“如果达尔文主义有什么对的地方，那它最多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样，只是半个理论，并且是丑恶的那半个。”所以，现在让我们抱着美好的愿望，等待未来的科学家们找出那非常美丽的另一半。同时，在那比第二层身体还要高的身体中，我们也必定会找到许多更为美好的事物，找到人性中更美好的一面。



人类感官和语言的有限性

当然，我们不知道，前面一节所讨论的问题和目标是否过于雄心勃勃，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俗子。

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详细讨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感官的局限性。当然，我们可以发明和制造仪器，从而来扩展我们感官的能力。例如，科学家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帮助我们看得更远，看得更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仪器都是一种变换器，而任何变换器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畸变和失真。而当仪器越用越多时，这种畸变和失真也就越来越多，也就会越来越逼近我们认识的极限。

事实上，就是在物理学教科书中，这种认识的极限也是比比皆是，只是我们把它们称为“绝对零度”、“真空中光速”、“普朗克常数”等等所谓“物理学常数”（constants）。作为学生，一般是不好问“这些常数是哪儿来的？”老师不会告诉你，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能努力跳出人类自我中心的局限性思维，用更为超越的眼光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物理学常数”，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认识能力的某种边界线。事实上，整个“相对论”就建立在“真空中光速”这一常数之上；而“测不准原理”，以至整个“量子物理学”，就建立在“普朗克常数”这一常数之上。换句话说，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础，都是建立在这些人类认识能力的边界之上。

除了我们感官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之外，我们还面临语言的局限性。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在宏观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原子物理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如玻尔、海森堡等，早就痛苦地感到我们人类语言的局限性。

同样地，在我们这本书中，我们也痛苦地感到，很难用在“化学身体”这“第一层身体”上发展出来的语言，来描述“电磁场身体”。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电磁场身体”也只不过才是“第二层身体”。可以预计，当我们的研究，进入越来越高层的身体时，未来的科学家们必然会碰到越来越多的，并且是越来越大的，人类语言局限性问题。

事实上，早在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公元前605—公元前531）就写下了哲学史上最深刻的著作《道德经》，起首的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前面一个“道”是指宇宙的真理，而后一个“道”则是指我们人类所用的语言。也就是说，靠我们人类的语言，是不可能真正表达真理的。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老子所说的前面那个“道”，也就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犹太人约翰所写下的“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14）中那个“道”。因此，只有认识到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自身的有限性，才有可能认识到真理。





附录

部分内文图片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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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电磁场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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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2用彩色小球和棍子搭成的蔗糖分子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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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3原子结构模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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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人体周围的红外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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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5兔子身上的“低电阻点”（蓝色）和“高声强点” （红色）（祝总骧，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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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6西瓜表面的“低电阻点”（蓝色）和“高声强点”（红色）（祝总骧，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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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7沿肾经的同位素示踪图（孟竟壁，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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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8正常人手掌上的电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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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9病理或异常生理状态下手掌上的电导分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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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0人体电导测量数据的“同步”和“全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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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1边界条件与驻波干涉图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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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2毫针插入足三里之后人体内电场分布的一步步变化







[image: ]
[image: ]



彩图13两个洋葱头之间进行无线电通信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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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4植物体在可见光范围内的“辉光”


a. 玉米根的自然发光 b. 燕麦根的自然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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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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